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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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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说明

1.本书根据施泰因全集（Edith Stein Gesamtausgabe）第5卷《论移情问题》（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译出（Verlag Herder GmbH，Freiburg im Breisgau，2008）。

2.《论移情问题》（2008版）是在施泰因的博士论文《历史发展和现象学考察中的移情问题》（Das Einfühlungsproblem in seine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und in phänomenologischer Betrachtung）的基础上由编者玛利亚·安东尼·桑德曼进行重新考订、补充注释和编排之后出版的，并非施泰因博士论文的原貌。施泰因于1916年提交给弗莱堡大学的答辩论文由以下7个部分组成：Ⅰ.从约翰·哥特利布·赫尔德（Johann Gottlieb Herder）到20世纪初有关移情问题的历史；Ⅱ.移情行为的本质；Ⅲ.心理物理个体的构造；Ⅳ.移情作为对精神人格的理解；Ⅴ.移情现象及其在社会共同体和共同体构成物上的运用；Ⅵ.伦理领域中的移情；Ⅶ.审美领域中的移情。1917年，该书以《论移情问题》为名在哈勒首次出版。1980年在慕尼黑重印（Edith Sein，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Halle：Buchdruckerei des Waisenhauses，1917.Wiedergedruckt in München：Gerhard Kaffke，1980），由于纸张短缺和印刷成本昂贵，施泰因只选择其中的Ⅱ、Ⅲ、Ⅳ这三部分付印。论文的第Ⅰ部分在付印时便已遗失，而其余的Ⅴ、Ⅵ、Ⅶ部分后来也下落不明。本译本中的第一、二、三章分别与施泰因博士论文中的Ⅱ、Ⅲ、Ⅳ部分相对应。

3.本译本所依据的德文本注释系统相当复杂，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是施泰因本人在博士论文中的注释，二是施泰因将其博士论文作为在弗莱堡大学的任教资格论文（Qualifikationarbeit）提交时所做的改动、修正和旁注，三是编者所加的补充说明。由于施泰因的改动、修正和旁注多是一些简单字句的勘误、增删，而编者所加的注释也多是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平简介，所以译者参照英译本第3版（Edith Stein，On the Problem of Empathy，translated by Waltraut Stein，third revised edition，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ith Stein 3，Washington：ICS Publications，1989）的做法，简化了中译本的注释部分，即只将施泰因本人在博士论文中的注释译出，而省略了其在任教资格论文中所做的改动、修正和旁注，以及编者所加的补充说明。有需要的读者可参阅德文文本。

4.本书的关键词“Einfühlung”（英译为“Empathy”）常见的中文译名有两个，一是“同感”，一是“移情”。在译者看来，两种译法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偏好不同而已，有时也是为了将其与相关的术语区别开来所做的技术性处理。译者采用的是后一种译法。

5.脚注中凡出现“本书第×页”字样时，皆指德文原本页码，正文中页码系施泰因博士论文页码。


导言

玛利亚·安东尼·桑德曼

艾迪特·施泰因的任何其他著作都不像她的博士论文这样会让我们如此了解其形成过程。因为她在其自传《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中用很大篇幅描述了这篇资格论文的形成，而据她在国家考试论文中的说法，这篇资格论文是她首次独立完成的哲学著作。

由于读了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艾迪特·施泰因最终决定从布雷斯劳的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大学转学到哥廷根的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目的是跟随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研究哲学。1913年4月，她来到哥廷根，在这里她不仅聆听了胡塞尔的课程，而且也聆听了马克斯·舍勒的课程。她很快就进入胡塞尔的哲学圈子，尤其与阿道夫·莱纳赫（Adolf Reinach）建立了联系，后者已经在胡塞尔那里取得大学任教资格，正在担任私人讲师。1913年7月，在哥廷根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施泰因决定留下来跟胡塞尔攻读博士学位。因此，她亲自去拜访胡塞尔，请求胡塞尔给她的博士论文确定一个题目。[1]这位年轻女学生的请求使胡塞尔感到非常意外，他问她，你这样做是不是走得太远了。然后，他要求施泰因必须首先通过国家考试。正当施泰因已经勉强答应这个要求的时候，胡塞尔为确定国家考试的题目又找到她，对她说，之所以给你确定这个题目，是为了让你以后在博士论文中进一步扩展它。当胡塞尔询问她关于这个题目的意见时，这个女学生表现得十分坦然。而且，施泰因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想法，她将着力研究这个哲学问题：

在其论自然和精神的讲座中，胡塞尔已经提到，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只能主体间地被体验到，也就是说，被多数进行认识的个体所体验到，这些个体处在相互理解之中。因此，对其他个体的经验（Erfahrung）就构成一个前提条件。胡塞尔沿用泰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的概念，把这种体验叫做移情。但他并未就此表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一个正需要被填补的空白就是：我想研究，什么是移情。这让老师觉得很高兴。[2]

当然，胡塞尔之所以赞同这个题目，有一个条件：她对移情的理解必须结合利普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通过这种方式，现象学与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哲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被突显出来。由于施泰因已经同意这么做了，所以在这次富有成果的谈话之后，这个毅然决然地朝着目标进发的女学生必须制订一个新的研究计划：

如果我应该在攻读博士学位前通过国家考试的话，那么我想要尽快通过。我现在还有五个学期的时间。因此我还不应该报名参加考试。规定的最低分是6分……我的决定是冷静的：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学期，必须完成关于移情的论文草稿，我也必须尽量为口语考试作准备，以便在学期末的时候我能报名参加考试。这就是我在哥廷根第一学期的收获。[3]

在这次谈话之后的几个月里，施泰因着手阅读利普斯的著作，并做了大量摘引。[4]但是，首先她把对移情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更加深刻的自身认识和对她自己的工作方法的揭示。这种内在的理智发展和对明晰性的追求与自身理智的界限联系在一起。她为此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甚至到了想要自杀的地步。[5]在其自传中，她非常坦诚地描绘了这种勉为其难、沮丧、气馁、怀疑自己的理智的心情。当她征求格奥尔格·莫斯科维茨·阿道夫·莱纳赫的建议并向他坦承了自己不清楚的地方时，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才发生变化。[6]这件事鼓舞了她，使她最终开始撰写她的国家考试论文。这是施泰因第一次独立记录她的思想。1914年冬季学期的最后三个星期，她是伴随着国家考试论文的写作而度过的。[7]

这是迄今为止我的精神最为紧张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这已经是一项创造性的哲学工作了……我像在雾里一般摸索着前进。我所写下的东西连我都觉得异乎寻常。如果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我会立刻相信他是对的。在困难面前，我依然保持这样的态度：我几乎不需要注意措辞。思想的成形对我来说就像它们是来自它们自身一样被轻松而确定地用语言表达出来，然后被稳稳地确定在纸上，以至于读者察觉不到精神诞生的痛楚。所有我能节省出来的时间我都用来待在我的小书桌旁。[8]

在冬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施泰因已经撰写了30多页，她忐忑不安地去拜访莱纳赫，希望后者对她的论文做出评价。[9]莱纳赫建议她继续专心写作，并表示他对论文的开头部分十分满意。施泰因在寒假开始之前一直待在哥廷根。过了一周之后，她又去拜访莱纳赫：她已经写完了。[10]但是，她的问题——即这篇论文是否完全达到国家考试的要求——表明，她仍旧处在深深的不安中。[11]而且她的导师胡塞尔给了她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他并没有遵守那个共同的约定，相反，他为国家考试论文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即施泰因必须重视其他所有与移情问题有关的文献。于是，她又在强化阅读和论文上多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12]到1914年11月的时候，她可以报名参加1915年1月的国家考试了。1月14—15日两天，她参加了专业德语、历史和哲学的考试。然而，胡塞尔对于施泰因在考完试之后没有直接去找他感到很生气。

我犯了一个错，考完试之后没有立即去拜访他。他对我说，他本来想就我的论文跟我好好谈一谈，但现在他已经忘了他想说什么。它尚未达到博士论文的要求（这也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13]

当胡塞尔建议她攻读历史或德语的博士学位时，她显然很伤心。

我很生气地说：“教授先生，对我而言，重要的不是以一篇什么样的博士论文来获得一个博士的头衔。我想试试，我是否能够在哲学上独立地取得一些成绩。”我的这番话好像使他陷入了沉思。他的怒气一下子消失了；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气对我说：“施泰因小姐，您现在必须好好休息，您看上去确实很疲惫。”[14]

施泰因的这段自述对阐明她真正的动机具有重要意义，正是这个动机在激励她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证明自己是否有能力独立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胡塞尔对她的博士论文的评价与她后来的一个人生决断有同等重要的意义。[15]

尽管如此，施泰因在通过她的国家考试之后，还是暂时中断了她的科学工作，自愿报名参加红十字会，作为一名护士去照料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士兵。1915年4月，她在一家传染病野战医院中受命前往捷克迈恩（Mähren）地区的魏斯基兴（Weißkirchen）。她在那里一直待到1915年8月。在少有的闲暇中，她学习了希腊语，因为在哥廷根，希腊语是获得博士学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此外，她还让她的弟弟阿尔诺（Arno）在圣灵降临节期间把她关于移情问题的摘引和笔记捎给她。[16]当她做护理工作时，她又对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即这样长时间地中断科学工作是否明智；而她如果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而回家的话，这是否又太自私了。[17]

她在完成魏斯基兴的工作后返回布雷斯劳，并在那里于1915年10月通过了希腊语考试。[18]施泰因从来都未曾吐露过，她在与这么多伤员的遭遇中究竟体验到了什么——除了个别例外。但是人们完全可以认为，直面受难者对她来说也变成了内心成熟和发展的一种磨炼。她能够内在地沉思她关于移情的思想，并在日常生活中对之进行检验。诸多事实表明，她在野战医院的那5个月里发生了一种转变。在她返回布雷斯劳之后，她想实质性地推进她的博士论文。两年多来，博士论文对她来说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19]为了能够真正独立地完成她的课题，她不想受胡塞尔的启发和修改的影响。[20]为此，她一直待在布雷斯劳，既不借助于她的国家考试论文，也不借助于她的摘引，而是完全重新开始：

现在，我决心把所有那些来自书本的东西都放在一边，重新开始：依照现象学方法对移情问题展开实实在在的研究。哦，这与以前是多么不同啊！当然，我每天早晨都忐忑不安地坐在我的书桌旁。我就像这无限空间中微小的一点——我所能把握的东西会越过这遥远的距离来到我这儿吗？我坐在椅子上，靠着后背，紧张而痛苦地使我的精神专注于那个当时对我来说最为迫切的问题。片刻之后，好像一束光亮升了起来。我至少可以阐明我的问题，并找到返回我的身体的道路。我刚弄清楚一个问题，以不同侧面展开的新问题又立刻出现了（也即胡塞尔常常说的“新的视域”）。除了分摊好的那些正在阅读的章节之外，我还有一个卡片，专门用来记录所有新出现的问题；它们必须就地解决。然而，当一页一页被写满，我激情勃发地写作时，一种不可名状的幸福感向我涌来。当我被叫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那样。虽然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还是满心欢喜地继续着我的工作。我对现在所意识到的所有东西都感到惊讶——几个小时之前，我还根本无法预知它们呢！我很高兴，又能抓住这许多交织的线索。只要我每天都能继续写作，每天就像是在迎接新的馈赠那样令人高兴。就这样，我的写作不间断地持续了将近3个月时间。之后，就好像有某种东西从我这里脱离，像是完成了一个自身的此在那样。[21]

到了1915年圣诞节，施泰因已经基本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她到哥廷根为莱纳赫庆祝生日，当然，也是为了把她的初稿拿给胡塞尔看，把“师傅”的修改意见加进来。[22]胡塞尔接见了她，耐心且饶有兴味地听取了她的汇报。当施泰因把这件事告诉莱纳赫时，莱纳赫为之感到惊讶。[23]这一次，她很感激胡塞尔给她提了修改意见，她在1916年1月份把这些修改意见都加了进去。[24]然而，接下来她就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博士论文上了，因为1916年2月，她被要求临时替代别人到布雷斯劳的胜利学校（Viktoriaschule）教拉丁语。双重的负担如此耗费她的精力，以至于让她消瘦许多，并使她确认，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无法彼此统一起来。[25]不利的形势加剧了，因为就在施泰因即将完成她的博士论文的时候，胡塞尔收到了去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接替海因利希·李凯尔特的教席的聘书。由于胡塞尔准备在1916年夏季学期接替这一职位，所以，施泰因不能在哥廷根的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提交她的论文。[26]然而，施泰因并未因此而感到气馁，她在1916年复活节的时候通过口述的方式让两个速记员记录了她的博士论文。她想让这厚厚的一捆打字稿跟着老师胡塞尔到弗莱堡去，以便在她向哲学系提交论文之前，胡塞尔能抽空审阅她的论文。[27]

她自己宣称，她想7月份去弗莱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为此她和她母亲去买了一件李子红的丝质连衣裙。[28]然而，此后的一切都表明，胡塞尔似乎不愿意在他来到弗莱堡的第一个学期接受她的论文。汉斯·利普斯告知她，他偶尔从包里面拿出她的论文，但没有读又把它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29]当施泰因到达弗莱堡之后，胡塞尔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他无法在这个学期读完她的这篇内容丰富的论文。[30]施泰因应该感谢胡塞尔的妻子玛尔维娜（Malvine），因为正是在玛尔维娜的一再催促之下，胡塞尔在事先没有见她的情况下，接受了她的博士论文，并给她开了一个成绩单，这个成绩单饱含了胡塞尔对他的这位女学生的高度评价。[31]在胡塞尔对她的论文提了建议之后，施泰因恳请胡塞尔把博士论文的副本归还给她，以便把它提交给哲学系。她把她自己的打字副本给了胡塞尔，直到胡塞尔从哲学系办公室那里得到她的博士论文。[32]在她把她的博士论文正式提交给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之后，她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上：

除了胡塞尔，没有人能评价我的论文。他也必须为此负责。由于我辅修的科目是近代史和近代文学，所以拉赫法尔和维特卡普教授作为主考官在受邀之列。我请求在1916年的8月3日进行论文答辩。我拜访了两位教授，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在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面前进行考试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必须稍微确定一下，他们是谁的精神之子。……我曾经有好几次去听他们的讲座，使自己努力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带着昆斯特达尔（Günterstal）的书到周边的小山上去，躺在一块草地上准备我的考试。[33]

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她与胡塞尔进行了几次很重要的谈话。起初，胡塞尔试图压制她的傲气，他告诉施泰因，哲学系对一篇好论文的要求是很高的。[34]后来有一次，他把施泰因叫到他的书房，向她说明了一些情况，并表扬了她的“独立性”。[35]她的确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小女孩。[36]在他考虑这篇论文是否可以同他的《观念》一起在年鉴中发表时，施泰因冒险表示愿意做他的助手为他效劳。[37]

对施泰因来说，对未来科学研究的喜悦之情已经冲淡了博士论文答辩的意义。胡塞尔也对她开玩笑地说，她能谈论移情，甚至不用提及这个词，因为那是她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所以，如果她在如此重要的考试面前还能享受冰咖啡和蛋糕[38]，并以“最优成绩”（summa cum laude）通过的话，那么一点也不足为奇。“胡塞尔满面春风地说：系主任建议成绩给最优。”[39]

施泰因博士论文的构架和哲学基本思想

只有两个历史依据可以被用来以适当的方式重构施泰因博士论文的完整范围和构架。其中一个依据是胡塞尔在1916年7月29日对他的这位女学生的博士论文做的鉴定，在这份鉴定中胡塞尔申请容许施泰因在弗莱堡大学哲学系进行口试。

另一个依据是，施泰因在她的自传中对她的处女作的内容进行总体构想的一个简短描述。

下面我们来摘引一段胡塞尔的鉴定意见：

艾迪特·施泰因在她的博士论文《历史发展和现象学考察中的移情问题》中，首先（在第一部分）以富有教益的方式追溯了移情问题从赫尔德的最初阐释到如今的发展历史。但这篇论文的重点是第二到第五部分，在这几部分中，施泰因试图系统地阐明移情现象学，并将其应用到诸如身体、心灵、个体、精神人格、社会共同体和共同体的构成等观念的现象学起源上来。在这关键的几部分内容中，施泰因研究了移情在伦理和审美领域中的意义，并且就后一方面来说，她对审美移情进行了现象学分析。

除了历史的和批判的论述之外，作者——在其理论的主导思想中——受到了我的哥廷根讲座和个人建议的影响。但论文的整体风格——她吸收了我的这些建议：科学的严谨和敏锐——她也已经证明了，应当得到高度肯定。因此，我请求批准施泰因的口试。

1916年7月29日

胡塞尔[40]

施泰因的描述与胡塞尔的鉴定意见是一致的：

这是一篇重要的论文，因为这篇博士论文涵盖了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我已经在论文的第一部分，根据胡塞尔在讲座中给出的一些提示，研究了“移情”这种特殊的认识行为。但是，由此开始，我继续往前推进到了我对之十分感兴趣的，并且在所有后来的论文中一再地重新着手进行研究的问题上：即人的人格的建构。就这部处女作来说，为了理解它，这项研究是必要的，就像对精神联系的理解有别于对心灵状态的简单感知那样。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讲座和著作以及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著作对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41]在这些丰富广泛的移情文献之外，我又增加了一章来论述社会、伦理和审美领域的移情问题。但这一章后来并没有付印。[42]

因此，在弗莱堡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哲学系提交的这篇博士论文是由下面几个部分组成的：

Ⅰ.从约翰·哥特利布·赫尔德到20世纪初有关移情问题的历史；

Ⅱ.移情行为的本质；

Ⅲ.心理物理个体的构造；

Ⅳ.移情作为对精神人格的理解；

Ⅴ.移情现象及其在社会共同体和共同体构成物上的运用；[43]

Ⅵ.伦理领域中的移情；

Ⅶ.审美领域中的移情；

第Ⅴ到第Ⅶ部分也未被付印，其下落不明。

选择付印这几部分是从系统性的角度出发的，因为这几部分总体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统一体，即使施泰因对移情问题的历史观点的认识和她所理解的移情概念在社会共同体、伦理学和美学中方法论的运用抱有浓厚兴趣。

施泰因从她在胡塞尔学派中学到的现象学方法出发，试图在一种本质分析中来规定对陌生主体及其体验的经验。陌生主体和这个陌生主体的体验被悄悄地当成了前提。因此，为了把这些陌生主体变成反思的对象，就像她体验到这些陌生主体，而这些陌生主体也在她的意识中显现那样，她想通过现象学还原从方法上排除整个周围世界的存在。对陌生主体及其相关者（Korrelat）的体验对她来说构成了其思考的一个不可怀疑的、确实可靠的方法论起点。

为了使陌生主体及其体验的本质纯粹显现出来，排除所有经验的东西对施泰因来说也包括对一些条件的研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陌生主体才能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显现。

在运用这种方法时，世界现象和进行体验的我不会也不能被排除，或许这种陌生主体的体验和陌生主体的现象充当了施泰因在观念化抽象[44]中实行的本质考察的范例基础。在此，施泰因已经在考虑研究，陌生主体是如何由意识所构造的，超出这个单纯在外感知中被给予的肉体之外，又向她显现了什么。

为此，施泰因决定在一项彻底的考察中将其原初而真实的目光和区分能力放在行为的基本种类上。她在没有考虑所有历史传统的情况下把这些把握陌生体验的行为的基本种类定义为移情。

首先，她想在她的论文中，在更大的本质一般性中，通过与纯粹意识的其他行为相对照来把握和描述这些移情行为。

对于施泰因来说，移情并不具有外感知的特征，但是她也承认，移情的客体是当下被给予的。另外，应该把原初而当下的移情行为和内容区分开来，人们在内容中进行移情，而它不是原初地被给予的，因为人们不能把它作为自己的东西来实行。但是，也有一些与移情行为类似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自身被体验的东西不是原初地被给予的（回忆、预期（Erwartung）、想象），但是，移情应当被刻画为一种行为，行为本身作为当下的体验是原初的，但行为的内容却不是原初的。

依照施泰因，移情行为的结构是在下面三个阶段所形成的一个过程中进行的。

1.首先，如果陌生的体验行为出现了，那么它被体验为自己的客体。

2.当某人追踪在客体中被隐含的趋向时，陌生的体验行为就不再是客体。但某人被卷入到了陌生的体验行为之中，并因此而终止了“客体”，一个被放在对面的客体，此时，某人不再关注体验行为本身，而是转向由体验行为所引起的对象，因此，某人处在进行体验的载体那里或者站在这个载体的位置上。

3.此后，在实行过程中，已经实现的澄清继续进行其重复的客体化。

被移情的体验的主体不是实行移情的主体，两者是分离的。每个其他主体都有原初性，尽管某人并未将其体验为原初的。在非原初的体验行为中，这个我（自己的主体）自以为被一个原初的体验行为所引导，虽然这个原初的体验行为未被他所体验到，但它就在那里并且在自己的非原初的体验行为中显现了出来。因此，移情是与一般陌生意识不同的、自成一类的体验行为。这个行为意味着被卷入到最初客观的体验之中。然而，移情仅仅是一个非原初的体验，它显示原初的体验，但它不是原初的和假定的体验。真正的移情被经验为情感的移情，而且情感行为奠基于认识行为中。

施泰因在对同时代其他关于移情的描述和对把握陌生意识的发生学理论的研究中，获得了移情概念的明晰性和对移情行为的理解。与此相关，她也对现象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泰奥多·利普斯的模仿理论、约翰·福尔克特（Johannes Volkelt）和保罗·斯特恩（Paul Stern）的联想理论、密尔（S.J.Mill）的类比推理理论、马克斯·舍勒和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的哲学开端构成了施泰因科学讨论的重点。

对移情本质的澄清引导施泰因走向构造问题，因为陌生的心灵生活只有在其身体的表达中才能被我自己意识到。

从这个根据出发，施泰因在其论文的第三部分分析了移情理论所讨论的客观性是如何通过意识被建构的；并且她想表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选择哪条道路。

她的考察的出发点是对自身主体，即纯粹的我、[45]意识流、心灵和肉体现象的不同描述。起初施泰因并没有从心理物理的关系出发阐明构造问题，后来才从心理的东西转向心理物理的东西。

我们是如何根据意识（bewußtseinsmäßig）构造我们自己的身体的？因为我在自己的体验流中被展开，这个体验流带有质性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由自己的心灵规定的，而且本身在自己的身体中被表达。这个身体被经验为自身的，因为人们不仅外在地感知它，而且内在地感觉它。这种联结和对自己的自身（eigenen Selbst）的归属绝不会在外感知中被构造。因此，她进行了对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身体与感受之间的关系、身体与意志以及身体表达现象的研究。

施泰因指出，如果她想研究各种感觉对于身体感知的意义的话，那么她就超出了她的研究范围，但是通过这些提示，她打开了感官和感官感知的现象学视角。她满足于证明，通过感觉，身体与我的统一性被构造了——尽管不是在整个相互关系的范围中被构造的。

心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体验都会受到身体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心理的东西都是与身体相关的意识。心灵——施泰因通过这个概念来理解具体的心理体验中实质的统一性——是建立在身体之上的，并且与身体一起构成心理物理的个体。对于心理物理的统一性的构造来说，意愿的体验具有一个比身体表达的意义更重要的意义，身体表达利用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从而使一个心理物理的个体变成了现实。为了实现被意愿的东西并因此在一个行动中设定一个创造性的行为，身体利用了心理物理的机制。这个行动就是关系的统一性和意义的统一性，因为这些构造统一性的体验处在一个可被体验的关系之中。但是，通过表达现象，人们也被引入了心理的东西的意义关联中，并且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修正移情行为的工具。移情不断地被外感知所引导，因为陌生个体的构造建基于肉体的构造之上。具有确定属性的肉体的被给予性被施泰因看作一个心理物理个体的被给予性的前提。依照她的观点，人们并不能通过外感知获得超出物理肉体之外的东西，个体本身是完全在移情行为中被构造的。

施泰因在详尽地研究了心理物理个体的构造之后，紧接着又分析了陌生个体是如何被构造的，以及是什么使得把陌生身体把握为身体成为可能。她在这种关联中把陌生身体的被给予性称作共原初性（Konoriginarität），而自身的感觉领域是在身体感知中被原初地给予的。这个陌生身体被施泰因理解为感觉领域的载体、空间世界的定向中心和其自由运动的构成要素。陌生身体的感觉领域可以通过移情的当前化（vergegenwärtigen）（共同看见、共同把握）而不是通过感知的特征，与自己的个体共原初地（konoriginär）被给予。对于施泰因来说，通过陌生肉体的感觉层次的构造，由于感觉之属我性（Ichzugehörigkeit），一个陌生之我能够被给予。感觉移情的可能性通过把自己的身体理解为肉体和把自己的肉体理解为身体而得到保证。同样，世界图景也会随着我的定向的变化而变化，会随着被理解的身体的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对陌生体验的把握是一种统一的、典型的意识变样，并且它需要一个统一的名称。施泰因把一种特殊的注意力投向陌生个体的生命现象，因为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个体的构造，也就是说，尽管它们是心灵体验，但仍旧在身体中显现。人们是通过将陌生个体同自身的行为相类比来理解陌生个体的，陌生个体同自身个体的类型越是一致，人们就越能更好地对其进行理解。陌生身体也是表达现象的载体，表达现象通过符号（Zeichen）、象征（Symbolen）、信号（Signalen）、语词等显示自身，并且借助表达现象，心灵的东西可以表达自身。

通过对心理物理个体的分析和向陌生个体过渡的分析，施泰因把目光转向了精神现象。为此，意识成了出发点，意识不只表明了因果条件的发生，而且也表明了客体的构造。因为，它（意识）从自然的关联中走出来并成了它（自然）的对立面。

精神是意识的相关者。施泰因在论文的第四部分引入了作为精神载体的人格概念。人们通过移情行为进入精神的王国。

施泰因把陌生身体理解为空间世界的定向中心，由此她把从属的我理解为一个精神主体，并使构造客体的意识归属于这个主体。此外，依照她的观点，所有外感知都在精神行为中被实行了。精神主体的一个特征在于，不是对每一个主体都显现着同样的世界，而是每一个主体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精神行为也不是毫无关联地并列在一起，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意义关联。精神主体的体验关联是一个被体验的意义整体，而且本身受精神生活的规律性的支配，施泰因把精神生活的规律性称做动机引发（Motivation）。

对于我们在感受性的体验行为——这种感受性的体验行为是在理论行为中被建构的——中的把握行为来说，人格被构造成了意义统一体。就像物理自然在感知行为中构造了自身那样，价值世界也在感受行为中构造了自身。因此，如果没有价值理论，人格理论也是不可能的。为此，施泰因试图表明，陌生人格的构造是如何从自己的人格中突显出来的，而本身又是如何与心理物理个体区别开来的。

施泰因指出：就像自己的人格在自己的原初的精神行为中被构造那样，陌生人格在移情的体验行为中构造自身。

欲求（Streben）和意愿对于理解人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所体验到的每一个他人行为都出自纯粹的意愿，而这个意愿又来自感受行为。因此，从根本上可被体验到的价值的层次或领域都是由陌生人格所给予的，这些陌生人格从动机上合理地引发了对未来的可能的意愿行为和行动的预期。

在对狄尔泰的理论开端的讨论中，施泰因强调，人们可以通过移情体验到价值，并且可以揭示自己的人格的相关层次。自己的原初的体验行为还没有为揭示人格的相关层次提供任何机会。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施泰因考察了认识陌生人格对于认识我们自己的意义。这一分析不仅告诉我们，如何把自己的人格变成客体，而且告诉我们如何揭示在自己的人格中休眠的、本质相似的移情。通过在不同人格结构中的移情，在与不同人格的对比中，人本身是什么就显而易见了。由此，移情是除了自身认识之外关于自身评价（Selbstbewertung）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因为对于自身价值来说，价值选择（Wertnehmen）是奠基性的，对于施泰因来说，通过在移情行为中获得的价值，在自身人格中未知的价值就被显现出来。每一个对不同人格的把握都可能变成一个价值对比的基础。

对于施泰因来说，在一个没有以身体性为中介的精神中，精神的移情问题还没有被讨论。这个属于宗教现象学的现象要交给另一项研究来处理。



[1] 《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18页。

[2] 《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18页及以下。

[3] 《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19页。

[4] 同上，第226页。施泰因敏锐地意识到，利普斯的移情概念与胡塞尔的移情概念显然没有什么关联。参见同上书，第226页：“胡塞尔所设想的移情概念——根据其不多的一些提示——与利普斯所谓的移情概念显然没有什么关联。在利普斯那里，移情完全就是其哲学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主导了其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而且也在认识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中发挥了作用……因此，令我头疼的是，为了能够从中理解和发展所有的变型（Abwandlungen），我必须在对移情这个概念的理解中得到一些统一的和确定的东西。”

[5] 同上，第226页及以下：“在这里我首次遇到了在后来的工作中一再遇到的东西：只要书中可疑的部分没有在我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澄清，那么书本对我来说毫无用处。这种对明晰性的追求令我痛苦不堪，寝食难安。那时我不能很好地睡觉，并且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很多年之后，我才又找回了久违的安眠。渐渐地，我陷入了一种真正的绝望。这在我的生命中是第一次：我处在某个东西面前，我无法将我的意志强加于它……为此我常常自诩，好像我的脑袋比城墙还硬，不过现在即使我撞破了头颅，这坚硬的城墙也不肯退让一步。这令我沮丧至极，以至于生活对我来说变得无法承受。我常常对自己说，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即使我不能完成博士论文——它也完全可以应付国家考试；即使我成不了大哲学家，我也可以做一名有用的中学教师。但是，理智并不起作用。每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总是无法摆脱希望一辆车从我身上压过去的念头。”

[6]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29页。

[7] 同上，第230页。

[8] 同上，第230页。

[9] 同上，第231页：“当莱纳赫评阅我的论文的时候，我坐在他旁边，感到局促不安。他读得很认真，时而点头表示赞同，时而大声叫好。他读得出奇得快。他说：‘施泰因小姐，你的论文写得非常好。’的确，他没有对我的论文提出任何批评，而是建议我继续进行写作。”

[10]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31页：“一周以后我写完了。大约晚上8点钟的时候，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来。但是我在屋子里坐立不安，我必须走出去，并且确定，什么时候能见莱纳赫……现在，我完全知道了。我马上转身回家了。喜悦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体会到那深深松了的一口气。”

[11] 同上，第232页：“我问他，我的论文是否已经完全达到了国家考试的要求。噢，当然！胡塞尔对此也很高兴，他也不是经常收到这样的论文。现在我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去度假了。”

[12] 同上，第233页。

[13] 同上，第260页。

[14]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260页。

[15] 同上，第327页：“我很清楚，（虽然他对我很友好，但是）如果我想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建树的话，我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放弃教学工作。因此，胡塞尔对我的博士论文的评价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将如何选择我的人生道路。”

[16] 同上，第285页。

[17] 同上，第299页。

[18]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303页及以下。

[19] 同上，第310页。

[20] 同上，第304页。

[21]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310页及以下。

[22] 同上，第310页：“我还会进行审阅，对个别地方进行修改和补充；首先，我必须查阅和收集许多文献，借助这些我本身已经理解了的文献，对论文重新进行思考和斟酌。”

[23] 同上，第316页：“老师大段大段地朗读，他对论文很满意，建议我做一些小的补充。我把这次见面的情况如实向莱纳赫做了汇报，他大为惊讶，因为这根本不是胡塞尔惯常的风格，他很少专心听别人讲话。我被多次问道：胡塞尔对你还这么友好吗？”

[24] 同上，第310页：“但所有这些都是对一件已完成的作品的修饰，这件作品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那里了。直到1916年1月我才完全完成我的论文。”

[25]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326页及以下。

[26] 同上，第318页。

[27] 同上，第328页。

[28] 同上，第329页。

[29] 同上，第330页。

[30] 同上，第334页：“老师非常镇静地说：‘认识弗莱堡，看见弗莱堡，这让施泰因小姐感到很高兴，就像我刚刚适应这里时一样。我的讲座将会使她受益匪浅。她能很快取得博士学位。’我也并未被完全惊呆，我悄悄在想，这或许还不是事情的终点。很清楚，我必须听他的讲座。每周4次，每天下午5点到6点，只有周三和周六没课。”

[31]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334页以下：“有一天在我陪胡塞尔和他的夫人从Loretto街出来去Günterstal的路上，胡塞尔对我说：‘施泰因小姐，我夫人总是让我不得安宁。我必须抽时间读你的论文了。我还从来没有在不了解一篇论文的情况下就让它通过的先例。但是，这一次我打算这么做。你去找一下系主任，问问他最晚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博士学位的口试，以便届时我能完全读完你的论文。’当然，我立刻着手准备所有必要的事项。”

[32] 同上，第335页。

[33] 同上，第335页及以下。菲利克斯·拉赫法尔（Felix Rachfahl，1867年4月9日生于舍内堡，1925年3月15日卒于弗莱堡），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于1893年取得历史学科的大学执教资格。1898年他被聘往哈勒，途经哥尼斯堡和吉森，于1914年到了弗莱堡。菲利普·维特卡普（Philipp Witkop，1880年4月17日生于克莱伦堡，1942年12月卒于弗莱堡），是一位文学史家，他于1909年取得海德堡大学的执教资格。他一直都担任弗莱堡大学文学史教授，直到去世。

[34]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338页：“我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他为此感到很高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他的学派成员在弗莱堡获得过博士学位，我算是第一个，这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已经参与了许多考试，因为哲学经常被选为选修课程。记得有一天晚上，胡塞尔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验。哲学系对论文的要求是很高的。‘优秀’（cum laude）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我们很少给‘优异’（magna cum laude），至于‘最优’（summa cum laude），我们只给予大学执教资格候选人。我开玩笑说：‘那么我想把我归到“优”这一档上。’他回答说：‘通常只要你考试及格，他们就已经很高兴了。’这无疑对我的狂妄的气焰泼了一盆冷水。”

[35] 同上，第338页及以下：“他叫我去他的书房；我得向他说明他完全不理解的地方。此外，我们还谈论了整体（das Ganze）问题。我说：‘这只不过是一篇学生论文。’‘不，完全不是，’他很果断地说，‘我认为他们甚至是完全独立的。’这是我所听到的第一个评价，听起来令人备受鼓舞。”

[36] 同上，第340页。

[37] 同上，第340页及以下：“‘我在考虑，这本论文是否可以和《观念》一起放在《年鉴》中出版。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事先已经准备要把《观念》的第2部分放在《年鉴》中出版了。’我心里猛地一震。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可以用我的问题来把握住它。我必须迅速抓住这次机会。‘教授先生，——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我无论如何都想问一问了——，歌德小姐告诉我，您必须得有一个助手。您认为，我可以帮助您吗？’我们正想通过Dreisam河（巴登符腾堡州的一条河——译者注）。老师站在弗里德里希桥（Friedrichsbrücke）中央，惊喜万分地喊道：‘您想到我这边来吗？是的，我想和您一起工作！’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当中谁更幸运。现在考试已经完全不再是问题了。”

[38] 同上，第341页。

[39]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342页。

[40] 《信中自画像Ⅰ》，1（19）（《施泰因全集》第2卷——译者注）。原稿在授予施泰因博士学位的卷宗中，现保存在弗莱堡大学档案馆，编号是B42/1832。

[41] 在收到施泰因论文有剽窃之嫌的信息之后，马克斯·舍勒对她进行了指责。施泰因获悉此事之后，明确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参见《信中自画像》：“不久前我听说您指责我说，我使用了您业已公开的讲座内容，却没有提到您的名字。我非常感谢您的启发（Anregung），这一点我一直很清楚。在我明确地意识到受您启发的地方，我都无一例外地做了注解。此外，我的论文中没有一句话是从您的成果中直接拿过来的，相反，我认为是您研究问题的方法影响了我，这当然有可能导致我的研究成果在某些地方与您不谋而合，而就这些成果来说，我此前甚至一无所知。”

[42] 参见《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第328页。

[43] 关于这一方面，施泰因后来再次在《国家研究》中进行了深入详尽的讨论。参见《国家研究》。

[44] 现象学使用观念化的抽象（ideierender Abstraktion）这种方法，通过含有感性的直观（sinnhaltig Anschauung）来理解观念（Ideen）和概念的构成。

[45] 施泰因通过纯粹自我来理解自身性，自身性是所有属我的东西的基础，从现象学上来说，一方面它被看作一个无法描述的、无质性的体验主体；另一方面，它被看作一个意识体验流的统一体。意识体验流的所有体验都与活在当下的这个我联结在一起。


前言

以下阐述都来源于这本完整的著作，这本著作开篇所讨论的是对那些相继出现在现有移情文献中的问题的一种纯粹历史的说明：审美移情、作为陌生的体验行为的认识源泉的移情、伦理学的移情，等等。尽管我发现这些问题是被混淆在一起的，但我在我的陈述中将它们区分开来。此外，这个所谓的问题的认识论的、纯粹描述的和发生—心理学的方面都未经区分。这种混淆告诉我，为何时至今日还没人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首先，似乎我应当选取基本问题，以便所有其他问题都能从这个基本问题的角度得到理解，而且我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基本的研究。同时，在我看来，这项积极的工作也是批判那些流行的结论的一个必备的基础。我把这个基本问题看作移情问题，而移情是对陌生主体及其体验行为（Erleben）的经验（Erfahrung）。接下来的阐述将会处理这个问题。

我很清楚我作出的积极结论对于在这里要完成的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贡献。此外，特殊的环境也一再妨碍我在这本著作出版之前对其进行一次彻底的修订。自从我把它提交给哲学系之后，我就开始担任我尊敬的导师胡塞尔教授的私人助手，在这个位置上，我有幸看到了他的《观念》[1]第二部分的手稿，这部分手稿部分地探讨同样的问题。因此，如果我能有机会再次着手处理我的论题的话，那么我就必须利用这些已获得的新的启发。当然，问题的提法和我的工作方法完全来自于从胡塞尔教授那里获得的理智的启发，因而，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阐述中，我宣称是我自己的“精神财富”的那些东西，将是最成问题的。然而，我可以说，我现在所提交的这些结论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如果我现在改了主意，那么我再也不能有所断定了。



[1]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部分《纯粹现象学通论》，载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1卷[1913]）。施泰因引用这本书的时候，将书名缩写为《观念》。该书考证版分别作为《胡塞尔全集》第3、4、5卷由玛丽·比梅尔、沃尔特·比梅尔夫妇和卡尔·舒曼编辑，1950年之后陆续在海牙出版。


第一章 移情行为的本质

1.研究的方法

[1]所有关于移情的争论都建立在这个隐含的前提上，即陌生主体及其体验行为都被给予了我们。思想家们处理事件发生的过程、后果和这种被给予性的合法性。但是，最切近的任务是考察被给予性这个现象本身，并研究其本质。我们将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

现象学的目标是澄清并因此而找到所有知识的最终基础。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它就不能考虑任何“不确定的”东西、任何可能被排除的东西。首先，它不使用任何一门科学的成果。这一点是自明的，因为，一门最终计划澄清所有科学知识的科学本身绝对不能以一门已经现存的科学为基础，而必须以自身为基础。

那么，它是以自然经验为基础吗？绝不。因为甚至就连自然经验及其延续以及自然科学研究，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就像在唯物论或观念论哲学中那样），因而需要澄清。因此，整个周围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物理的东西、人和动物的肉体与灵魂（包括研究者本人的心理物理的人格）都必须被排除或还原。

如果整个世界，甚至体验这个世界的主体都被取消，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剩余下来？事实上，剩余的是一个无限的纯粹研究的领域。[2]让我们来想一想，这种排除意味着什么：我可以怀疑我眼前所见之物是否存在。欺骗是可能的。因此，我必须排除并且不使用存在设定（Existenzsetzung）。但是，我所不能排除的、不可以怀疑的东西，是我对事物的体验行为（感知、回忆或其他种类的把握行为）以及这种体验的相关者，整个“事物现象”（Dingphänomen）（在一系列不同的感知或回忆中作为同一个东西而被给予的客体）。这个现象保留了它的整个特征而且能够变成一个考察的客体。（但困难在于理解，悬置存在设定并且继续保留整个感知的特征是如何可能的。）幻觉（Halluzinationen）现象的存在直接证实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假定，某人正遭受幻觉的痛苦，并且明察到这种状况。他和一个健康的人待在一间屋子里，他可能会认为，他觉察到墙上有一扇门，他想穿门而过；当另一个人促使他注意的时候，他意识到，他又产生了幻觉。现在，他不再相信墙上有一扇门，甚至能够把他自己移置到这种“被取消的”感知之中去。这为他研究感知的本质，包括存在设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即使他不再参与到这种情况中来。因此，当世界设定（Weltsetzung）被悬置了之后，整个“世界现象”（Weltphänomen）还存在。

而且这些“现象”是现象学的客体。然而，仅仅个别地把握这些现象，解释暗含在这些现象中的东西，探究在这些现象的简单拥有中被包含的趋向还不够，我们必须逼近它们的本质。每一个现象都构成考察本质的一个典范基础。感知现象学并不满足于描述个别感知，而是要研究“感知一般”（Wahrnehmung überhaupt）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根据观念化抽象中的个别情况获得这种认识。

[3]我们必须进一步说明，我的体验行为不应该被排除，这到底意味着什么。[1]我——这个经验的我，有这个名称和地位的我，具有如此这般的一些属性的我——存在，这些都不是不可怀疑的。我的整个过去都可能被梦到，或者可能是骗人的回忆。因此，我的整个过去也应当被排除，它只有作为现象才能成为我的考察对象。但是，“我”，作为进行体验的、考察作为现象世界和我自身的人格的主体，在体验行为之中，而且只在体验行为之中。“我”像体验行为本身一样，是不可怀疑，也不能排除的。现在，让我们把这种考察方式运用到我们的问题上来。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仅是一个物理肉体的世界（eine Welt physischer Körper），而且在其中也有一个在我们之外进行体验的主体，我知道这种体验行为。这种知识不是不可怀疑的。正是在这里，我们受到如此众多的欺骗，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倾向于怀疑认识这个一般区域的可能性——但是，陌生的精神生活的现象就在那里，而且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就想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尚未就此明确地规定研究方向。

我们可以从经验世界当中那些完整、具体的现象即一个心理物理个体的现象出发。一个心理物理个体与一个物理物体截然不同：一个心理物理个体不是作为一个物理肉体被给予的，而是作为进行感觉的身体被给予的，它属于一个“我”，一个在感觉、思想、感受和意愿的“我”。这个“我”的身体并不被安置在我的现象世界中，而其本身就是这个现象世界的定向中心（Orientierungszentrum）。它面向这个世界并且和我交通往来（mit mir in Wechselverkehr tritt）。

而且，我们可以研究，除了在外感知中纯粹被给予的物理肉体之外，所有其他向我们显现的东西是如何在意识中被构造的。

此外，如果我们考察对这些个体的单个、具体的体验，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在这里出现了不同的被给予方式，而且我们[4]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些被给予方式：可能显而易见的是，除了利普斯所强调的那些被给予性之外，“在符号关系中”还有其他被给予性：我不仅知道在面部表情和行为举止中被表达的是什么，而且我还知道在这些面部表情和行为举止后面所隐藏的是什么。或许我看见某人表面上悲伤，但他实际上并不悲伤。

此外，我也可能听到某人发表了一个轻率的评论，并且看见他脸红了。那么，我不仅理解这个评论，看见了他脸红中的羞愧，而且我发现，他也意识到他的评论是轻率的，并为此感到羞愧，因为他确实这么做了。无论是这个动机还是关于其评论的判断都不是由某个“感觉显象”（sinnliche Erscheinung）所表达的。这些不同的被给予方式都将得到研究，而且当前的这些奠基关系也将得到强调。

然而，另外一项更为彻底的考察也是可能的。所有这些陌生体验行为的被给予性都回指向陌生体验行为在其中被把握的那些行为的基本性质。我们现在想把这些行为命名为移情，而不管附着在这个词上面的所有历史传统。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最本质的一般性中把握和描述这些行为。


2.与其他行为相对照来描述移情

如果我们把移情行为和其他纯粹意识的行为（在对还原进行描述之后，纯粹意识的其他各种行为即是我们的考察对象）进行对比的话，那么移情行为的特性就能够更好地向我们突显出来。

为了形象地说明移情行为的本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一个朋友走进来告诉我说，他弟弟死了，而我也意识到他的痛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呢？在这里我并不想探究这种意识的基础，也不想探究我是从哪里推断出这种痛苦的。或许，他的面容苍白而怅然，他的声音乏味而低沉。或许，他也用语言表达了他的痛苦：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研究的课题，但是在这里我并不关心它们。

[5]我想知道的不是我是如何获得这种意识的，而是这种意识本身是什么。

（a）外感知和移情

不用说，我没有任何关于痛苦的外感知。外感知是描述这样一些行为的术语，在这些行为中，空间—时间性的物的存在和发生以一种亲身被给予的方式呈现给我。它站在我面前，就像它此时此地本身就此在着那样；它把这一面或那一面转向我，与那些被共同感知但被回避了的面向相比，转向我的这一面在特定的意义上亲身地或原初地在那里。

痛苦不是一个东西，也不能像一个东西一样被给予我，即使我在痛苦的表情中意识到了它。我外在地感知到这种表情，而痛苦与这种表情“合二为一地”被给予。

很容易理解移情行为与被看见的物体的那些被回避的面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很模糊，因为在逐步向前推进的感知中，我总是能让物体的新的方面获得原初的被给予性。从原则上来说，每一个面都会优先接受这种被给予方式。我可以从许多我所希望的方面来考察痛苦的表情——更正确地说：是脸的变化，因为我通过移情把这些变化理解为痛苦的表情。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我从未能够获得一个痛苦本身原初地被给予的“定向”。

因此，移情并不具有外感知的特征，但是它与外感知有某些共同点：在移情和外感知中，客体本身此时此地就在那里。我们已经把外感知看作原初地进行给予的行为了。然而，尽管移情不是外感知，这也并不意味着移情不具有这种“原初性”。

（b）原初性和非原初性

除了外部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是原初地被给予我们的。比如，观念化就是原初地被给予的。在观念化之中，我们直观地把握到了本质状态。对一条几何学公理的洞见和价值选择一样都是原初地被给予的。最终，也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种种体验如其原初地被体验并且[6]在反思中被给予那样，具有原初性的特征。

既然移情涉及的是对此时此地所存在的东西的把握，那么，说移情不是观念化也就无关宏旨了。（观念化是对诸体验的本质认识的把握，而移情是否可以作为观念化的基础则另当别论了。）

现在，问题依旧是：移情是否具有我们自身的体验行为的原初性？我们必须进一步区分原初性的意义，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我们自身的所有当下体验都是原初的——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体验行为本身更原初呢？[2]但是并非所有体验都是原初地被给予的，就其内容来说，它们也不是原初的。回忆、预期和想象都不具有在它们面前亲身而当下在场的客体。它们只是把这个客体当前化；当前化的这种特征是这些行为的一个内在的本质要素，而不是从它们的客体那里得来的一种规定性。这些体验就像在体验流中生成的世界一样是原初的；但是，由这些体验所构造的东西却不是原初地被生成的东西，而是被再次生成的东西，是被当前化的东西，因此，它们不是原初的。[3]

最终，我们自身的体验的被给予性成了问题。对每一个体验来说，都存在着原初地被给予的可能性，即对于进行体验的“我”的反思目光来说亲身在那里的可能性。此外，也存在我们自己的体验并非原初地被给予的可能性：在回忆、预期和想象中。现在我们可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移情是否是原初的，并且在什么意义上是原初的？

（c）回忆、预期、想象和移情

我们认识到，一直以来，在移情行为和我们自身的体验在其中非原初地被给予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类比关系。

作为现在所实行的当前化的行为，对一种高兴的回忆是原初的，[7]但是其内容——高兴——不是原初的。这个行为完全具有我所研究的高兴的特征，但这个高兴不是原初的，也不是亲身在那里。相反，它曾经（einmal）是鲜活的（这个“曾经”、这个过去的体验的时刻，既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这种现在（jetzt）的非原初性回指向当时（damals）的原初性。这个当时具有之前的“现在”的特征。因此，回忆有设定的特征（Setzungscharakter），而被回忆的东西有存在的特征（Seinscharakter）。

此外，有一种双重的可能性：作为回忆行为的主体的“我”，在这个当前化的行为中可以回顾过去的高兴。那么，这个过去的高兴就是“我”的意向客体，它的主体是“我”，而且它就在过去的“我”之中。因此，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作为主体和客体相对而立。尽管有一种自同性（Selbigkeit）的意识，这两个我也并不相同。但是，这种自同性的意识不是明确的同一化（Identifikation），此外，原初地进行回忆的“我”和非原初地被回忆的“我”之间的区别依然存在。

回忆也能够以其他方式完成。相同的当前化行为——在其中，被回忆的东西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我面前——暗含着某些趋向。当这些趋向展开时，它们在其时间性的进程中揭示出在行为中被规定的“特性”，即被回忆的体验整体曾经是如何被原初地构造的。[4]这个展开的过程可以“在我之中”被动地发生，或者，我也可以主动地逐步完成这个过程。

此外，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甚至可以在没有当前的我（Gegenwarts-Ich）——回忆行为的主体——的情况下，完全非反思地实行被动的或主动的回忆过程；或者我可以明确地设想自己回到了连续不断的体验流中的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当时的体验次序被重新唤醒，我生活在被回忆的体验中，而不是转向作为一个客体的体验中：[8]然而，回忆仍旧是一种当前化，它的主体是非原初的，这个主体与实行回忆的那个主体不同。对以前的体验的再造是对起初模糊地被意向的东西的清晰化。

在这个过程的末尾，有一种新的客体化：我现在把过去的体验重新统一到一个“统觉的把握”当中。这个过去的体验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我面前，然后，当我把我自己投射到它当中去的时候，我又把它拆解了。

回忆（在不同的完成形式中）可能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缺漏（Lücken）。因此我可以通过回忆把一个过去的情境当前化，但我不能在那个情境中回忆我的内在的行为。当我现在设想自己处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中时，一个替代缺失的回忆的东西就出现了，即一个关于过去的行为图像。然而，这个过去的行为图像不是对过去的东西的当前化。相反，为了获得完整的意义，它是回忆图像必要的补充。它可以具有怀疑、猜测以及或然性的特征，但绝没有存在的特征。

几乎没必要研究预期，因为它与回忆相当类似。但是有必要说一说自由的想象。想象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一个想象的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隐含在它之中的各种趋向可以逐步实现。

如果我生活在想象的体验中，那么我并未发现在进行想象的我和被想象的我之间存在由体验的构造所填充的时间距离（如果涉及的恰恰不是被想象的体验或预期的话）。但是，这里也应该进行一种区分：形成这个想象的世界的“我”是原初的；生活于这个想象世界中的“我”是非原初的。

想象的体验与回忆不同，因为它们不是作为实际体验的当前化而是作为当下体验的非原初的形式而被给予的。这个“当下”指的并不是一个客观时间的现在，而是被体验到的现在，这个被体验到的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一个想象时间的“中立的”[5]现在中被客体化。[9]（一个现在是现实的、但并非亲身被给予的东西的当前化的）当下回忆的被中立化的（即非设定的）形式，与一个被中立化的后回忆或前回忆（Rück-und Vorerinnerung）不同。这也就是说，它与过去的想象或将来的想象不同，与非现实的、过去的或将来的体验的当前化不同。

我也可能在想象的领域中遇到我自己（就像在回忆和预期中那样），也就是说，遇到一个“我”，我把这个“我”认作我自己，尽管没有进行联结的体验的连续性构成这种统一性，但我好像遇到了我自己的影子。（这使我们想起了歌德在《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中所讲述的体验。一天晚上，在他告别弗里德里克之后从西森海姆返回时，他在半路上遇到了未来的自己。）但是，这似乎不是我们自身体验的真正想象。相反，它似乎是移情的一个类似物，这个类似物只能从移情的视角来理解。

那么，现在我们就转向移情本身。这里所涉及的也是一种行为，它与当下的体验一样原初，但是依其内容来说，它却又是非原初的，倘若我们纯粹自为地看待这个行为，而不是把它当作与一个原初地被给予的东西“一同被给予”。[6]这个内容也是一个体验，它能够再次以不同的完成形式出现，比如回忆、预期或想象。当它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它所面对的是作为一个客体的我（比如我“在他人的脸上所看到的”悲伤）。但是，当我研究它的那些隐含的趋向时（也就是说，当我试图清楚地把握他人的情绪时），它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体，相反，它已经把我拉到了它里面。现在我不再转向内容而是转向其客体，我则处在其主体的位置上。只有在成功地进行了澄清之后，（移情）内容才能重新作为客体站在我面前。[7][10]

因此，在体验的当前化的所有被考察的案例中，我们有三个完成阶段或形态，即使在一个具体的案例中，人们也并不总是经历所有的阶段，而总是满足于较低的一个阶段。它们是（1）体验的出现；（2）充实的展显（Explikation）；和（3）被展显的（explizierten）体验的全面对象化。在第一个和第三个阶段，当前化表现了与感知的非原初的类似，而在第二个阶段，它表现了与体验的完成的非原初的类似。然而，被移情的体验的主体不是进行移情的主体，而是另一个主体。这就是在与我们自己的体验的回忆、预期或想象的对比中发现的全新的东西。这两个主体是分离的，它们并没有被一种自同性的意识或一种体验的连续性所结合在一起。

当我正沉浸在他人的喜悦中时，我并没有感受到原初的喜悦。我所体验到的喜悦并没有从我的“我”中获得生命，它也不具有曾经鲜活的像被回忆的喜悦那样的特征。它依然只不过是想象的，没有现实的生命。而另一个主体则具有原初性，尽管我并没有体验到这种原初性；他的喜悦是原初的，尽管我并没有把它体验为是原初的。

在我的非原初的体验行为中，我感到自己似乎被一个原初的体验行为所引导，虽然我没有体验到这个原初的体验行为，但它就在那里，在我的非原初的体验行为中显示自身。因此，我们在移情中有一种自成一类的经验行为。我们已经给自己设定了任务，即先阐明其特性，尔后再去解决其他问题（比如这种经验是否有效，或者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已经在最纯粹的一般性中进行了这种研究。我们考察并寻求描述的移情是对一般的陌生意识的经验，而不管经验主体的类型，或者其意识被经验的主体的类型。我们只讨论纯粹的“我”——在主体这一侧和客体这一侧的体验主体。我们的研究不涉及别的东西。[11]因此，一个一般的“我”所具有的对另一个一般的“我”的经验看来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人如何把握他的同类的精神生活的方法。作为一个信徒，他也以这种方式把握爱情、愤怒和他的神的意旨；神只能以这种方式理解人的生活。作为全部知识的拥有者，神不会误解人的体验，而人则会误解彼此的体验。但是，人的体验不会变成神的体验，人也不具有与神一样的被给予性。


3.深入分析其他关于移情的描述，尤其是利普斯的描述；继续分析

无疑，这个对“移情一般”（Einfühlung überhaupt）的本质的一般陈述并不完整。我们现在必须研究，移情是如何被区分为对心理物理个体及其体验行为的经验、被区分为人格（Persönlichkeit）等等。然而，从已经得出的结论来看，我们可以对历史上那些关于陌生意识的经验的理论展开批判。通过这种批判，我们也能沿着一些路线完成我们的分析。

利普斯对移情体验的描述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不打算讨论他关于移情过程的因果—发生假设（kausal-genetischen Hypothese），即内在模仿理论（Theorie der inneren Nachahmung），因为他几乎完全把它与纯粹的描述混淆在一起。）的确，他并没有在纯粹的一般性中进行他的研究，而始终拘泥于心理物理个体和“符号的被给予性”上，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部分地概括其所达到的结论。

（a）一致的观点

利普斯把移情描述为陌生体验的一种“内在的参与”（inneres Mitmachen），这种参与和我们所描述的移情的更高的完成阶段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阶段，我们在陌生主体这边，与它一起转向它的客体。他强调移情的客观性或“要求”（Forderungs）的特征，[12]因此当我们把移情称作一种经验性的行为时，他的看法与我们是一致的。此外，他还指出了移情与回忆和预期之间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立刻就到了一个分道扬镳的关键点。

（b）朝向完整的体验行为的趋向

利普斯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体验——那些被回忆和被预期的，以及那些被移情的体验——“趋向于”被完整地体验。如果在我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相反对，那么它就被完整地体验到了。同时，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客体的“我”也由此被体验到，而不论这个“我”是过去的我还是将来的我，是我自己的我还是陌生的“我”。他也把这种对陌生体验的完整的体验行为称作移情。的确，他在这里首先看到完整的移情，而把其他体验行为看作移情的不完整、初步的阶段。

以回忆、预期或移情的第二种形式出现的被回忆、被预期或被移情的体验的主体不完全是一个客体，这一点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个主体与被回忆的、被预期的或被移情的“我”是同一个我，他们不可能变成一个东西。利普斯混淆了下列两个行为：（1）被拉入首先客观地被给予的体验之中，并充实了其隐含的趋向，和（2）从非原初的体验行为向原初的体验行为的转变。

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所有解释的趋向并确立从过去到当下的体验的连续性，那么一个回忆就完全可以得到充实和验证。但是，这并不能使被回忆的体验变成原初的体验。对被回忆的事实情况的当下的执态（Stellungnahme）完全独立于被回忆的执态。

我可以回忆一个感知，而且现在完全确信我之前处在一种错觉之中。我回忆起我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处境中的不快，不过现在觉得那也挺有趣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再次像以前那样采取同样的态度的话，那么回忆就是不完整的。

我们认为，从被回忆的、被预期的或被移情的体验向原初的体验的一种转换是可能的。[13]但是，我们不认为，当这种趋向已经被充实时，回忆、预期或移情依然存在。

我们进一步来讨论这种情况。我清晰地回忆起过去的一件高兴事，比如通过一次考试。我把自己投射到这种喜悦当中，即我转向了这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且生动地描绘了所有可高兴的地方。突然，我注意到，我，这个原初的、进行回忆的“我”高兴极了。我回忆高兴的事情，而且在被回忆的事情那里拥有原初的喜悦。然而，被回忆的喜悦和被回忆的“我”消失了，或者至多还与原初的喜悦和原初的“我”继续存在。当然，这种在过去事情中的原初的喜悦也可以通过对事情的单纯的当前化成为可能，而无需回忆以前的喜悦，也无需把被回忆的体验转变成原初的体验。最终，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我对过去的事情拥有原初的喜悦，而这两个行为之间的区别在此也显得尤为突出。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移情体验中的类似情况。我的一个朋友眉飞色舞地来到我跟前告诉我他已经通过了考试。我通过移情把握到他的喜悦；把我自己投射到这种喜悦之中，我把握到了事情的可乐性，现在甚至也拥有原初的喜悦。我也能在没有首先把握他人的喜悦的情况下感到高兴。如果投考者见到了焦急等待的家人，把这个令人高兴的结果告诉了他们，那么，首先，他们对这个消息的喜悦之情是原初的。只有当他们“高兴够了”，他们才会对他们自己的高兴感到高兴，或许——作为第三种可能性——他们为他的高兴感到高兴。[8]但是，他的喜悦既不是作为对这件事的原初的高兴也不是作为对他的高兴的原初的高兴而给予我们的，而是作为我们之前已经详细描述过的非原初的移情行为而被给予我们的。[14]

相反，如果我们用此前在回忆那里描述过的方式把我们自己放到陌生的“我”的位置上，用我们自己的“我”来置换这个陌生的“我”并处在它的处境中的话，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个与这个处境“相对应的”体验。然后，如果我们重新为陌生的“我”腾出位置并把这种体验归之于它的话，那么我们就获得关于他的体验行为的知识。（依照亚当·斯密，这就是陌生的体验行为被给予的方式。）如果移情失效了，那么这个程序就开始起替补作用，但它本身不是经验。我们可以把这个移情的替代者叫做“假设”（Annahmen），但——正如迈农所认为的那样——它不是移情本身。[9]

如果移情应该具有我们所严格定义的意义即移情是对陌生意识的经验的话，那么它就只是显示了一个原初体验的非原初体验。它既不是原初的体验，也不是“被假设的”体验。

（c）移情与同感（Mitfühlen）

如果移情在对令人高兴的事情的原初的喜悦那里——即对他人的喜悦的把握那里——持续存在的话，而且，如果他人确实意识到事情是令人高兴的（或许，它对我而言也是令人高兴的，比如，如果只有通过这次考试，我们大家才可以共同去旅行的话，那么我为他作为满足这个前提条件的工具而感到高兴），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初的行为叫做与他同乐（Mitfreude），或者，更一般地说，叫做同感（Mitfühlen）。[10]

被共同感受到的喜悦和被移情的喜悦在内容上完全不同。（就质性而言，它们确实不同，因为一个是原初的体验，而另一个是非原初的体验。）最亲近的参与者的喜悦通常要比他人的喜悦更强烈和持久。但是，他人的高兴也有可能会更强烈——依其本性（Natur），他人的高兴当然可能是比他本人的感受还要强烈的感受；它们可能是“利他主义的”、“为他人的价值”，当然要比“为他们自己的价值”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最终，[15]这一事件由于其他未知情况而失去价值。相反，移情的高兴表明，在理想的情况下（其中没有欺骗），它实际上与被把握的高兴在各个方面都是相同的，内容也是相同的，只有被给予的方式不同。

（d）消极的移情

利普斯把可以附加到移情体验上去的原初体验称作完整的、积极的移情。他比较了积极的移情和消极的移情：在消极的移情中，移情体验变成我自己的原初的体验行为的趋向不能实现，因为“我之中的某个东西”反对它。这个东西可能要么是我的一个瞬间的体验，要么是我的一种人格。

我们也想进一步在纯粹的一般性中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人格”具有超越性和一个在质性上形成的当下的“我”，它们都应当被排除，而且只被我们看作是一些现象。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种情况：当我的朋友告诉我一个令他高兴的消息的那一刻，我正因亲人的亡故而充满悲伤。这个悲伤不允许我对通过移情所把握到的高兴产生同感。这里产生了矛盾（但这个矛盾不能被理解为实在的，而只能被理解为现象性的），而且这个矛盾在这里也应该被分为两个阶段：

完全生活在悲伤中的“我”或许首先把移情体验为一个“背景体验”。这就好比视觉区域的边缘域，它们可以被看见，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意向客体，它们不是实际的注意对象。现在，这个“我”感觉好像被拉向了两边，两种体验都宣称是一个特定意义上的“我思”——也即“我”生活于其中并转向其客体的那些行为。两者都想把“我思”拉入它们自身中。这正好就是被分裂的体验。因此，首先在我们自己的实际体验和移情体验之间有一种分裂。“我”还可能被拉入移情体验之中，转向他人为之高兴的客体。[16]但同时，另一个拉力并未终止，一个实际的喜悦并不能与之相对抗。

但是，在我看来，两种情况下，问题都不在于移情或同感的特定特征，而在于通常从一个“我思”转向另一个“我思”的一种典型形式。这样的转换有很多：一个我思完全消亡，然后我“完全自发地”流溢到另一个我思之中。此外，当我生活在一个我思中时，另一个我思出现并把我拉入其中，而并未遇到抵抗。最终，在尚未完全被实行的我思中隐含的趋向可能会阻止向一个新的我思的转变。所有这些情况在感知、回忆和理论思考中就像在移情中一样是可能的。

（e）移情和同一化的感受行为（Einsfühlen）

我想进一步研究我自己的“我”和陌生的“我”在移情中的统一性，尽管这种统一性此前已经被否定了。利普斯说，只要移情是完整的（确切地说是我们不再认作移情的东西），那么我们自己的“我”和陌生的“我”之间就没有区别，它们是同一个我。比如，我和杂技演员一起表演，我通过观察内在地参与到他的活动中去。只有当我走出完整的移情并且反思我的“实在的‘我’”时，区别才会出现。那么，并非来自我的那些体验似乎属于“他人”，而且处在他的活动中。

如果这种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在陌生的体验行为和我们自己的体验行为之间的区别、陌生的“我”和我们自己的“我”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被取消。这种区别将首先通过与不同的“实在的我”即心理物理个体的联系而出现。我的身体现在正对我的身体所做的事情，和陌生的身体对陌生的身体所做的事情将依旧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我生活“在”一个人“之中”，就像以同样的方式生活在另一个人之中那样，我体验一个人的活动，就像以同样的方式体验另一人的活动那样。但是这个断言不仅被其结论所推翻，而且也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描述。[17]

我不是与杂技演员在一起，而只是“在”他“旁边”（“bei” ihm）。我并未实际地实行他的活动，而只是好像实行他的活动。利普斯也强调，的确，我并未外在地经历他的活动。但是，“内在地”与身体的活动相对应的东西，即“我活动”的体验，也不是原初的；对我而言，它是非原初的。而且在这些非原初的活动中，我感到被他的活动所引导和伴随。它们的原初性在我的非原初的活动中被显示了，我的非原初的活动只是在它们那里为我而存在（再次被理解为是被体验的，因为纯粹的肉体活动也是外在地被感知到的）。

观众的每一个活动都是原初的。比如，他可能重又捡起了此前已放弃的计划，但却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完全生活在移情之中。但是如果他在一种情况下的反思，就像在另一种情况下的反思一样的话（对他的“我”来说，实行从一个我思向另一个我思的转换是必要的），那么，他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现了一种原初的被给予性，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发现了一种非原初的被给予性。这种非原初性不是简单的，而是陌生的原初性在其中显示自身的非原初性。

让利普斯的描述误入歧途的原因在于把遗忘自身——通过遗忘自身，我可以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客体——与“我”在客体中的消解混淆在了一起，因此，严格说来，移情不是一种同一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这种作为同一感的东西。

让我们回到对陌生的体验行为的同感那里去。我们说过，在共同进行体验的另一个我中的“我”转向陌生的体验行为的客体，同时，它使陌生的体验行为通过移情变成当下的体验行为，移情行为和同感行为并不需要在内容上保持一致。

现在，我们把这种情况稍微变换一下：报纸的号外报道说敌人的堡垒已经被攻陷。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所有人都为之激动、欣喜和欢呼。我们都具有“同样的”感情。

因此，把一个“我”与另一个“我”隔开的那些壁垒在这里已经崩溃了吗？这个“我”已经从他的单子特征中解放出来了吗？并不完全如此。[18]我感到了我的喜悦，但我通过移情把握到了他人的喜悦并把它看作是同一种喜悦。如此来看，似乎陌生的喜悦的非原初的特征就已经消失。的确，这种幻象式的高兴在所有方面都与我的实在的鲜活的喜悦相一致，他们的高兴对他们而言是鲜活的，就像我的高兴对我而言也是鲜活的一样。现在我直观地获得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现在得到充实，作为一个更高层次的主体的“我们”，从“我”和“你”之中产生。[11]

我们也可以为同一件事情感到高兴，但是这种喜悦已经完全不是同一种喜悦了。喜悦可能更为丰富地展现给别人，我通过移情把握到了这种区别。我通过移情获得了在我自己的喜悦中被封闭的可高兴的事情的“方面”（Seiten）。现在，我的喜悦也因此被激起了，只有现在才会出现与被移情的东西的完全一致。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人身上，我们就通过移情丰富了我们的感受，因此“我们”现在感受到一种与孤立的“我”、“你”和“他”不同的喜悦。但是“我”、“你”和“他”被保留在了“我们”之中。“我们”而非“我”是移情的主体。不是通过同一感，而是通过移情，我们体验到他人。同一感和我们自身的体验行为的丰富通过移情成为可能。[12]

（f）移情的可重复性——反思的同情（Sympathie）

我也想考察一下从利普斯的描述而来的另一个概念：他把这个概念命名为“反思的同情”，我想把这个概念叫做移情的可重复性，更确切地说，叫做可重复性的一种特殊情况。

移情与许多行为一样具有这种属性：不仅有反思，而且有对反思的反思，等等。[19]这是一种无限的理想的可能性。同样，有一种对意愿的意愿，对喜欢的喜欢，等等。事实上，所有的当前化都能被重复：我可以回忆一个回忆，预期一个预期，想象一个想象。我也能对被移情的东西产生移情，也即是说，在我通过移情所把握的另一个人的行为中，也能有移情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他人把握到另一个人的行为。这个“他人”可以是第三人称，也可以是我自己。在第二种情况中，我们有“反思的同情”，在反思的同情中，我的原初的体验作为一个被移情的体验返回到我这里。我们不关心在个体的沟通往来中应该赋予这种现象以什么样的意义，因为我们只是在讨论移情的一般本质，而不是其后果。


4.表象论与现实论之争

或许我们可以从对移情行为的描述找到进入这个备受讨论的问题的入口，即是否移情具有表象的特征或现实性的特征。

盖格尔已经明确地强调过，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我们必须区分以下几点：[13]（1）被移情的体验是原初的还是非原初的？（2）陌生体验是对象性地——即作为一个我所面对的东西——被给予的还是通过体验被给予的？（3）它们是直观地被给予的还是非直观地被给予的（如果是直观地被给予的话，那么它们具有感知的特征还是当前化的特征）？

在经过上述讨论之后，我们可以明确地否定第一个问题。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根据我们对移情的阐述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移情行为的本质具有两面性：我们自己的体验行为显示另一个人的体验行为。可能存在不同的完成阶段：比如，我们可能会朝向陌生体验，并且觉得我们自己是被它所引导的。或者起初模糊地被意指的东西在移情的解释中变得清晰了。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在确切的意义上谈论对象性，[20]即使陌生经验完全“在那里”为我们而存在。

第三个问题同样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是什么把移情和感知区分开来，它们又具有什么共同点。感知预先就已经在实际的被给予性中有其客体了；移情却没有。但是两者都有其客体本身，而且就在客体所处的这个地方，客体在存在关联（Seinszusammenhang）中被锚定的这个地方，直接遇见它，而无需通过一个代现者（Repräsentanten）拉近这个客体。单纯的认知也是由主体通过这种“遭遇”而获得的，但是认知是在这种遭遇中被创造的。此外，它什么都不是。认知达到其客体但并不“具有”客体。认知站在它的客体面前但却看不见它。认知是盲目、空乏和无止境的，总是回指向某个经验的、看的行为。关于陌生的体验行为的认知所回指向的这个经验就称作移情。

我了解别人的悲伤，也就是说，要么我通过移情把握到这种悲伤，但是我不再停留在这种“直观的”行为中，而是现在就满足于这种空泛的知识，要么我在告知的基础上了解这种悲伤：这样一来，悲伤就不是直观地被给予我的，尽管确实是直观地被给予告知者的——如果这个告知者就是悲伤者本人的话，那么悲伤就是在反思中原初地被给予他的。如果这个告知者是第三人的话，那么他是在移情中非原初地把握到这种悲伤的。从他的这种经验中，我再次获得一个经验，即，我通过移情把握到这种悲伤。

在此，已经没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移情”与“陌生的体验行为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了。如果二者是相互限制的，那么这就足够了。我们从上述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原初的有争议的问题提得很糟糕。因此对它的所有回答都可能是错误的。

比如，维塔塞克，这个尤其坚持表象论的心理学家[14]，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所强调过的那些区别。他认为移情的当前化特征和对象特征是成立的。通过表象的这种模糊性[21]（表象与情感体验不同，它是一种智性体验），他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即否认被移情的感受具有情感特征。虽然他的这个结论建立在一个独特的论证上：移情不能涉及感受，因为缺少“感受的前提”（感受能够与之相关的“某个东西”）。如果涉及的是投射的话，那么移情的主体就只能在具有这些感受的主体中假定感受了。维塔塞克不是通过对移情体验的分析，而是通过对投射的可能意义的逻辑思考证明主体不能涉及投射。进行移情的主体与被考察的主体是同一的，这可能是一个判断，一个假定，甚或是一个虚构。这一点并未在审美移情中得到论证，因此，审美移情不是投射。

只可惜，这个选言判断是不完备的，更确切地说，不存在适用于当前情况的可能性：把某人投射进另一人之中——正如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意味着与他一起实行他的体验行为。

维塔塞克的论断，即移情是对相关体验行为的直观的表象行为，只适用于被移情的体验被客体化的这个阶段，而不适用于充实的解释的这个阶段。对这种情况而言，我们无法回答移情是“依照感知还是依照表象（即非原初地）而成为直观的”这个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在通常意义上，移情两者都不是。事实上，我们拒绝按照当前的心理学分类方法对移情进行分类，但是，我们会依其本质对其进行研究。


5.深入分析发生学理论关于陌生意识的理解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认真讨论陌生意识的问题了。但是，我们如何经验到陌生意识的问题通常已经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22]在一个心理物理个体中，对另一个这样的个体的经验是如何发生的？这就已经导向模仿理论、类比推理理论、联想移情理论（die Theorien von der Nachahmung，dem Analogieschluß，der assoziativen Einfühlung）等的起源。

（a）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我们有必要阐明心理学研究与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立场是，有“陌生的体验行为”这种现象存在，与此相应，也有对“陌生的体验行为的经验”这种现象存在。眼下，对是否真有这样一种陌生的体验行为，或者这种经验是否是有效经验的问题，我们可以不作定论。所有的认识和确定性最终都必须建基于其上的现象是无可怀疑的。这种现象就是（第一哲学）的真正客体。因此，这个区域的第一任务，就像在所有区域中那样，是从其纯粹本质上把握这种现象，把它与所有偶然的显现（Erscheinens）分离开来。

依其被给予性，陌生的体验行为是什么？对陌生的体验行为的经验看来又如何呢？

在我们可以问这种经验是如何发生的之前，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显然，第一个问题根本不能通过发生心理学的因果研究得到回答[15]，因为这项研究实际上已经预设存在（Sein）——它试图研究存在的生成（Werden），也即存在的本质（Essenz）和实存（Existenz）、存在的“什么”（Was）和“怎么样”（Daß）。因此，不仅对陌生的体验行为的经验的研究，还有对这种经验的证成，都必须先于发生心理学。[23]如果这门心理学臆想可以完成这两件事情的话，那么对这种完全不合理的要求必须予以严正的拒绝。因此，这绝不是要剥夺其存在的权利，而是因为，它的任务已经完全被明确地规定和阐明了：它必须研究，一个心理物理个体是以何种方式获得对另一个这样的个体的认识的。

因此，对于移情问题来说，现象学和发生心理学所必须完成的不同任务已经得到了明确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毫无关系。

的确，对现象学方法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它并不以一般科学尤其是事实科学为前提。因此，现象学也与发生心理学的成果无关。另一方面，心理学假装不对它所研究的程序做任何断言，它也不会想到现象学要侵犯它的特权。然而，心理学完全与现象学的成果绑定在了一起。现象学研究移情的本质，无论移情在什么地方实现，移情的这个一般本质都必须被保留。以移情现象为前提的发生心理学研究这种实现的过程，而且当其任务完成时，它必须返回到现象那里去。在它所描述的起源过程的末端，如果一门发生学理论发现某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不是它想揭示其起源的那个东西，那么它就会受到修正。因此，在现象学研究的成果中，我们发现了发生理论的适用标准。

（b）模仿理论

现在，我们想依照我们的结论来检验一下当前的发生理论。利普斯致力于通过我们早已熟悉的模仿理论来解释陌生的精神生活的经验。（的确，它作为描述部分出现在他的文章中。）

我亲眼目睹的一个表情在我身上唤起想要模仿它的冲动。即使我没有外在地模仿它，但我还是“内在地”模仿了它。[24]此外，我还有想要表达我的所有体验的冲动，而体验和表达如此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前者出现时，后者也随之出现。因此，通过这种表情，这种表情所属的体验也被一同感受到。但是，由于这种体验是“在”陌生的表情“中”被体验到的，所以对我而言，它不是我的体验，而是他人的体验。

我们不想研究所有那些已经被提出的针对这种理论的反驳，也不想研究那些已经被提出来的正当或不正当的反驳。[16]我们只想为了批判而使用那些我们已经亲自得出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说：这种理论只是通过与不同身体之间的关系把我们自己的体验行为和陌生的体验行为区分了开来，而两种体验行为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已经给出的那些方法，我并未获得陌生体验的现象，而是获得我自己的一个体验，这个体验在我自身中唤起被目睹的陌生的表情。在应当被解释的现象和实际被解释的现象之间的这种分歧足以成为对这个“解释”的一个反驳。

为了澄清这种差异，我们来分析第二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我们的感受被看见的“表达现象”所唤醒，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当一个孩子看见另一个孩子在哭，他也随之哭了。当我看见我的室友拉着脸走来走去时，我也变得心烦意乱。为了排解忧伤，我去参加一个令人愉快的社交聚会。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谈到感受的传染或传播（Gefühlsansteckung oder Gefühlsübertragung）。很显然，在我们身上被唤起的现时的感受[25]没有认识功能，它们并不像移情那样把一个陌生的体验行为显示给我们。在此，我们不必考虑感受的传播是否预设了对相关的陌生感受的把握，因为只有表达现象才会对我们产生这样的影响。相反，同样一种面部表情的变化有时可能会被理解为是由疾病引起的痛苦的抽搐，这种情况虽然也会引起模仿，但却不会在我们身上唤起任何感受。确实，当我们充满了这些“传播的”感受时，我们就生活在这些感受之中，因此也就生活在我们自身之中。这就阻止我们转向或沉浸在陌生的体验行为中，而转向或沉浸在陌生的体验行为中正是移情的典型特征。[17]

如果我们没有首先以其他方式把握到陌生的体验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根本没法把它给予我们。我们至多可以从我们自身感受的当下在场（Vorhandensein）推断出陌生体验行为的当下在场。然而，由于这种感受缺乏动机，所以我们需要提供一种解释。但是，我们可能因此就像在移情中那样，只是获得一种陌生体验的知识，而没有获得陌生体验的“被给予性”。感受的这种传播本身也能够被体验到：我感受到一种感受，这种感受首先是一种陌生感受，它从我之中溢出。（比如，当我为了让自己开心而寻找令人愉快的社交聚会时，情况即是如此。）在此，对一种感受的把握和接收之间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

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感受的传播都不仅有别于移情，而且有别于同感和同一感——同感和同一感的基础在于通过移情沉浸到陌生的体验行为中去。[18]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模仿理论不能成为对移情的一种发生解释。

（c）联想理论

联想理论与模仿理论相对立。[26]陌生姿势的视觉图像再造了我们自己的姿势的视觉图像。这就再造了动觉和动觉之前与之相关的感受。这个感受现在不是被体验为我们的感受，而是被体验为陌生感受，因为（1）它作为一个对象面对我们，（2）它不是由我们自己以前的体验所引起的，和（3）它不是由一个姿势所表达的。

在此，我们想重提这个问题，即移情现象是否处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末端。答案还是否定的。通过既定的道路，我们获得了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且我们有理由不把它看作我们自己的感受，而是看作陌生的感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放弃对这些理由的反驳。）

现在，我们可以依据这些理由推断说：这是另一个人的体验。但是通过移情，我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而是被给予了具有经验特征的陌生体验。现在让我们用一个事例来形象地说明这种差别。依照联想理论，这个事例对于把握陌生的精神生活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我看见一个人在跺脚。我回想起以前我在狂怒的时候是如何跺脚的。然后我对我自己说：“他正在狂怒中。”在这里，他人的狂怒本身未被给予，但是狂怒的实存却被推断出来了。我想通过一种直观的再现，即我自己的狂怒，来接近他人的狂怒。[19]相反，移情直接把存在（das Sein）设定为了进行经验的行为，它没有通过再现就直接达到它的客体。因此，联想理论也未能揭示移情的形成过程。

我知道，并非所有的联想心理学家都同意刚刚讨论过的这种联想解释（以普朗特为代表）。比如，在保罗·斯特恩看来，[27]联想并不单纯是个别表象之间的联结，即一个再造另一个，而且也是经验联结的统一（die Einheit eines Erfahrungszusammenhanges），通过这种统一，经验的联结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一个经验联结，既在一个个体之外，又在一个个体之中。

但是，这就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当然，联想应该比一个经验联结的描述的统一有更多的意谓。它当然应该解释，它是如何获得这种统一的。因此，或许：所有同时被给予意识的东西都与被再造的一个整体本身有关。但是，这样一来，是什么东西把我的视觉领域的客体的统一性（它能够再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我面前）与一个客体的统一性区分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用“联想”这一个词来完成所有的工作。此外，这样一个经验联结之所以能够形成，必定意味着，它的各个部分在某一时刻被全部给予。但是，人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经验联结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全部被给予我？事实上，这些情况已经出现。

我在一个人那里看到一种我起初无法理解的姿态，比如，他用手遮住了眼睛。我经过询问才知道，此刻他正在沉思。现在，我通过移情而当前化的这个沉思与被感知到的这种姿态一起进入一种“联想关系”中。当我再看见这种姿态时，我就会把它看作一个“沉思的”姿态。那么，在这个被重复的情况中，移情事实上建立在联想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个联想本身也需要借助一个移情行为才能实现，因此，联想并不足以作为一个原则来解释移情。[20]此外，联想始终只能是获得知识的中介：因此，当他沉思时，他看上去就是这样；但我们不能把这个姿态理解为一种内心状态的表达，就像我在移情的投射中获得他人的内心状态那样：[28]他正在沉思，他正把心思放在一个问题上，而且他想避免让他的思路受到外界干扰；因此，他闭上眼睛，切断了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21]

我们必须把福尔克特的融合理论（Verschmelzungstheorie）与联想理论区分开来。福尔克特说，被感受到的内容不是与直观联结在一起，而是与联想融合在一起。当然，这不是一个发生学的解释，而只是对移情体验的一个描述。稍后我们将会返回到这种现象并且会看到，这种观点澄清了某种移情体验的起源。[22]这种澄清当然不是联想理论打算给出的那种“准确的解释”。这样一种解释是否能够被给出还仍然是个问题。只有当旧的、备受讨论的、依然悬而不决的联想概念被充分澄清了之后，这个问题才能有所了断。因此，我们支持福尔克特是因为他反对西伯克的立场。前者认为，一个感性内容与其精神内容的统一不是由单纯的联想所能解释的。[23]另一方面，如果西伯克发现在福尔克特那里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对移情的发生学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赞同西伯克的意见。[24]

（d）类比推理理论

类比推理理论被用来解释陌生精神生活的经验的起源。在利普斯对这种理论进行批驳之前，它是被广泛承认的。这个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密尔）的主要观点如下：存在着内感知和外感知的明见性，超出事实领域即内感知和外感知的明见性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之外，我们只能进行推理。[29]这种观点适用于下面这种情况：我知道陌生的肉体及其变形；我知道我自己的肉体及其变形。而且我知道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是我的（同样被给予的）体验的条件和结果。现在，因为在一种情况下，肉体现象的相继只有通过中间环节——体验——才是可能的，所以我在只有肉体现象被给予我的地方才假定这样一个中间环节是现成存在的。

在此，我们不想讨论其他所有似是而非的反驳，而只想重提我们的老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证明，其他理论没有把我们引向对陌生意识的经验这种现象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个依然显著的事实，即这种现象被简单地忽略。依照这种理论（这种理论的鼓吹者的确相信这一点，当然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看见只有物理的、无灵魂的和无生命的肉体包围着我们。

在我们进行了上述阐释之后，再无需赘言以反驳这种作为发生理论的类比推理理论了。[25]然而，我还想在此稍作停留，以便当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来思考它时，接受这门完全荒谬的理论的缺陷。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类比推理理论确实存在于对陌生体验行为的认识中。另一个人的表达很容易让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表达，以至于我把这个表达对我的通常意义归之于他的表达。只有那样，我们才能把握另一个“我”，这个“我”有一个作为精神表达的身体表达。类比推理代替了或许不起作用的移情。它所得出的不是经验而是一种对陌生体验的或多或少可能的知识。[26]

此外，这门理论本身并不打算给出一种发生解释[30]——即使它也作为这种解释出现了，因此必须在这里被一同给出——而是打算证明我们关于陌生意识的知识是有效的。它规定了关于陌生意识的知识在何种形式下才是“可能的”。但是这样一个空泛的形式价值并没有根据知识本身的本质得到定位，而是更加令人怀疑。然而至于类比推理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这样一个论证，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

因此，从我们的批判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是：现有的发生理论都不能解释移情。当然，我们完全明白这么说的理由：在我们可以描述某物的起源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6.深入分析舍勒关于陌生意识的理解

我们必须继续拿移情与另一种陌生意识理论进行比较，这种理论严重偏离迄今为止所讨论的所有其他理论。依照舍勒[27]，我们内在地感知到陌生的“我”及其体验行为，就像我们感知我们自己的“我”那样。（我们无需研究他针对移情的讨论，因为他的讨论并不指向我们所谓的移情。）起初，有一个“中立的体验流”，我们“自己的”和“陌生的”体验是逐渐从这个体验流中形成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即我们可以把一个思想体验为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陌生的，甚或两者都不是。此外，最初我们发现自己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投射进了一个精神体验的世界之中。首先，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体验要比对我们的周围环境的体验要更少。最终，我们从我们自己的体验中只是感知到在既定的轨道上运动的东西，尤其在已经有一种通用的表达存在的地方。[28]

这门与迄今为止的所有观点都对立的独特理论，有一些极其诱人的东西。[31]然而，为了得到一些澄清，我们必须对这里使用的所有概念进行仔细考察。因此，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内感知？舍勒回答说，内感知不是自身感知（Selbstwahrnehmung）（我们可以外在地感知我们自己——即我们的身体），而是作为行为方向（Aktrichtung）与外感知区分了开来。它就是精神的东西在其中被给予我们的那些行为类型。这两种感知不是由于它们各自给予的客体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相反，物理的东西之所以与心理的东西有别，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给予的。[29]

然而，舍勒以前所尝试进行的批判——即根据不同的属性特征来划定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之间的界限[30]——并不是要说明，它只与被给予性的本质差别有关，而与具有不同存在方式的客体的区分无关。具有不同存在方式的客体与不同的被给予性相对应。

我们可能在这种意义上接受“内感知”，即它是一种明确地被构造的直观行为（我们马上就会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但它与我们的移情理论并不冲突。在这种“内感知”中，我们可以区分出，陌生体验是在哪些行为中被给予的，而我们自己的体验又是在哪些行为中被给予的。但是，我们并未因此而获得足够的明晰性。

在舍勒的语境中，“我们的”和“陌生的”到底意指什么？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他关于中立的体验流的说法，那么我们就不能设想这个体验流当中的一种区分如何可能发生。但是，这样一个体验流是一个绝对无法实现的表象（Vorstellung），因为每一个体验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我”的体验，这个体验从现象上来说根本无法与“我”自身分离开来。[32]正因为舍勒未能认识到一个纯粹的“我”总是把“我”看作“精神个体”，所以他提到在“我的”被构造之前就已经在场的一个体验行为。当然，他不能展示这样一个“无我的”体验。他所提到的每一种情况都预设了我们自己的“我”和陌生的“我”，而且根本就没有证成他的理论。只有在现象学领域之外，这些词才会有好的意义。那么，“我们的”和“陌生的”就意味着：属于不同的个体，即不同的、实体性的、从性质上得到阐明的精神主体。这些个体及其体验同样可以通过内感知而获得。假定我没有感到我的感受而是陌生的感受，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感受已经从陌生个体那里穿透我的个体。我最初被一个精神事件的世界所包围着，也就是说，我发现我的身体在我的外在经验的世界之中，我的外在经验的世界的背景是在所有方面无限地展开的空间世界。我也发现，我的精神个体在内在经验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精神个体和精神生活的一个无限的世界。

所有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与我们的考察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我们已经从我们的研究领域中排除这个内感知的世界，既排除了我们自己的个体和所有其他的个体，也排除了这个外部世界。它们不属于绝对被给予性的领域即纯粹意识的领域，对于这个领域而言，它们是超越的。“我”在这个绝对意识的领域中有另一个含义，即它只是在体验行为中生活的体验主体。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么，一个体验是“我的”还是另一人的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我原初地感受到的东西就是我感受到的东西，而不管这个感受在我的个体体验的整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不管它是如何产生的（或许是通过感受传染，抑或不是）。[31]我自己的这些体验——纯粹的“我”的这些纯粹的体验——都是在反思中被给予我的。这意味着，“我”从客体那里回过头来看体验这个客体的行为。

[33]现在，是什么把反思和内感知，更确切地说，与内在的自身感知区分了开来？反思始终是向一个实际体验行为的转向，而内感知本身可以是非实际的。从根本上来说，它也能包含那些形成了我的当下体验和感知的非现实性的晕圈（Hof）。此外，我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看我的体验，即我不再这样来看它们，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超越者的显现（Bekundung），看作我的个体及其属性的显现：我的回忆显示我的记忆力；我的外感知行为显示我的感觉的敏锐性（当然不能理解为感觉器官）；我的意愿和行为显示我的能量，等等。而我的属性则显示了具有如此这般性质的个体。我们可以把这种“向……看去”（Hinblicken）称作内在的自身感知。

我们有可靠的证据来证成这个观点，即在个体及其在单个体验行为的关系中的体验的意义上，舍勒的“内感知”是“自身”的统觉。他把这些体验的复合看作内感知的客体，而这些客体是在一个统一的直观行为中被给予我的，比如“我的童年”。[32]（当然，我在这里可能不会提到感知，而会提到我们之前就暗示过的“记忆的缩略”（Erinnerungsabrégés））。我们必须依然保留对“记忆的缩略”所进行的意识的当前化的现象学分析。

此外，舍勒的意思是，“我们的‘我’的总体”是在内感知中被给予的，就像在外感知行为中被给予那样；被给予的不是单个的感觉性质，而是全部本质。[33]即使舍勒强调“分离”（Auseinander）和“交错”（Ineinander）的内感知和外感知中的多种多样的东西的统一性之间的区别，但他也不可能更清楚地把这个总体刻画为一个超越者的统觉。[34]这个“我”在根本上与纯粹的“我”、实际的体验行为的主体不同。在内感知中被构造的统一体与一个体验完成的统一体不同。[34]给予我们那些体验复合体的内感知与我们在其中把握一个实际体验行为的绝对存在的反思不同。

舍勒本人区分了反思和内感知，他认为内感知与反思不同，因为内感知不是对行为的把握。因此，更突出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内感知”概念与胡塞尔的“内感知”概念之间的区别。由此，舍勒忽视了“内感知”的双重意义，这表明[35]，他反对胡塞尔认为内感知优先于外感知的观点。[36]

正因为“内感知”这个词可能有多种含义，所以胡塞尔用“反思”来代替它指称体验行为的绝对被给予性。[37]他也可能承认，舍勒所谓的内感知在明见性上并不比外感知具有任何优越性。如果我们考察舍勒在“偶像理论”中所强调的内感知的欺骗的话，那么反思和内感知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完全清楚了。

如果我在对另一个人的感受中欺骗我自己的话，那么我就通过反思把握到一个事实上并不现成存在的爱的行为。不存在这样的“反思的欺骗”。如果我在反思中把握到一个实际的爱的冲动（Liebesregung）的话，那么我就有一个绝对的、根本无法解释的东西。我可以在我的爱的客体中欺骗自己，也就是说，我认为我在这个行为中所把握到的这个人可能实际上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爱的是一个幻象。但是爱却依然是真正的爱。也或许，爱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长久，而是很快就终结了。但是，只要它还持续着，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说它不真。但是，舍勒并未看到这种欺骗。

他所提出的第一种“偶像”是一个欺骗的指向（Täuschungsrich-tung）：当我们生活在对周围环境的感受中时，我们把它们看作我们自己的感受，[35]尽管我们根本就没有澄清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把“通过阅读而获得的”感受当作我们自己的感受。比如，少女认为她感受到了朱丽叶的爱情。[38]

我想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对这两种不同情况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如果我从我的环境中接受了对一个特定种族或政党成员的仇恨和蔑视的话——比如，作为一个来自保守家庭的孩子，我可能仇恨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或者，作为一个在自由观念中长大的孩子，我可能仇恨“容克”（贵族地主）——那么，这种仇恨就是一种完全真实且真诚的仇恨，只不过这种仇恨不是建立在一个原初的评价行为上，而是建立在一个移情的评价行为上。这种仇恨也可能通过感受传染而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它与被感受到的无价值（Unwert）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如果我把握到了我的仇恨的话，那么我就没有欺骗自己。

如果我自诩要基于自己的洞见来提升这些感受，并且把我对流传的那些前见（Vorurteilen）的看法当作“思想才能”（Gesinnungstüchti-gkeit）的话，那么这里就可能存在两种欺骗：（1）价值欺骗（就像我认为把握到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无价值”）；（2）关于我的人格的欺骗。

在第二种情况下，我确实有一个内感知的欺骗而非某种反思欺骗。[39]对于这种进行奠基的原初的价值评价的缺失，我不可能具有任何反思的明晰性，因为我不能反思一个并不存在的行为。但是，如果我实行了这样一个行为并把它给予我的话，那么我就获得了明晰性，而且也因此获得了通过与这种情况比较来解释以前的欺骗的可能性。

“通过阅读而获得的”感受不一样。如果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高中生认为他感受到了罗密欧的爱欲的话，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相信他有一种比现有的感受还要强烈的感受，而是说他确实感受到了这种爱欲，因为他的爱情火花已经被炽热的情感燃烧成熊熊烈火。一旦这种情感消失了，那么爱情的火焰也将随之熄灭。

[36]如果一种感受缺乏为其奠基的原初的评价行为的话，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感受，由此也导致感受与其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构成一种不相称的关系。这个少年的欺骗指向在于，他把罗密欧的爱欲归到自己身上，而不在于他认为他有一种强烈的感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欺骗的指向。由于这种欺骗的指向，实际在场的感受并未被给予。如果我并未感知到一个实际在场的感受的话——因为它在传统路线之外活动——，那么我就不明白，人们在这里如何能够提到欺骗。这种向我们自己的体验的转向意味着陌生态度的停止。它需要特殊环境才能把注意力转向我们自己的体验。因此，如果我没有注意到一个感受的话，那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意识到有“这样一个东西”，这是完全自然的而且很少把它叫做欺骗，就像我（由于没注意而）没有听到我的周围环境中的喧闹声，或者忽视了我的视觉领域中的一个客体那样。[40]

舍勒当然不是在讨论欺骗性的反思（Reflexionstäuschung），因为“反思”是对一个体验的把握。如果说我所把握到的一个体验没有被我所察觉，这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说我没有察觉到相关的体验而是把它看成了一个虚构的东西，是因为它不适合我的周围环境的话，那么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是在这里，原因似乎在于：我不想承认它，而只想完全从世界中创造它；而不在于：我把它看作是非原初的，而且我实际上骗了我自己。

如果我们自身的行为动机欺骗了我们[41]，那么我们并没有在一个并不在场的反思中重新感知到一个动机。[37]要么我们根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行为由之产生的动机，要么除了现有的这个动机之外还有其他动机在运作。我们不能清楚地把握这些动机，因为它们不是现实的，而是“背景”经验。因此，如果反思性的目光可以朝向这些背景体验的话，那么每一个体验就都必须具有一个特定的“我思”形式。

比如，如果我出于纯粹的爱国主义而参军做了一名志愿兵，但并未意识到冒险欲、虚荣心或我对当下境况的不满都发挥了作用的话，那么那些次要的动机就作为尚不是或不再是实际的动机而逃离了我的反思的目光。而如果我接受了这个行为——就像它向我显现的那样——，并把它理解为一个高贵的人的标志的话，那么我就遭受了一种内在的感知欺骗或价值欺骗。

人们通常倾向于把那些比他们实际具有的动机、更好的动机归之于他们自己，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许多感受冲动[42]，因为这些感受冲动似乎已经以非现实性的方式被感受为是无价值的，而且人们根本不允许它们变成现实的。但它们并未因此而停止存在或不再起作用。当它们本身不再或尚未“存在”（vorstellig）时，过去的或将来的事件能够被感受为是有价值的或无价值的这个事实建立在现实性与非现实性之间的这种对立上。[43]因此，如果说我们有一个纯粹的评价行为，而这个纯粹的评价行为没有任何理论行为为之奠基的话，那么这种说法似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不存在这种与价值体验行为的本质相矛盾的体验。

当舍勒说，同一种体验可以被更准确地或不怎么准确地感知时，这也与“背景体验”有关。[44]

当我们正在“笑或开玩笑”时，“完全从我们的目光中消失或只是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印象”而在场的痛苦是一个非现实的体验行为，当“我”在其他现实性中生活时，这个体验行为还在背景中继续存在。[38]只是由于这个体验行为进入了感知关系，我们才能说，一个体验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象”了。一个在反思中被把握的体验——也可以说它是栩栩如生的——没有任何的“方面”。

最后，从已经指出的这种对立中，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舍勒要区分“边缘的”体验（边缘的体验顺次一个接着一个）与“核心的”体验（核心的体验是作为一个统一体而被给予的，而且在核心体验中“我”的统一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所有层面上都有在这种意义上的次序，即一个实际的体验接着另一个实际的体验。但是一旦它们渐渐消失（比如一种感官的疼痛，一种感官的欲望，一个感知行为）而其他体验则继续以非现实的方式存在的话，那么就存在消失的体验：这些体验构成了那些能够使我们通过感知回顾过去的（爱、恨、友谊）的统一体，而且它们构造了那些能够在一个直观行为中被给予我们的复杂的构成物，比如我的童年、我的学生时代，等等。[45]实际的体验行为在其中绝对地被给予我们的反思和一般的内感知之间的区别，以及建立在直观行为基础上的复杂的统一体与在其中显示自身的个别的“我”之间的区别，都在这里得到说明。[46]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内感知和移情之间的亲缘关系：正如我们自己的个体是在我们自己的被感知的体验中显现的那样，陌生个体是在被移情的体验中显现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区别：进行构造的体验的被给予性在一种情况下是原初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非原初的。如果我把一种感受体验为另一个人的感受，那么我就是通过两次被给予而体验到它的：一次是原初地作为我自己的感受而被给予的，另一次是非原初地，即通过移情作为原初的陌生感受而被给予的。正是这种被移情的体验的非原初性促使我反对“内感知”这个词来刻画对我们自己的体验和陌生体验的把握。[47][39]如果人们希望强调这两种体验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么最好说是“内直观”（innere Anschauung）。这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体验在回忆、预期或想象中的非原初的被给予性。

但是为什么我反对把移情包括在内感知之中，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本来只有对于移情层次来说，才存在两者的平行关系——即相对我而言，我有陌生的体验行为；这个层次——在其中，我在陌生的我这里，并依照其生活来解释其同样行为——比起它在内感知中的被给予性而言，显得更类似于原初的体验行为。


7.闵斯特伯格的陌生意识的经验理论

详细审查闵斯特伯格的理论而非舍勒的理论中的现象内容，对我而言要更加困难。我们对陌生主体的经验应该包括对陌生意愿行为的理解。他认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分析，即把这个理解行为刻画为这样一个行为，在这个行为中，“陌生的意愿进入到我们的意愿中”，而它依然是他人的那个意愿。但是我们不可能明白，为什么这种理解应当被局限在意愿行为上。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它适用于所有移情行为。现在闵斯特伯格在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意愿行为”这个词。他把所有“预期”的“态度”包括在了“意愿行为”中，对于那个把握这些态度的人来说，这个预期行为与这些态度黏连在一起。

但是即使在这种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也不能接受这个论题。一种被移情的态度是对一种陌生态度的经验，在同样的意义上，一种被移情的情绪就是对一种陌生意识的经验。两者都包含对陌生主体的把握。突显这些态度的东西在于这些态度所固有的无理要求（Zumutung）包含了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对抗（Entgegensetzung），这种对抗在其他情况下并不存在。

[40]闵斯特伯格认为他对陌生主体有一种直接的觉知（Innewerden），这种觉知先于个体的构造。为了了解这些思路，我们必须研究个体的构造。这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1] 我不能指望用几句话就把现象学的目标和方法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现象学的人彻底讲清楚，但是对于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必须参考胡塞尔的基本著作《观念》。

[2] “原初的”这个词的用法对于体验的行为方面来说可能是引人注目的。我之所以使用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事实上，它所具有的特征与人们归属于其相关者的特征是一样的。我故意不用“实际的体验”这个对我来说十分熟悉的表述，这是因为我需要用它来指称另一种现象并希望避免歧义。（这另一种现象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行为”，是具有我思（cogito）、“被指向”（Gerichtetseinsauf）这种形式的体验。）

[3] 参见胡塞尔在时间意识分析中对当前化的阐释。（参见《胡塞尔全集》33卷）

[4] 当然，对过去的体验的回顾多半是对原初的体验过程的一个“缩略”。（我用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概述在过去几年里发生的事情。）这种现象值得进行专门研究。

[5] 关于中立化的概念，参见胡塞尔的《观念Ⅰ》，第222页及以下。（《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264—266页）

[6] 《观念Ⅰ》，第5页。

[7] 马克斯·德索瓦（Max Dessoir）在《美学论集》第4卷第477页反复强调：与我自身的体验行为相比，被移情的体验行为的“客体化”，是对陌生的体验行为的解释。此外，康拉德·朗格（Konrad Lange）在《艺术的本质》第139页及以下区分了“主体的运动幻觉”和“客体的运动幻觉”。前者是指，当我们面对一个客体时我们打算实行的运动；后者是指，我们归之于客体的运动（或许是一个被呈现的骑马人）。因此，两者不是彼此完全无关并且人们可以在其上建立完全对立的理论（移情美学和幻觉美学）的两种考察方式，而是两种被描述的移情的阶段或完成形式。

[8] 伯恩哈德·格雷图伊森（Bernhard Groethysen）在《同感》第233页中，把这种与他人的感受相关的感受叫做“同感”（Mitgefühl）。我们用“同感”这个词指的不是陌生感受，而是指陌生感受的相关者，因此必须把它与格雷图伊森的用法严格区分开来。在同感中，我不是为他人的高兴而感到高兴，而是为他人为之高兴的东西而感到高兴。

[9] 亚历克修斯·迈农：《论假设》，第233页及以下。

[10]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第4页及以下（也可参见曼弗雷德·弗林斯编辑的《舍勒全集》第7卷《同情的本质与形式》第19页及以下）以同样的方式阐述了对“移情”（Einfühlen）（或者如他所说，“重新感受”（Nachfühlen））和“同感”（Mitfühlen）的理解。

[11] 舍勒明确地强调了这种现象，即不同的人可能具有相同的感受（《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第9页、第31页）。而且他也强调，不同的主体在此得到了保留。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统一的行为并不具有多个个体，而是具有从这些个体中构造出更高的、作为主体的统一性。

[12] 我们把与其他个别主体的经验及其体验行为有关的移情领域扩展到了所有一般的生活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把“同一感”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移情：我们确实已经看到，我们在它之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主体，即一种新的“我们”。此外，由于陌生生活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影响，可参见关于陌生生活的经验这一章。

[13] 盖格尔：《移情的本质和含义》，第33页及以下。

[14] 史蒂芬·维塔塞克：《审美移情的心理学分析》（见《感官心理学与哲学杂志》，1901年，第25卷，第10页及以下）。

[15] 通过发生学—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在这里并未理解对精神个体的发展阶段的研究。相反，我们把对（儿童、少年等的）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描述归属于描述心理学。对我们来说，发生心理学和因果解释的心理学是同义的。关于发生心理学朝向精确的自然科学的因果概念的部分参见上书第56页。我们必须区分两个问题：（1）在移情体验中发挥作用的心理学机制是什么？（2）个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获得这种机制的？在现有的发生学理论中，上述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

[16] 进一步的问题是，现象学依其本质对完成的体验进行了描述，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起源的提示是规定好的。如果由于遵循了这些提示而获得了先天的发生规律的话，那么这些规律对于所有实际的起源过程当然也是有效的。

[17] 对感受传染的更详尽的分析参见舍勒《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第11页及以下。舍勒与我们的分歧在于，感受传染根本不以任何关于陌生体验行为的知识为前提。

[18] 似乎应该研究，在谈到“群众情绪”时，在（移情和同情）这二者中何者在场，并且在什么意义上在场。

[19] 舍勒强调，与移情（Nachfühlen）（我们用Einfühlen）不同，同感的基础在于，在我们自己的被再造的体验中的逗留阻止了真正的同感的产生。（《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第24页）

[20] 当比瑟做出如下断言时，他其实是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进行了夸大：“联想依赖于我们的能力和强制力，即迫使所有东西都与我们人关联起来……，使客体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相一致。”（参见阿尔弗雷德·比瑟：《美学中的移情原理和人神同形同性论》，收于《自然美学论集》，基尔，1890年，第18页）

[21] 关于表达现象的可理解性参见本书第3部分，第5节，字母l部分。

[22] 参见本书，第3部分，第65页。

[23] 约翰·福尔克特：《符号概念》，第76页及以下。

[24] 赫尔曼·西伯克：《审美幻觉及其心理学基础》，第10页及以下。

[25] 比如，人们用来反驳类比推理理论的一个理由是，它始终没有指明我们自己的和陌生的肉体的类比应该存在于什么地方，而推论恰恰建立在这个类比的基础之上。我只在古斯塔夫·泰奥多·费希讷的《论精神问题》那里发现一种试图严格规定这一问题的尝试。（《为了找到不可见的东西，一个穿越可见世界的通道》，莱比锡，1861年，第49及下页、第63页）

[26] 关于类比这种说法的被证成的意义，参见本书第3部分，第66页。

[27] 特别见《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的附录部分。

[28] 参见舍勒《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第124页及以下；《自身认识的偶像》，第31页。

[29] 舍勒：《自身认识的偶像》，第52页。

[30] 同上，第42页及以下。

[31] 舍勒：《自身认识的偶像》，第153页。

[32]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第42及下页。

[33] 舍勒：《自身认识的偶像》，第63页、第118页及以下。

[34] 同上，第114页。

[35] 舍勒：《自身认识的偶像》，第45页及以下；《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第173、215页。如果我们想在这里讨论舍勒的行为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因为舍勒的行为概念与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明显不同。

[36] 同上，第71及下页。

[37] 关于反思的本质，特别参见胡塞尔的《观念Ⅰ》，第72页及以下。

[38] 舍勒：《自身认识的偶像》，第112及下页。

[39] 舍勒有时候把对我的体验和对我自身的错误评价——这种错误评价可以建立在这种欺骗之上——叫做感知欺骗，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40] 当然这里也有区别。与未被感知到的感受相比，非实际地被感知到的东西已经被感知到了，已经是客体了。相反，感受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即使它未被感知到，未被把握到，它也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到了；人们已经“觉察”到它了。盖格尔已经在《感受的意识》第152页及以下部分对感受的这种特殊存在方式进行了准确的分析。

[41] 舍勒：《自身认识的偶像》，第137页及以下。

[42] 同上，第144页及以下。

[43] 舍勒：《自身认识的偶像》，第130及下页。

[44] 同上，第75页。

[45] 当柏格森说，过去的东西依然得到了保留，所有我们体验过的东西都在当前继续存在，尽管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被我们所意识到了时，他或许也意识到了体验的持存（绵延）。（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第5页）

[46] 盖格尔在《感受的意识》中指出，简单的注意行为、质性的注意行为和分析性的观察行为的那些层次只适用于内感知，而不适用于反思。

[47] 舍勒在《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第5页中甚至强调了被把握的陌生体验的当前化特征，但他没有再对此进行研究，也没有（在附录中）返回这个关键的地方。


第二章 心理物理个体的构造

虽然我们已经获得对移情行为的本质描述，并且从我们的描述的观点出发对历史上的陌生意识理论进行了批判；但我们依然面临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把移情看作构造问题，并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般理论中的对象，比如心理物理个体、人格等，是如何在意识中出现的。

我们不能指望在一个简短的研究框架中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成功地指明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迄今为止对移情的研究都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因为，除了些许的努力之外，它们都没有抓住那些根本问题。

这一点在利普斯那里表现得十分清楚，但也只有他为实现这个目标取得的成果最多。他似乎也被体验的表达现象所困扰着，因而一再地返回他想由之开始的这个地方。他用寥寥数语就搁置了许多先于这个课题——即对这些表达现象的载体的整个研究——而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的精神所具有的一种无法解释的习性”或者“一种自然的本能”。我们认为，一种意识生活与某个肉体是联结在一起的。

[41]这只不过奇迹般地宣告科学研究的破产。如果科学不能破产的话，那么哲学就更不能了。因为对于哲学来说——与其他所有科学不同——它不能回避那些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哲学必须给出最终的解释，获得最终的明晰性。但是，如果我们刚刚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即超越的客体在内在地被给予的纯粹意识中的构造问题得到阐明的话，那么我们就获得了最终的明晰性，而不再有任何遗留问题。这就是现象学的目标。现在我们想着手研究个体的构造问题，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个体。


1.纯粹的“我”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都在谈论纯粹的“我”，这个纯粹的“我”通常被看作体验行为的主体，它无法描述，也没有质性。我们已经在许多作者那里——比如在利普斯那里——看到这种解释，即这个我不是一个“个体的”我，而是在与“你”、“他”相对的意义上才变成一个“我”的。

这种个体性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只意味着，它是“它自身”而不是他人。这种“自身性”被体验到并且构成了所有“我的”东西的基础。当然，只有当另一个自身性被给予时，它才能在与之相对的意义上得以突显出来。这另一个自身性首先不是通过质性与它区别开来的——因为两者都是无质性的——而是通过下面这点被区别开来的，即：它正好也是一个“他人”。这种他性（Andersheit）表现在不同的被给予性中；它不是“我”，因为它是以另一种不同于“我”的方式被给予我的：因此，它是“你”。但是，因为它体验它自身，就像我体验我自身一样，所以这个“你”是“另一个我”。因此“我”并未经验个体化，因为另一个人面对着它。相反，其个体性，或者毋宁说，其自身性（因为我们必须为某个其他的东西保留“个体性”这个名称），在与他人的他性的对比中，得到突显。


2.意识流

我们可以在第二种意义上把这个“我”看作一个意识流的统一体。[42]我们是从作为一个实际体验的主体的“我”出发的。然而，当我们反思这个体验时，我们发现，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个体验流的背景上，这个体验流要么是被更加清楚明白地给予的，要么是不怎么清楚明白地被给予的。体验的“我”并不总是在这个体验中，而是从另一个体验中转移过来的或者是从另一个体验中拉过来的。当我逐步回退到现在的我曾经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体验时，我就获得了这些体验。当我不再能够直接把握那个体验时，我们就必须通过回忆这种当前化的方式重新获得它。所有的体验流与当前活生生的纯粹的“我”之间的联系，正好就构成了这个体验流的牢不可破的统一性。

现在，“其他的”意识流面对“同一个”意识流；“你”和“他”的意识流面对“我”的意识流。这些意识流的自身性和他性建立在它们所从属的主体的自身性和他性之上。然而，它们不仅仅是“其他的”，而且也是“不同的”，因为，每一个意识流都有其特有的体验内容。

由于每一单个的体验流都是通过其在整个体验关联中的位置而单独得到刻画的，所以它也外在于其属我性，进而，从质性上来说，被标记为这个我而非那个我的体验。因此，不同的意识流是根据其体验内容从质性上区别开来的。但是，通过这种质性上的区分，我们并没有获得对人们通常所谓的个别的我或个体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意识流刻画为“它自身而非他人的”意识流，把它刻画为具有独特性质的意识流，那么我们就得出一种完全明确地得到界定的和好的个体性的意义。无自身性的质性的特性（Die qualitative Eigentümlichkeit ohne die Selbstheit）对于个体化来说可能是不充分的，因为当我们把一个被给予的体验流看成是一个在体验进程中不断发生质性变更的体验流时，我们就能够获得意识流的质性的区别。因此，它与同一个我的联系并未终止，而只是由于归属于另一个“我”而变成了一个他我。[43]自身性与质性上的区别一起——因此个体性在第二种意义上——构成了向我们所习惯于说的“个体的我”前进的一个新的层次：“个体的我”是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心理物理的统一体。


3.灵魂

我们首先可以考察精神本身的个体统一性，而不管身体和心理物理的关系。我们的统一封闭的意识流不是我们的灵魂。相反，在我们的体验中——正如我们已经在考察内感知时所发现的那样——一个所有体验都以之为基础的东西被给予了我们，它与其固有属性在这些体验中显示自身，也是这些体验的同一的“载体”：它就是实体性的灵魂。

我们也已经了解个别这样的精神属性：在我们的外感知中所显现的感官的敏锐性，在我们的行为中显现的能量。我们的意志行为的紧张或松弛表明我们的意志的活泼、力量或薄弱。其稳定性表现在其持久性中。很容易就产生某种感受的冲动和情绪的可激发性都表现在我们的感受强度中。几乎没必要继续探究这些关系。

我们把灵魂看作一个实体性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本身——与物理物体完全类似——是由范畴要素构成的。而这个范畴序列——这个统一体的要素显现为范畴序列的个体性的个别化——构成一种与认识范畴序列相平行的关系。在范畴要素中有这样一些要素，它们超越了孤立的灵魂，把目光指向与其他心理物理的统一体和灵魂所施加和遭受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在心理范畴中找到“因果性”和“变易性”这两个范畴。

如果灵魂在其中显现的体验是“我的”体验，而行为也是我的纯粹的我在其中生活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实体性的统一体就是“我的”灵魂。[44]灵魂的统一性所特有的结构依赖于体验流所特有的内容；相反——在灵魂被构成之后，我们必须说——体验流的内容依赖于灵魂的结构。如果在内容上有相同的意识流的话[1]，那么也就可能有同样种类的灵魂或者在观念上保持同一的个别化了的灵魂（Vereinzelungen der ideal-selben Seele）了。然而，当我们孤立地考察个体时，我们并不具有心理个体（与灵魂个体）的完整现象。


4.“我”与身体

为了使问题更清楚，我们现在必须采取一个已经犹豫了很久的步骤，不过我们的研究确实到了需要它的时候。这个步骤就是：从心理的东西到心理物理的东西的步骤。我们已经提出的关于灵魂和身体（Leib）的区分是一个人为的区分，因为灵魂始终必然是一个身体中的灵魂。身体是什么？它是如何并作为什么被给予我们的？

（a）身体的被给予性

我们再次从这个构成我们所有研究的基础的领域——纯粹意识的领域——出发：我的身体是如何在意识中被构造的？

我具有曾经在外感知行为中被给予的我的肉体。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它只能以这种方式被给予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构造了一个最奇怪的客体。这个客体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一个肉体，其由动机引发的显象序列（Erscheinungsreihen）呈现出明显的缺漏。当它邀请我不断地从新的方面来考察它时，它比月亮还顽固地扣留了它的背面，它捉弄我。一旦我试图接受它的邀请时，它又把这些方面都藏了起来不让我看。虽然从目光中抽身出来的东西可以用手触摸到，但是，这里的看和触摸之间的关系与在其他事物那里的关系完全不同。每一个我看见的东西都对我说：“触摸我。我确实就是看上去所是的那个样子，我是可把握的，我不是一个幻象。”[45]而我触摸到的东西却对我说：“睁开你的眼睛，你就会看见我。”触觉和视觉（正如我们可以提到纯粹领域中的感觉那样）把对方看作证人，尽管它们并未互相推卸责任。

外在地被感知到的肉体的这种独特的缺陷所面对的是另一种特性。对于任何一个他物来说，我既可以接近它，也可以远离它，既可以面向它，也可以回避它。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接近或远离——我的肉体和他物的运动——在那些物体的显象序列的变化中表现自身。只要我们坚持这种假设，即我们的肉体只是在外感知中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特的身体被构造的话，那么根本就无法设想，对（他物的运动和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运动）这两种情况的区分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对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运动的理解是如何发生的。

因此，我们必须——更确切地——说：所有其他客体都只能在不断变化的各种现象和交替变换的各种位置中被给予我们，当然也有客体未被给予我们的情况。但是，这样一个客体是在显象序列中被给予我的，而这个显象序列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中是可变的。而且只要我睁着眼睛，它就始终坚持不懈地以一种纠缠不休的姿态在那里，它就始终具有其他客体所不具备的那种近在咫尺的“近”（Nähe）可触知的近：它始终在“这里”，而其他客体始终在“那里”。

但是，我们现在就到达假定的边界，从而不得不超越这个边界。因为，即使我们紧紧地闭上眼睛、伸出我们的双手，也确实没有让我们的肢体彼此接触，以至于我们既不能把握也不能看见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没有摆脱它，它完全“切身地”（Leibhaftigkeit）、（因此，以它的名义）必然地处在那里，而我们发现自己与它不可分隔地捆绑在一起。这种捆绑，这种属我性，绝对不可能在外感知中构成。[46]一个只是外在地被感知的身体将始终只是一个具有独特性质的、独一无二的肉体，但绝不是“我的身体”。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这种新的被给予性是如何发生的。作为“体验”这个最高范畴的一种具体化（Besonderung），感觉是意识这个不可被无视的存在区域的实项的（reellen）组成部分。压力感或疼痛感或寒冷的感觉与判断体验、意志体验、感知体验一样，是某种绝对被给予的东西。然而，与这些行为相比，感觉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它并不像这些行为那样来自纯粹的“我”，而且，它从不具有“我”指向一个客体的那种“我思”形式。因此，我也决不能通过反思在其中找到这个“我”。相反，它始终处在空间中的“某处”（wo），它远离我。或许“我”与它很近，但绝不会在它之中。而且，这个“某处”也绝不是空间中的一个空乏的点（Ort），而是一个填充空间的某物；我的感觉由之而来的所有这些某物共同联结成了一个统一体，即我的身体这个统一体，而这些某物本身就是身体所处的位置（Stellen）。

在这种统一的被给予性中——通过这种被给予性，身体始终作为一个整体而为我在那里存在——有一些区别。我根据感觉而构造的身体的不同部分与我有不同的距离。我的躯干比起我的四肢来离我更近。我可以在好的意义上说，我接近或远离我的双手。如果我说我远离“我”自己，那么这是一种不准确的表达方式。我根本就不能说我和“我”之间有距离，因为“我”是非空间的，而且也不能在空间中定位。但是，我把我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以及所有外在于身体的空间之物都与我的身体所环围的“定向的零点”（Nullpunkt der Orientierung）关联了起来。这个零点不应当以精确几何学的方式定位在我的肉体中的某个点上；而且，对于所有的感觉与料（Daten）而言，它也不是同一个点。对于视觉与料来说，它被定位在头上；对于触觉与料来说，它被定位在肉体的中间部位。因此，对于“我”来说，它与零点没有任何距离，而“我”的所有东西也都是在与“我”相距的状态中被给予的。

然而，肉体的各个部分与我之间的这种距离从根本上来说不同于其他物体间的距离，也不同于这些物体与我之间的距离。[47]空间中的两个物体有一个确定的间距，他们可以彼此接近，甚至可以触及对方：由此间距也就消失了。如果它们不是物质的、不可穿透的物体，而是不同视觉幻象者的幻觉对象的话，那么它们也能充实同一个空间部分。同样，一个物体也可以接近我，它与我之间的距离也可以缩短，最终它也能触及我的肉体而非“我”：这样一来，它与我的肉体之间的距离，而非与“我”的距离，就变成了零。物体与我之间的距离不会变得像被触及的肉体部分与零点之间的距离一样大。

我绝不能说，我手里握着的这块石头与零点之间的距离和手本身与零点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或者比手本身与零点之间的距离“只是短那么一点点”。我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与我之间的距离完全不能与陌生肉体与我之间的距离相比。身体作为一个整体与所有外在于它的肉体一起处在定向的零点上。“身体空间”（Leibraum）和“外部空间”（Außenraum）是完全不同的。只是外在地进行感知，我不能获得身体，只是“通过身体进行感知”（Leibwahrnehmend）我也不能获得外部世界。但是，我的身体是以双重方式被构造的，即作为一个进行感觉的（通过身体被感知到的）身体和外在地被感知到的外部世界的肉体。在这双重的被给予性中，身体被体验为同一个身体，它在外部空间中获得了一个位置，充实了这个空间的一个部分。

就感觉和“身体感知”之间的关系来说，还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对感觉的分析常常出现在其他关系中。我们通常认为是感觉把外部世界“给予”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感觉”（Empfindung）和“被感觉到的东西”（Empfundenes）区分开来，或者在施通普夫的意义上，把“感觉的内容”（Empfindungsinhalt）与“作为功能的感觉”（Empfindung als Funktion）区分开来。比如，我们区分了“被看见的红”（das gegebene Rot）和“对这种红的拥有”（das Haben dieses Rots）。[2]我不同意施通普夫的观点。客体的红被“感知”到，而我必须区分感知和被感知的东西。对感知的分析把我引向“感觉与料”，以至于我可以把对质性的感知看作[48]“感觉与料的客体化”。但是，质性并不会因此而变成感觉，感觉也不会因此而变成质性，而且也不会变成进行给予的行为。作为外感知的组成部分，两者都不是可被进一步分析的要素。

现在，如果我们根据感觉与身体间的关系来对之进行考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完全类似的现象学事实。我可以稍微提及一下“被感觉到的”身体，就像我提及外部世界中的一个“被感觉到的”客体那样，但是这里也需要一种客体化的解释。

如果我的指尖触碰到桌子，我必须区分：（1）触摸的感觉，它是不可再分的触觉与料；（2）桌子的硬，以及与其相关的外感知行为；（3）触摸的手指和“身体感知”的相关行为。

把感觉与身体感知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感觉是在身体那里被给予作为感觉者的身体的。如果我们想根据其对身体感知的意义来研究各种感觉的话，那么势必会超出这项工作的范围。但是我们必须讨论另外一种观点。我们说过，“外在的”身体和“通过身体而被感知到的”（leibwahrgenommene）身体是作为同一个身体被给予的。这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阐明。

我不仅看见我的手，并从身体上把这只手感知为一个进行感觉的东西，而且我也“看见”这只手的感觉区域，这个感觉区域已经在身体感知中被我构造了。另一方面，当我有意识地强调我的身体的某个特定部分时，我就获得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肉体部分的“图像”。一个在被给予时，另一个也被给予，尽管它们不是同时被感知到的。这完全类似于外感知的领域。

我们不仅看见桌子，感受到它的坚硬（Härte），我们也“看见”它的坚硬。凡·代克（van Dyck）爵士的画作中的长袍不仅如丝绸般光彩夺目，而且如丝绸般顺滑柔软。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融合（Verschmelzung），而且常常把它还原为“单纯的联想”。“单纯的”这个词表明了心理学家的一种倾向，[49]即把解释看作赋予意义（Wegdeuten），把被解释的现象看作一种没有“客观意义”的“主观构成物”。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解释。现象终究是现象。如果我们可以解释它的话，这当然很好，但这种解释没有使它增加什么，也没有使它减少什么。因此，如果联想可以解释它的话，那么触觉质性的可见性将继续存在而不会丧失。当然，我们不认为这样一种解释是可能的，因为它与联想这种“现象”是相矛盾的。联想的典型的、被体验的形式是“某物让我想起某物”。

例如，看见桌子的棱角就让我联想起我曾经撞到过它。但是，这个棱角的尖锐（Schärfe）并未被我想起，而是被我看见。这里还有另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我看见一块糖的硬，我知道或记得它是甜的。我不记得它是硬的（或者只是顺便想起来），也没有看见它是甜的。相反，花的芳香确实是甜的，我也没想起一种甜的味道。这就为感觉和感官感知的现象学打开了一些视角，当然我们在这里不能对感觉和感官感知进行深入研究。

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把这些洞见运用到我们的问题上去：被看见的身体并未让我们想到它可以是各种感觉的发生场所。它也不单纯是一个占据了一定空间的肉体——这个空间与在身体感知中通过感觉而被给予的身体所占据的空间一样大——，而是作为进行感觉的身体而被给予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是静态地考察了身体。现在我们可以深入一步了。

我们来研究这种情况：我（即我的作为整体的身体）在空间中穿行。只要我们不考虑身体的构造，这就不是一个被特别刻画的现象。与环围的外部世界的五花八门的变换相比，它没什么不同。现在，“我运动”这个体验就构成一个全新的体验。在各种感觉之上建立起来的固有运动（Eigenbewegung）的统觉与外在地被感知到的肉体运动完全不同。[50]现在，对固有运动的把握和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如果……那么”的形式联结在了一起。“如果我运动，那么我周围的景象就变了。”这一形式不仅适用于空间世界中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对单个空间物体的感知，不仅适用于整个身体，而且也适用于身体的局部运动。

如果我把手放在一个旋转的球上，那么这个球就被给予了我，而它在一系列触觉与料中的运动——这些触觉与料在一个穿越的意向中被联结在一起——可以在一个“统觉的把握”、一个统一的外感知行为中得到综合。如果我的手滑过了这个静止的球，那么我就获得了这些与料（相继被给予）的同样的运动（Ablauf），但是“我运动”的体验随之出现了，而且与对球的统觉一起获得“如果……那么”的形式。视觉与料与之类似。当我静止的时候，我能注意到一个滚动的球的变化的现象；如果球是静止的，而我移动我的头或者只是我的眼睛的话（这种运动重又在“身体感知”中被给予了我），那么我就具有同样的“球的侧显”（Kugelabschattungen）过程。

因此身体的部分被构造成运动的器官，而对空间世界的感知则依赖于这些器官的行为。但是，身体的运动是如何被理解为肉体的运动的，这一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说明。当我移动我的一个肢体时，除了对固有运动的一种身体性的察觉之外，我还有一种对肉体运动的外部的（视觉的或触觉的）感知，而这种肉体运动是在肢体的变化的表象中表现出来的。由于通过身体而被感知到的肢体和外在地被感知到的肢体被理解为同一个肢体，所以，也就出现了身体运动与肉体运动的同一的一致性：运动的身体变成被运动的肉体。进而，“我运动”这个事实在一个肉体部分的运动中被“一同看到”，而这个并未被看见的肉体运动在“我运动”这个体验中被一同把握到。

“我”与进行感知的身体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阐明。脱离身体的不可能性向我们指明了通向其特殊的被给予性的道路。[51]这种联系不能动摇；我们与身体之间的纽带也是难解难分的。至少我们还有一些自由。所有外部世界的客体都是在某个特定的距离中被给予我的，它们始终在“那里”，而我始终在“这里”。它们围在我周围，围着我的“这里”。这种围绕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不可变的。客体接近或者远离我，或者彼此接近、彼此远离。我可以通过重新组合，即把物体移得更远或更近，或者交换它们的位置——或者我不是改变它们的“那里”，而是改变我的“这里”，即选择另一个“立足点”——把客体攥在我手里。每当我采取这样一个步骤时，就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向我展示出来，或者一个旧的东西以一副新面孔出现在我面前。当这样做时，我始终携带着我的身体。不仅我始终在“这里”，而且我的身体也始终在“这里”；我的身体的各个部分与我之间的不同“距离”都只是在这个“这里”发生变化。

现在，我不仅能在现实中，而且也能“单纯在思想中”，通过想象完成对我的周围环境的“重组”。比如，我可以通过想象让我的家具在房间里漂移，而且把这种景象“展现”给我。同样我也可以开始在想象中漫游世界。我能“在思想中”从书桌那里站起来，走进房间的一角，并从那个角落来观察我的房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并未携带我的身体。这个“我”，这个在角落里站着的“我”或许有一个想象的身体，即一个——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在“身体的想象”中被看见的身体。此外，这个身体可以从它刚刚倚靠过的桌子那里，也可以从房间中的其他东西那里来看这个身体—肉体（Leib-Körper）。当然，这个身体也是一个被当前化的客体，也就是说，是一个在进行当前化的外直观中被给予的东西。

最终，实在的身体并没有消失，我实际上还继续坐在我的书桌旁，我的书桌与我的身体并未分离。因此，我的“我”已经被双重化了[3]，[52]即使实在的“我”没有脱离它的身体，但至少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在想象中“从它的皮囊中溜走”的可能性。[4]

相反，一个无身体的我是可能的。想象我的被“我”所遗弃的身体意味着不再想象我的身体，而是一个越来越像它的物理肉体，意味着想象我的尸体。（如果我遗弃了我的身体，对我而言它就变成了一个与其他肉体一样的肉体。即便我没有遗弃它，我也可以认为它离开了我，这种离开不是“固有运动”，而是一种纯粹的肉体运动。）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表明这一点。一个没有感觉的“坏死的”肢体不是我的身体的一个部分。一只“已经睡着的”（eingeschlafene）脚就像一个我无法摆脱的异物（Fremdkörper）那样依附于我。它在我的身体的空间区域之外。只有在它“苏醒”的那一刻，它才重又被纳入这个空间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我借助身体而实行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我让一个客体运动”的特征，也就是说，我通过我的生命运动引起了一个机械运动。而且，每一个这样的运动本身并不是作为有生命的身体运动而被给予的。

质言之，身体正是通过感觉而被构造的；感觉是意识的实项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属于“我”。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似乎不是“我”的身体的身体居然可能的理由。[5]另一个问题是，一个进行感觉的“我”如果没有身体是否是可设想的。也就是说，是否可能有这样一些感觉，在其中没有身体被构造。我们似乎可以立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感觉区域的感觉并不以相同的方式参与身体的构造。

[53]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在身体中的某个位置被清楚地体验到的某些感觉——比如触觉、对温度的感觉、疼痛的感觉——的定位是否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它们只有对一个身体性的“我”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我看来，专门对视觉和听觉进行分析是必要的。尽管一门外感知的现象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我们也无需在这里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无论如何，我们已经通过感觉构造了“我”与身体的统一，即使这种统一还不是在整个相互关系的范围中的统一。而且，我们也已经在感觉领域中触碰到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某个异物扎进我的皮肤，具有一定热量的某个东西接触到了我的体表，这些纯粹的物理事件就构成我的疼痛感或温度感的现象原因，而事实上它们都只是“刺激”。当我们进一步探究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将会经常碰到这些现象性的因果关系（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是“条件”关系）。

（b）身体与感受

感受的感觉（Gefühlsempfindung）或感官的感受（sinnlichen Gefühle）与为它们奠基的感觉是不可分的。

一道美味的菜肴的可口、一种感官的疼痛的煎熬、一件柔软的衣服的舒适，是在食物被品尝时、疼痛穿透骨肉时、衣服紧贴着皮肤时被感觉到的。然而，感官的感受不仅在那里，而且同时也在我这里；它们来源于我的“我”。共通感（Gemeingefühle）处在与感官感受相类似的中间位置（Zwitterstellung）上。

“我”不仅感到精力充沛或无精打采，而且我也“在我的肢体中察觉到了它们”。当我无精打采时，我所有的精神行为、所有的快乐、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思想活动，以及我所做出的每一个肉体行为、每一个动作都是无精打采、乏味无趣的。我的身体及其所有部分都和我一样无精打采。因此，我们熟悉的融合现象再次出现。[54]我不仅看见了我的手的动作并在同时感受到它的无精打采，我也看见无精打采的动作和手的无精打采。我们总是体验到共通感是来自于身体的，它是身体状态施加于体验过程的一种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甚至当这些共通感紧接着“精神感受”出现时，情况亦如此）。

情绪是非身体的自然的“共通感”，因此，我们把它们与作为它们自己的一个种类的原本的共通感区分开来。他不喜不悲，一如他精力充沛或无精打采。一种纯粹的精神气质也不可能是一种情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心灵的和身体的共通感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相反，我在二者那里都觉察到了一种相互的“影响”。比如，我去休假，我到了一个阳光明媚、风景宜人的地方，当我看着周围的景色时，我感到一种轻松愉快的情绪试图占据我的身心，但却没有奏效，因为我感到无精打采、疲惫不堪。我对自己说：“休息一会，我就有精神了。”这种意识可能源于“以往的经验”，然而，它的基础却始终在精神体验和肉体体验相互作用的现象中。

（c）灵魂和身体，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

体验对身体影响的依赖性是精神的东西的一个本质特征。所有心理的东西都是与身体有关的意识。在这个领域中，本质上属于心理的体验（与身体有关的感觉等等）不同于那些偶尔具有物理特征的体验，不同于精神生活的“实现”。[6]灵魂作为在具体的心理体验中被显示的实质的统一性——正如我们已经描述过的“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这种现象和感觉的本质所表明的那样——建基于身体之上，并且与身体一起构成了“心理物理个体”。

[55]现在，我们必须考察所谓的“精神感受”的特征。“精神感受”这个词已经告诉我们，人们并不必然地把它看作心理感受，也不把它看作与身体无关的感受（即使有些心理学家不愿承认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一个使无身体的主体的纯粹本质获得被给予性的人会断言，一个无身体的主体根本不能体验到任何快乐、悲伤或审美价值。

相反，许多著名的心理学家都在感受中看到“机体感觉的复合”（Komplexe von Organempfindungen）。只要我们根据其纯粹本质来考察感受的话，那么这个定义就显得十分荒谬，因为在具体的心理关系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虽然这些现象不是为感受奠基的，但至少可以让这些感受成为可理解的。

因为高兴，“我们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高兴得要死）；因为痛苦，它在“抽搐”；因为不安的期待，它在剧烈地跳动，我们喘不过气来。这样的例子可以任意追加，但是它们都涉及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都涉及体验在其心理的实现中施加于身体功能的影响。当我们想清楚了身体问题时，这些现象就消失了，尽管精神行为还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上帝为罪人的忏悔而高兴，但他并未感到自己的心跳或其他的“机体感觉”（不论人们是否相信上帝存在，这个观点是成立的）。人们可以确信，一种感受如果脱离了这样的感觉，那么它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一种生物，如果它纯粹地体验到一种感受，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然而，感受是可以纯粹地被把握到的，那些伴随现象本身既不被体验为感受，也不被体验为感受的组成成分。

同样的东西也可以出现在纯粹心理的因果关系中。因为害怕“我丧失了我的理智”，也就是说，我发现我的思想僵化了。或者，因为高兴，“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漫无目的地行动。一个纯粹的精神也可能会害怕但不会丧失其理智。它完全感受到了快乐和痛苦，但是，它们并未产生任何效果。

[56]我可以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就像我“观察”我自己那样，我也揭示了我的体验和在这些体验中显示出来的灵魂的能力和属性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力可以通过操作得到训练和强化，但也可以被消解或弱化。

因此，比如，当我在自然科学中工作时，我的“观察力”增强了；当我致力于把那些在颜色上具有细微差别的丝线分类时，我的“分辨力”增强了；当我把我的生命用于享受时，我的“享受能力”增强了：每一种能力都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存在某种“习惯”（Gewöhnung）的程度，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些能力就突然变成了反作用：一个一再地置于我面前的“享受客体”开始“凌驾于”我之上，它最终使我感到厌倦、反感等。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从现象上来说，物理的东西正对心理的东西产生影响。但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因果现象中获得精确的自然科学的因果观念，并获得普遍的因果律。精确的自然科学建基于这个概念之上，而描述科学只与现象性的因果概念有关。但是，精确的因果关系概念和完全的因果确定性是精确的因果—发生心理学（kausal-genetischen Psychologie）的前提，心理学家以近代物理自然的科学为榜样来追求这门心理学。因此，虽然我们未能着手解答这些问题，但仅就指明问题的方向而言，我们已经很满足了。[7]

（d）表达现象

对感受的因果作用的思考已经把我们引向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深远的地方。然而，我们还没有详细地阐明从对感受的研究那里得来的东西。除了感受的伴随现象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感受的表达。

[57]我羞得脸红了，我愤怒地攥紧了拳头，我生气地皱起了眉头，我痛苦地呻吟，我欢呼雀跃。

感受与表达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感受与物理的伴随现象之间的关系。现在，我没有意识到物理体验来源于心理体验这种因果关系，更别说二者的单纯的同时性了。相反，当我在经历一种感受时，我感到它在一个表达中终结了或者把表达从它自身中释放了出来。[8]

依其纯粹本质而言，感受并非某种自身封闭的东西。它似乎承载了一种必须被卸载的能量。这种卸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很熟悉一种卸载：释放感受，或者——如人们所言——从动机上引发意志行为（Willensakt）和行动。感受与表达现象之间的关系与此完全相同。从动机上引发一个意志行为的感受同样也可以引发一个表达现象。依其意义，感受已经规定了它能从动机上引发哪些表达和哪些意志行为：[9]依其本质，它必须始终从动机上引发某个东西；它必须始终得到“表达”；只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是可能的。

[58]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在生活中，感受常常是在没有引发意志行为或身体表达的情况下发生的。众所周知，我们文明人必须“控制”我们自己，克制我们的感受的肉体表达。同样，我们被限制在我们的活动中，因此也被限制在我们的意志行为中。当然，也有在希望中“发泄怒气”（Luft zu machen）这种借口存在。如果一个职员既不能通过鄙夷的神情告诉他的上级：我认为你就是一个恶棍或蠢货，也不能做出一个除掉他的上级的决定的话，那么他依然可以隐秘地希望他的上级完蛋！

或许人们也可以在想象中完成那些在现实中会受阻的事情。一个天生就生活在受到局限的环境中而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身的人，可以在想象中通过打胜仗、上演一些英雄事迹，来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创造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能做在这个世界里被禁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形式。因此，就像格布萨特尔报道的那样[10]，在荒漠中即将渴死的人在他的前方看见泉水喷涌的绿洲或者大海，立刻变得神清气爽。

我们内心所充满的喜悦并未在忘我的遐想中停留在令人愉悦的客体那里，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完全被那个令人愉悦的东西所包围着，我们在我们的实在的周围世界中搜寻它，或者通过回忆的或自由想象的当前化行为来再现它。我们忽视了所有与之不兼容的东西，直到我们的心境与我们的周围世界达到完全和谐的状态。

我们需要对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进行全面说明。如果只是证实了，感受影响了“表象的再造”，以及这种情况通常是如何发生的，这还不够，而心理学通常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也有另一种表达，或者说表达的替代。由于社会的、审美的或伦理的原因，“自治的”人选择这种替代方式，他作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感受可以释放出一个使感受本身成为对象的反思行为。[59]体验在这个反思行为中就像在一个意志行为或肉体表达中那样“终结”了。我们常常说，反思唤醒了感受，进行反思的人不能有任何强烈的感受。这种推理是完全不合理的。感受在“热情的”感受表达中就像在“冷酷的”反思中那样“终结”了。表达的类型并不表示任何与被表达的感受的强度有关的东西。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感受依其本质需要表达。不同的表达类型是不同的本质可能性。[11]感受和表达的关系是一种本质关系和意义关联，而非任何因果关系。因此，肉体表达与其他来自感受及其意义的可能形式一样，也确实被体验到了。但是，我不仅感受到感受是如何进入表达的，以及它是如何在表达中“宣泄”自身的，而且我同时也已经在身体感知中获得了这个表达。

微笑是对我的愉悦体验的一种表达。当我微笑时，我的嘴唇变形了。当我沉浸在高兴中时，我也体验到高兴以现实的方式得到了表达，而我以非现实的方式同时进行身体感知。正如人们习惯于说的那样，我并没有意识到它。如果我把注意力转向我的身体的被感知到的变化，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变化是由感受引起的。

因此，除了被体验到的感觉的统一性之外，感受与表达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被构造了。为使一个心理物理个体成为现实，表达运用了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被体验到的体验和表达的统一性在身体感知中被打破了，表达被分隔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现象。因此，它同样也变成了可被生成的东西。我可以让我的嘴型变成微笑时的样子，以至于人们将二者“混淆”了起来，但实际上，这种变形根本不是微笑。

[60]相同的感知现象也可以独立于意志，以不同的表达现象表现出来。我气得脸红了，我羞得脸红了，我吃力地涨红了脸。在这些情况下，我对“血涌上了我的脸”有相同的感知。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我把脸红体验为对愤怒的表达；在第二种情况下，我把脸红体验为对害羞的表达；在第三种情况下，脸红根本就不是一种表达，而只是吃力的一个结果。

我们已经说过，为了把通过身体感知到的表达变成一个确定意义上的意向客体，还需要一种注意的目光。然而，即使被感受到的表达以现实的方式被体验到，但为了变成一个被把握到的客体，它也需要一种特殊的目光转向。这种目光转向不是从非现实性向现实性的转变——现实性是所有非理论的行为及其相关者的一种特性。[12]

我能把被体验到的表达现象客体化并把它们理解为表达，这个事实是自由地生成表达现象的可能性的一个进一步条件。然而，与一个表达相同的身体变化并未作为相同的东西被给予。由于生气而皱眉和为了假装生气而皱眉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即使我从身体感知转向了外感知，情况亦如此。既然表达现象表现为感受的宣泄，那么它们同时也就是在它们之中所显示的精神属性的表达：比如，愤怒的眼神揭示了一种激动的情绪。我们将通过对意志体验的考察来总结这项研究。

（e）意志和身体

意志体验对于心理物理的统一体的构造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伴随的物理现象（紧张感，等等）——尽管我们并不打算深入研究这些现象，因为我们已经从感受那里了解它们。此外，在我看来，我们所考察的那些肉体的表达现象不是意志行为本身的表达，[61]而是包含在复合的意志体验中的感受成分。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在两种实践的可能性之间进行权衡，现在我已经完成选择，并做出最后决定：我把头向脖子里一缩，轻快地跳了起来。

这些动作并不是意志决定的表达，而是从后果上对我的决心、主动性和不安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志本身并不具有一个表达。但是，意志像感受一样并不是自身封闭的，它需要发挥作用。正如感受从它自身中释放或者从动机上引发了意志行为（或者从进一步的意义上来说是另一个可能的“表达”）那样，意志在行为中表现自身。与意愿决断的“做！”（fiat！）相对应的是被意愿之物的“做出”（fieri）和行动中意愿主体的“做”（facere）。

行为可以是一个物理行为：我决定爬一座山，并实行了我的决定。这个行为似乎完全是由意志（Willen）引起的，而且是对意愿（Wollen）的充实。但是，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它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被意愿的。我想做的事是爬山。对于爬山来说似乎“必不可少的”是“亲自”去爬。为了实现自己，为了把被意愿的东西变为现实，就像感受为了实现其表达而使用了心理物理的机制那样，意志也运用了这一机制。同时，对这个机制的控制——至少是对“机器的启动”被体验到了。如果它同时意味着对阻力的克服的话，那么这种控制就可能被体验到。如果我在半路上走累了，那么疲劳就变成了不想挪动脚步的原因。这种抗拒侵袭了我的双脚，它们不再服从我的意志。意愿和欲求相互抵抗，为了获得对机体的控制而斗争。如果意志成了主人，那么每一个步骤就都是单独被意愿的，而运动的引起（Bewirken）也就在克服反作用的过程中被体验到。

在纯粹的心理领域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我决定参加一项考试，并很顺利地做好必要的准备。即使我在达到目标之前就已经精疲力竭了，[62]我也必须用一个能够克服强大阻力的意志行为来唤醒所有那些必需的思维活动。因此，意志是灵魂的主人，就像它是身体的主人一样，即使它未被绝对地经验到，也没有在拒绝服从的情况下被经验到。

在体验中显示自身的客体世界为意志设定了一个界限。意志可以转向（被感知到的、被感受到的或者其他作为现存的东西而被给予的）客体，但是，它不能把握一个并不现存的客体。这并不意味着，客体世界本身超越了我的意志范围。我可以在客体世界中造成一种变化，但是如果客体世界本身并不现成存在的话，那么我不能刻意地造成对它的感知。意志进一步受到反作用力的限制，反作用力本身部分地是与肉体相关的（当它们由感官感受引起时），部分地不是。

意愿和欲求对灵魂和身体的这种影响作用是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吗？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出自自由的因果关系吗？是“连续的”因果链条的断裂吗？行为总是在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这个过程可以在因果序列中完成，但是，这个过程的开始、意志的真正介入并未被体验为一种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志与因果关系无关。

当我们感受到肉体的疲劳是如何阻止意志发挥作用时，我们发现这是由因果关系来规定的。当我们感受到一种得胜的意志克服疲劳甚至使它消失时，我们发现意志在因果关系上是有效的。

意志的充实也与因果条件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借助一个由因果关系所控制的工具来完成其所有工作。但是，意志行为的真正有创造力的东西不是因果作用。所有那些因果关系都外在于意志的本质。一旦这个意志不再是一个心理物理个体的意志时，它就会摆脱那些因果关系。欲求也有一个相似的结构，一个欲求行为的产生并不显现为因果序列。[63]区别在于：在欲求这里，“我”是被拉入行为中，而不是自由地步入其中的；而且，在欲求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力量在自由地发挥作用。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行为都是意志行为。意愿和欲求都具有使用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的能力，但只能说，意愿的“我”是身体的主人。


5.转向陌生个体

我们至少已经对什么是一个个体性的“我”或者什么是一个个体这个问题给出了基本的说明：个体是一个统一的客体，在这个客体中，一个“我”的意识和一个物理肉体不可分隔地联结在一起，但它们各自都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肉体表现为身体，而意识则表现为统一的个体的灵魂。这种统一性是由下面这个事实所证明的，即某些过程是既作为灵魂的过程也作为身体的过程而同时被给予的（比如感觉、共通感）。此外，物理过程和心理过程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灵魂与实在的外部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因果关系，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统一性。心理物理个体作为整体是自然关系中的一个环节。

与肉体相比，身体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一个感觉领域的载体；它处在空间世界的定向的零点；它本身是自由活动的，而且是由自由活动的器官所构成的；它是它的“我”的体验的表达领域，也是“我”的意志的工具。[13]我们已经从对我们的个体的考察中获得了所有这些特征。我们必须通过考察我们的所有个体来获得这些特征。现在我们必须说明，陌生个体是如何被我们所构造的。[64]

（a）陌生身体的感觉领域

我们首先要考察，是什么让我们把陌生的身体理解为身体的，是什么让它在其他物理肉体面前突显出来的。因此，我们首先要问：感觉领域是如何被给予我们的？正如我们在自己的感觉领域那里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在“身体感知”中有一种原初的被给予性。[14]此外，感觉领域是以那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在我们的肉体的外感知中被“共同给予”的。在外感知中，未被感知到的东西可以和被感知到的东西一起存在。他人的感觉领域也以相同的方式为我在那里存在。因此，陌生的身体被“看作”身体。我们就是我们想称之为“共原初性”的这种被给予性的方式，在这种被给予性那里，我们遇到了物体感知。[15]

一个空间物体的被遮蔽的面和内在的面是与其被看到的面一同被给予的。简言之，整个物体都“被看见了”。但是（也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一个面的被给予性隐含着向新的被给予性推进的趋向。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么之前被遮蔽的那些面就在确定的意义上被感知到了，这个以前就同样原初的东西被原初地给予了。被意向或被预期的东西的这种充实在我们自己的感知领域的“共同看见”（Mitsehen）这里也是可能的，只不过不是在渐进的外感知中，而是在从外感知向身体感知的转换中。陌生感觉领域的共同看见也隐含着一些趋向，但其原初的充实在这里从根本上被排除了。我既不能在渐进的外感知中把它们原初地给予我自己，也不能在向身体感知的转换中把它们给予我自己。移情的当前化在这里是唯一可能的充实。除了空乏的表象或共原初性的方式之外，我也能让那些感觉领域获得被给予性，即把它们变成对我来说直观的东西，但是这种被给予性不具有感知的特征，而只是一种当前化，因此这与我们在描述移情行为时对它所进行的刻画是一样的。[65]感觉领域把“本身在那里”的特征归之于活生生地被给予的肉体，而它们是和肉体被一同给予的。当我们对现实的感觉本身而非对感觉领域进行考察时，这一点就变得更清楚了。

放在桌子上的手并不像它旁边的书那样处在那儿。它“压着”桌子（而且多少是有点力气的）；它软绵绵地放在那里，或者在那里伸开，而我以“共原初性”的方式“看见”了这种压力和张力的感觉。当我追踪存在于这种“共同把握”（Miterfassen）中的充实的趋向时，我的手（并非实际地而是“好像”）被移到陌生的手那里，进到了它里面，占据它的位置，摆出了它的姿势，而且感觉它的感觉——不是原初地感觉，也不是把它们感觉为自己的感觉，而是“与它一起”（mit）进行感觉。确切地说，是以移情的方式进行感觉——我们此前已经针对我们自己的体验行为和其他种类的当前化界定了移情的本质。在这个投射中，陌生的手始终被感知为陌生肉体的一个部分，而我们自己的手则作为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部分被给予，以至被移情的感觉，总是在与我们自己的感觉的对比中被突显为陌生的感觉（虽然我也没有以注意的方式把目光朝向这种对比）。

（b）感觉移情的可能性条件

由于外感知和身体感知的融合[16]，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理解为肉体，把我们自己的肉体理解为身体，保证了感觉移情（确切地说应该是“感觉—进入”（Einempfindung））的可能性。在空间中改变这个肉体的可能性和最终在想象中改变其实在的属性但保留其类型[66]的可能性，也保证了这种可能性。

如果我的手的大小（比如它的长、宽、掌距等）作为不可改变的固定值被给予我的话，那么对任何一只具有不同属性的手进行移情的尝试必然会招致失败，因为这些不同的属性相互冲突。但事实上对那些与我的手不同的男人的手和孩子的手的移情却很可能成功了。因为我的肉体及其部分并没有作为固定的类型，而是作为在固定的界限内可变的类型的偶然的现实化而被给予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留这种类型。我只能对这种类型的肉体产生移情，而且我也只能把它们理解为身体。对此我们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

还有不同的一般层次的类型，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种可能的移情层次。“人的肉体”这种类型并不限定我的移情客体的范围，更确切地说，是能够作为身体而被给予我的东西的范围。然而，它确实限定了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中，移情的充实的一个完全确定的程度是可能的。

在对陌生的手进行移情的情况下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不是“更合适的”（adäquater），但它依然是非常广泛的充实：我非原初地感觉到的东西可以逐步与他人的原初感觉达成一致。如果我比照着我的手来考察一条狗的爪子的话，那么我也没有任何单纯的物理物体，而只有一个身体的进行感觉的肢体。在这里，某种投射也是可能的。比如，当动物受伤后，我可能会有疼痛的感觉。但是，其他东西——比如某个行为和动作——只是作为没有充实的可能性的空乏的表象被给予我的。

如果我们离开“人”这种类型越远，那么充实的可能性的数量就会变得越少。在对与我的身体类型相同的陌生身体的理解中，“类比”——存在于对他人的把握中——这种说法的一个好的意义出现了。当然，这种类比与“类比推理”几乎无关。“相似性联想”也被表明是对一个熟悉的类型的具体化的把握。此外，福尔克特也强调，这一点对移情同样重要。为了理解一个动作，比如，一个骄傲的姿态，我必须首先把它与我熟悉的类似的动作“结合”起来。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它之中找到一个熟悉的类型。[17][67]这个讨论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论题。我们必须满足于上述对这个被提出的“先验”问题的提示，因为我们不能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了。

（c）感觉移情的后果及其在现有移情文献中的缺失

在移情过程的末端——我们的例子与通常情况一样——有一种新的客体化，根据这种客体化，我们像在移情过程的开端那里一样发现了与我们面对的“进行感觉的手”（当然，与外感知中的进展相比，它始终是现成存在的，只不过不是以注意的方式现成存在）。但是，现在，它获得一种新的尊严，因为空泛地被表象的东西已经得到了充实。由于感觉本质上是“我”的感觉，所以通过陌生肉体（严格地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把它叫做“肉体”了）的感觉层次的构造，一个陌生的“我”也已经被给予了。这个“我”可以意识到它自身，即使它并不一定是“醒觉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构造的这个基本层次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

福尔克特偶尔对“感觉进入”进行了研究，但是，他只是简单地把它刻画为感觉的再造，而没有探究其本质。他也没有考察其对个体构造的意义，而只是把它看作——唯独他叫做移情的那个东西发生的——一个辅助手段，即感受的移情，尤其是情绪的移情。他并不想把“感觉进入”称作移情，[68]因为，如果移情停留在感觉那里的话，那么它可能就是“某个完全贫乏而可怜的东西”（etwas geradezu Kümmerliches und Klägliches）。无论如何，我们不想对移情提出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进一步的论证将会表明，我们根本不能如此低估感觉的重要性。最后，我们不应该由于任何感受的原因而把本质上相关的东西分离开。对陌生体验的把握——比如感觉、感受，或其他东西——是一个统一的、典型的（即使各种各样有差别的）意识变样（Bewußtseinsmodifikation），而且需要一个统一的名称。为此，我们已经为其中的一部分现象选择了“移情”这个常见的术语。如果有人想为那个更狭小的区域保留这个名称的话，那么他就必须为那个更宽泛的区域创造一个新的名称。

利普斯曾经对感觉和感受进行了对比。他说：我看一个发冷的人，不是看冷的感觉，而是看他所感到的不适。这种不适通过感觉被唤醒了，这首先是反思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利普斯是如何得出这个论断的：这个论断根源于他对“符号”、“表达”现象的片面理解。在他看来，只有那些由表情、姿态等表达的体验才能以“可见的”或直观的方式被给予。但是，如果因此就说它们不能直接被给予，而只能作为感受状态的基础而被给予的话，那么这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断。

那个并未根据一个人身上的“鸡皮疙瘩”或冻青的鼻子而看到这个人在发冷，而是首先开始想他所感到的不适可能就是“寒冷”的人，一定在理解上出现了奇怪的反常。此外，这种寒冷的不适根本不用建立在冷这种感觉的基础上。比如，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兴奋状态的心理的伴随现象而出现。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在不冷的情况下感到冷”，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没有感到丝毫不适的情况下有冷的感觉。因此，如果我们只能绕过建立在这些感觉之上的感受状态才能获得这些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对陌生感觉的认识可能并不好。[69]

（d）陌生的身体作为空间世界的定向中心

我们获得了身体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它的定向的零点的位置。身体不能与空间性的外部世界的被给予性相分离。另一个体的肉体作为单纯物理的肉体与其他东西一样是一个空间物体。它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点上，在一个与作为空间的定向中心的我的某个特定距离上，在与其他空间世界的特定空间关系中被给予的。现在，当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感觉的身体，并通过移情把我自己投射到它之中时，我就获得了一个新的空间世界的图像[18]和一个新的定向的零点。不是因为我把我的零点转移到了这里，而是因为当我正通过移情非原初地获得另一个零点和定向时，我保留了我的“原初的”零点和我的“原初的”定向。另一方面，我既没有获得一个想象的定向，也没有获得一个空间世界的想象的图像。但是，这个定向和被移情的感觉都是共—原初的，因为它所指向的身体同时也是一个被感知的肉体，而且对于另一个“我”来说，它是被原初地给予的，尽管对于我来说，它是非原初地被给予的。

在构造陌生个体时，定向给我们帮了大忙，因为通过它，进行感觉的身体的“我”对外感知的完全的充实产生移情，而空间世界本质上是在外感知中被构造的。一个感觉主体已经变成了一个行为主体。因此，所有从对感知意识的内在的本质考察中得出的那些规定性都适用于这个主体[19]，而且关于行为的本质上可能的不同完成形态的陈述，关于感知行为和被感知者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陈述，也都适用于这个主体。[70]从根本上来说，外在地进行感知的“我”能够以“我思”的方式即特定的“被指向”（Gerichtetseins）一个客体的方式进行感知。而且，对完成的行为进行反思的可能性也同时被给予。当然，哪些完成形式是现成存在的这个问题尚未通过对一个进行感知的一般意识的移情作用得到预先规定。为此，我们需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来寻找不同的线索。但是，在具体情况中存在的本质可能性已经被先天地规定好了。

（e）陌生的世界图像作为我们自己的世界图像的变样

我在他人中进行移情的世界图像不只是根据他人的定向做出的对我自己的图像的变样，它也随着我对其身体属性的不同理解而变化。对于一个没有眼睛的人来说，世界的整个视觉的被给予性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存在一个与其定向相对应的世界图像，但是如果我把这个世界图像归之于那个没有眼睛的人的话，那么我就受到严重的移情欺骗。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是通过其他感官被构造的。或许由于我一直以来秉持的直观的习惯和思维习惯，使我不可能通过移情来充实其在空乏的表象中被给予的世界。但是，这些空乏的表象和直观的充实的缺乏被给予我。在更大程度上，这一点也适用于一个感觉迟钝的人（Mindersinnigen）对一个感觉丰富的人（Vollsinnigen）的移情。在这里，通过他人的世界图像来丰富我们自己的世界图像的可能性和移情对经验实在的外部世界的意义，都得到证明。这种意义在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f）移情作为构造我们自己的个体的可能性条件

从在移情中获得的定向的零点来看，我必须停止把我自己的零点看作零点，[71]而应该把它看作众多空间点中的一个空间点。同时，通过这种方式——而且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我学会了把我的身体看作与其他肉体一样的肉体。然而，只有在原初的经验中，我的身体才作为一个身体被给予我。此外，我的身体（在外感知中）是作为一个不完整的，而且与所有其他肉体不同的肉体被给予的。[20]在“重复的移情”[21]中，我重又把那个肉体理解为身体，因此，我首先是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心理物理个体被给予我自己的。对于这个个体而言，建基于一个物理肉体之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重复的移情同时也是使我自身的、像镜像一样的被给予性在我们多次碰到过的回忆和想象中成为可能的条件（或许也是使镜像理解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22]

如果只有一个零点被给予我，而且我的肉体也是在这个零点上被给予我的，那么虽然既存在转移我的零点和我的肉体的可能性，也存在在想象中进行转移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想象就与实在的零点及其定向相冲突（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可能性是移情的可能性条件），但是却不存在随便看我就像随便看另一个肉体那样的可能性。如果我在对童年的回忆中看见自己处在树梢上，或者在想象中看见自己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滩上，那么我就像看见另一个人那样看见我自己，或者说，就像另一个人看见我那样看见我自己。这使得移情对我来说成为可能。但是其意义远不止于此。

（g）实在的外部世界在主体间经验中的构造

我在想象中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不存在的（nichtseiende）世界，因为它与我的原初的定向相冲突（当我在想象中生活时，我不需要让这种非实存（Nicht-Existenz）获得被给予性）；我通过移情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实存的世界，它与原初地被感知的世界一样都是存在的。[72]被感知的世界和通过移情被给予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只不过它们各自是以不同的方式被看到的。但是，这同一个世界不仅是从不同的面向上被看到的，而且，当我从一个立足点到另一个立足点对这个世界进行原初的感知时，它也始终贯穿在连续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之中。在这些现象中，每一个之前的立足点从动机上引发了之后的立足点，每一个之后的立足点接替了之前的立足点。

虽然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从我的立足点向他人的立足点的转移，但是新的立足点并未进入旧的立足点的位置。我同时保留了两者。同一个世界不是此时以一种方式表象，彼时又以另一种方式表象，相反，它同时以两种方式表象。它以不同的方式表象，不仅依赖于瞬间的立足点，而且也依赖于观察者的特性。因此，这就表明，世界的显现依赖于个体意识，但是显现的世界——不论它以何种方式显现、显现给谁，它都依然是同一个世界——它都独立于意识。如果我被囚禁在我的个体性的界限之中，那么我就不能超越“向我显现的这个世界”。但至少可以设想，这个世界的实存——如果这种实存尚可以作为一种可能性被给予的话——的可能性依然未经证实。但是，一旦我借助移情穿越了这些界限，并且获得了同一个世界的，独立于我的感知的第二个、第三个表象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就被证实。因此，正如胡塞尔[23]和罗伊斯[24]所说，移情作为主体间经验的基础变成认识实存的外部世界的可能性条件。

现在，我们也可以对在关于移情的文献中出现的构造个体的其他尝试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利普斯完全有理由断言，我们自己的个体和复数的“我”是在对陌生肉体进行感知的基础上被构造的，在陌生肉体中我们（通过移情）发现了一种意识生活。[73]当我们已经学会通过与他人的“类比”来看待我们自己时，我们实际上首先把我们自己看成了一个个体，看成了“多个‘我’之中的一个‘我’”（ein Ich unter vielen）。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他只满足于一个如此简要的提示，在于他虽然一方面拥有陌生个体的肉体，另一方面拥有陌生个体的个别体验（这些体验被限定为在“符号关系”中被给予的体验），但他就此停步不前了。他既未表明二者是如何获得彼此的，也未表明移情在构造个体时的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深入讨论闵斯特伯格的解释了[25]，因为此前我们根本没有找到进入其解释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他的话），那么他此前已经多次重复过的解释将毋宁是说，一方面，我们已经区分了在共同体验中被给予的其他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区分了陌生肉体和在一种特定情况下被给予它们的空间世界（闵斯特伯格把这个世界叫做“表象”，在此我们不打算进一步驳斥这种观点）。当其他主体向我提出陈述的内容，而且这些陈述的内容显然依赖于他们的肉体在时空世界中的位置时，就产生了主体及其行为与肉体的关联。

在进行了充分证明之后，我们必须驳斥这门看似精巧的理论，因为它的构想根本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这么来看的话，那么一个肉体就绝不可能被理解为其他客体的“排序原则”（Ordnungsprinzip）。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移情的可能性，不存在把自身转移到其他主体的定向中去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其他主体关于其现象世界的陈述就始终是不可理解的（至少在一种完全进行充实的理解的意义上，有别于单纯空泛的语词的理解）。陈述可以在移情失效的地方起替补作用，或许也可以作为进一步移情的依据。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陈述不能代替移情。相反，陈述的成效是以移情的成效为前提的。最后，如果可以设想，[74]基于单纯的陈述，我们获得了围绕着一个特定肉体的空间世界的组合的表象，并且对有关这个肉体的那些陈述的主体进行了归类的话，那么我们是如何由这个表象而获得统一的心理物理个体的现象的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被认识到，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无可置疑地获得了个体这种现象。当然，这与把我们的身体理解为一个肉体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尽管“我们的表象的内容”依赖于肉体的“处境”。

（h）陌生的身体作为自由活动的载体

我们已经了解作为感觉领域的载体和作为空间世界定向中心的陌生的身体。现在我们在身体的自由可动性中发现了它的另一个构成要素。一个个体的运动不是像单纯的机械运动那样被给予我的。当然，在我们自己的运动中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如果我用我的一只手抓住并举起了另一只手的话，那么被举起的手的运动就像我举起的一个物理肉体那样是作为机械运动而被给予我的。同时流走的感觉构成我的身体的一个部分的位置变化的意识，但不是“我运动”的体验。

相反，我在运动的手中获得这种体验，也就是说，我不仅体验到了这只手的自发运动，而且也体验到它是如何把这种运动传达给另一只手的。由于这种自发运动同时也被理解为外在地感知到的机械运动，而且这两种运动也被理解为同一种运动（正如我们此前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所以，这种自发运动也“被看作”自发运动。

在这里，“有生命的”运动和“机械”运动之间的差别与“固有运动”和“联动”（Mitbewegung）交叉在一起。一种运动绝不能被还原成另一种运动，这一点已经被如下事实所表明：每一个“有生命的”运动同时也是机械运动。

另一方面，自发的运动并不是有生命的自发运动，因为也存在机械的自发运动：[75]如果一个滚动的球撞到了另一个球，并“带动”（mitnimmt）它一起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就获得了机械的自发运动和联动的现象。现在要问，是否也存在有生命的联动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假定我坐在火车里穿越一片风景，或者我在滑冰场上被人推了一把，而我自己并没有滑动（Gleitbewegungen）（如果我们首先忽略了不是联动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就只是在空间环境的变化的现象中被给予我的，而且，它也完全可以被理解为风景的运动或者我的肉体的运动。因此，存在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幻象”（optischen Täuschungen）：从我旁边飞驰而过的树和电线杆；舞台手法——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移动舞台背景来假装一条路在后退。因此，联动只能被解释为机械运动，而不能被解释为有生命的运动。这么说来，每一个有生命的运动似乎都是一个自发的运动了。当然，我们必须把“被分有的”（mitgeteilte）运动和联动区分开来。

假定一个滚动的球没有“带动”一个静止的球，而是通过撞击把自己的运动“赋予”它（或许它依然处在那里），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被分有的机械运动的现象。现在，这样一种被分有的运动不仅可以被感知为机械运动，而且也可以被体验为有生命的运动。当然，被分有的运动不是“我运动”，而是“被运动”（Bewegtwerden）。如果我被人推了一把跌倒了，或者我从一个斜面上被推了下去，那么我就把这个运动体验为有生命的运动，但不是“主动的”、由“冲动”而来的运动，而是“被动的”、被分有的运动。

我们在陌生的运动那里发现了与我们自己的运动类似的区别。如果我在车里看见某人在超车，那么他的运动与车的“静止的”部分的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没什么不同：它是我外在地感知的而非移情的机械的联动。当然，当我处在他的定向中时，我必须把他对这种我通过移情而当前化的运动的解释与这种解释完全区别开来。比如，如果他在车里自己挺起身来，那么他所实施的运动就完全不同。如果我通过移情以现在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共同参与了固有运动，那么我就“看见”我的固有运动的一种运动类型，[76]我把它理解为固有运动，我追随“共同被感知的”固有运动的充实的趋向。而且，我最终完成一种客体化，在这种客体化中，这种运动类型作为其他个体的运动出现在我面前。因此，陌生的身体及其器官作为运动的东西被给予我。而且，这种自由的运动与其他个体的构造联系在一起。

为了在这个肉体中对有生命的运动产生移情作用，我们（必须）已经把它理解为身体了。（即使我们可能通过一种“准—移情”（Quasi-Einfühlung）阐明它们与被分有的运动或联动之间的区别，比如，当我们“内在地共同参与”被撞击的和撞击的球的运动时），我们也绝不会把一个物理肉体的固有运动理解为有生命的运动。球的其他特性也不允许把当前化的有生命的运动归属于它。[26]另一方面，绝对的不动性与进行感觉的身体和生命有机体的现象是相矛盾的。[27]

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完全不动的生物。如果一个东西一动不动地处在某个地方，我们就说它“呆若木鸡”。空间的定向根本不能脱离自由运动。首先，如果没有固有运动，那么感知的多样性就会变得非常有限，以至于一个空间世界的构造（已然是个体世界的构造）就成了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移植到陌生身体中的可能性，以及一种进行充实的移情和获得其定向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自由运动是身体的构成要素，它是根本不能缺失的。

（i）生命现象

[77]现在，我们来考察一组以特殊方式参与个体建构的现象：它们出现在身体中，而且也是心理体验。我想把它们称作特殊的生命现象（Lebensphänomene）。它们包括生长、发展、衰老、健康和疾病、活力和疲惫（用我们的话说，是共通感。或者像舍勒习惯于说的那样，是“在其身体中感受自身”（sich in seinem Leibe zu fühlen）的方式和方法）：生和死。

正如他反对一般的移情理论那样，舍勒也极力反对通过移情来“解释”生命现象。[28]假如移情果真是一个发生的过程，而且假如在解释中果真包含那种将必须解释的东西说成不存在的趋向，那么这就是完全合理的了。此外，我看不到任何可以把生命现象与个体的其他构造成分分离开来的可能性，我也看不到除了移情的理解之外还能以其他方式来阐明生命现象的可能性。

在把共通感看作我们自己的体验时，我们已经明白了它们是如何“填充”身体和灵魂的，以及它们如何赋予每个精神行为与每个身体进程以特定的色彩（Färbung），它们是如何在身体那里被“共同—看见”的，就像感觉领域被“共同—看见”那样。因此，通过一个人的步态、举止和动作，我们也就“看见”了他“感受自身的方式”，他的活力、疲惫，等等。当我们通过移情与他一起完成这个体验时，我们也就使这个共同被意向的陌生体验得到充实。

此外，我们不仅在人和动物那里，而且也在植物那里，看到了这种活力和疲惫。在这里，移情的充实也是可能的。当然，我在这里所把握到的变异是我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巨大变异。一个植物的共通感并不显现为其行为的色彩，因为根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行为是现成存在的。因此我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把一个“醒觉的”我和对其生命感受进行反思的意识归之于植物。此外，植物也缺少其他我们所熟悉的动物的构造成分。[78]植物是否有感觉，至少这一点是很可疑的。[29]如果我们用斧子砍倒一棵树，而把我们的疼痛附加到这棵树上的话，那么这种移情是不合理的。植物也不是空间世界的定向中心，而且也不是自由运动的，尽管——与所有无机物不同——它有进行生命运动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些构造成分的缺失既没有赋予我们对现存的东西重新进行解释的权利，也没有赋予我们把植物的生命现象与我们自己的生命现象区分开来的权利。我们是否应该把生命现象从本质上看作一种心理现象，或者只是看作心理此在的本质基础，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搁一搁再说。[30]心理关系中的生命现象应该具有体验的特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或许有人发现，我已经在共通感中为生命现象的精神本质挑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然而，这种精神本质也必须在其他生命现象中得到证明。舍勒甚至已经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命的体验”。[31]如果他首先把“已经历过的”、已结束的和已完成的体验称作“心理的”体验的话，那么这对我来说就不是从心理的东西的本质中得出的定义。当前的心理的东西（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原初的东西）是正在生成的东西（Werdendes），是体验。已经生成的东西（Das Gewordene），已经历的和已完成的东西沉入到过去的意识流中。当我们进入新的体验时，我们把过去的体验留在身后；它失去其原初性，但它依然是“同一个体验”。它现在是活的，然后死了，但这并不是说，它现在是非—心理的（对此显然还没有一个肯定的表达），然后变成了心理的。就像正在凝固的蜡首先是液态的，然后变硬了，但它依然是蜡，它的质料没有发生变化。不存在任何非心理的个体体验（纯粹的体验——在还原中我们与纯粹的体验有关——不仅在生成时是非心理的，而且在已经被生成时也是非心理的），灵魂与生命不可分离。

[79]舍勒已经强调过，有一种生命上升和生命下降的体验。[32]这是一种体验行为，而不是对一个对象的拥有（Gegenständlich-haben），也不是对不可区分的发展阶段的证实。生命的连续统（Kontinuum）本身是作为这样的体验而非两个特别的点之间的距离的复合被给予我们的。此外，向这些点的上升、发展，还有其结果，都被给予我。（当然，当我们感知到其结果时，我们首先已经习惯性地“意识到了”这种发展，也就是说，把这种发展看成一个对象。比如，当我们感到虚弱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减弱。与此相应，在“更高的心灵生活”中，当我们发现一种倾向不复存在时，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倾向正在逐渐消失。）当我们把我们的发展和植物的发展相比较时，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图像，而是一个真正的类比——在之前被定义的、作为对同一类型的从属性的把握的意义上，是一个真正的类比。

身体的“健康状况”（Befinden）也一样：“感到病了”（Sichkrankfü-hlen）与“疼痛”几乎没什么关系。比如，一个人即使遭受严重的殴打，或者胳膊骨折，他可能依然觉得很健康，也没觉得疼得有多厉害。我在他人那里看到这种“感觉”，在移情的投射中使其获得被给予性。细心的观察者在同一张病理照片中看到许多因为疏忽而未被看到的个别特征。这就是医生“受过训练的眼力”（geschulte Blick）超出外行的地方。他依据这张照片做出诊断：枯黄的、凹陷的脸颊让他“看见”了癌；肺部的阴影和眼睛的反常光泽让他“看见”了肺结核。这意味着，他的诊断不是基于移情，而是基于他的知识，即这张“临床照片”反映了相关的病原体的作用。但是这张临床照片本身，这种对所有诊断都建基于其上的各种疾病类型的区分，通过他对这组现象的考察和长期大量的分辨练习，使他获得良好的移情能力。[80]当然这种能力通常还停留在移情的第一个阶段，而并没有前进到对疾病状况的投射中。病人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园丁照管植物的生长，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却不同于园丁与植物的关系。医生看到自己的病人，或者生气勃勃，或者疾病缠身，或者安然痊愈，或者久病不起。他通过移情设法获得病人的“健康状况”，他在因果关系的考察中探究这种健康状况的原因，并获得影响这个原因的手段。

（j）个体结构中的因果关系[33]

这种因果考察的可能性本身重又建立在移情的基础上。陌生个体的肉体本身是作为物理自然的一个部分在与其他物理客体的因果关系中被给予的：推它的那个人把运动传给了它；它的形状可以通过捶打和挤压被改变；它的色泽随照射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些因果关系还不是全部。

正如我们所知，陌生的肉体并未被看作肉体，而是被看作身体。我们看到，除了遭受和施加物理作用之外，它还遭受和施加其他作用。

用针扎我们的手不同于把一个钉子钉到墙里面，尽管机械过程是一样的，即楔入一个楔子（das Eintreiben eines Keils）。如果手被刺了，那么手会感到疼，而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了看到它与其他东西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必须人为地忽视这一点，还原这种现象。我们“看见了”这种作用，因为我们看见了作为感觉者的手。而且所有物理作用都可以被理解为引起心理效果的“刺激”（Reiz）。

除了这些外因的结果之外，我们还把握到了个体自身中的那些结果。比如，如果我们看见一个孩子刚才还活蹦乱跳地玩得起劲呢，过了一会就厌倦了，而且显得闷闷不乐。那么我们就把厌倦和坏心情理解为运动的结果。[81]我们已经看到运动是如何作为活生生的运动被给予我们的，厌倦又是如何作为厌倦被给予我们的。（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我们也通过移情理解了“坏心情”。

现在，虽然我们还不能根据已获得的这些与料进行因果推理，但我们已经通过移情体验到了结果。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在其他个体那里观察到了感受传染的过程，而我们自己不受这些传染物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通过移情把握到心理间的因果关系。或许当演员说“人们只听见了抽噎，而女人在哭泣”时，我们立刻在观众席的各个角落听到了压抑的抽噎。而且，当我们把自己投射进这种多愁善感的情绪中时，我们感到自己同样被这种描写的情绪所攫获，而且我们也因此获得了在那里进行的这个因果过程的图像。

最终，我们也在每一个致使物理自然发生变化的行为中，在本能的行为中，在意志行为中，看到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当我观察对一个刺激的“反应”时，比如，当一块向某人飞去的石头由于一种“机械的”防御运动（Abwehrbewegung）而偏离了它的轨道时，我就看见一个心理的中间环节参与其中的因果过程。当我把自己投射到他人之中时，我把那个客体理解为刺激，而且体验到了反向运动（Gegenbewegung）的产生（这些过程可以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发生，但是，不论把它们称作“无意识的”还是“纯粹生理学的”，都是不合理的）。这样，我就把石头偏离其轨道体验为反作用的结果。

如果我看见——就像某人基于一个意志决定而行动那样——在一场赌博中，某人输了，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那么我就通过移情理解了行为是如何从意志中产生的。在这里，意志显现为因果过程的primum movens（第一推动者），而不是一系列物理原因的中间环节。

从现象上来说，我们既有心理的东西对物理的东西的作用，也有（在没有物理的中间环节的中介作用下）心理的东西对心理的东西的作用（比如，在一种并非由身体的表达所引起的感受传染中，[82]即使一种表达形式作为理解体验的条件起了中介作用，这种作用也依然是心理的东西对心理的东西的作用）。[34]但是，无论这种作用是以物理的东西为中介的还是纯粹心理的，它都必然具有与物理自然中的现象的因果关系同样的结构。

现在，在舍勒这里，我们就遇到这种观点，即我们在心理的东西中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在物理领域中并不存在。[35]这种新的效力在于，每一个过去的体验在原则上都可以在没有中间环节起中介作用的情况下（因此也在没有被再造的情况下）对每一个将来的体验产生影响；同样也在于，一个将来的事件也可能对当前的体验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来说：心理的因果关系并不在于每一个体验都受在先的体验的制约，而在于其对体验总体的依赖，在于对个体生活的整体的依赖。如果我们首先坚持后一种表述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完全假定，每一个体验都是以它之前的整个体验系列为条件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假定，每一个物理过程都是以它之前的整个因果链条为条件的。

因此根本的区别在于：在物理领域中“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心理领域中，“相同的原因”的出现从本质上被排除了。但是如果有人纯粹坚持作为原因的体验和作为结果的体验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一种新的作用方式就根本没有得到证明。让我们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36]

在我实际上早已完成一个意志决定、一个交给我的任务之后，我的意识转向了我的行为过程，但我在当前的行为中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难道意味着，一个过去的、已完成的体验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当前的体验吗？完全不是。[83]长时间未被充实的那个意志在这段时间之内尚未陷入“遗忘之中”，尚未沉入到过去的体验流中，用舍勒的话说，它变成了“已经历的生活”。它只是从现实性的方式转化成非现实性的方式，从主动性转化成被动性。如下事实属于意识的本质：在每一个体验瞬间，我思，即“我”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行为，始终被一个背景体验的晕圈、被非现实性所包围着。这些非现实性不再或尚不是我思，因此，它们也未被反思。相反，为了被理解，它们必须首先通过（它们随时都可以采取的）我思这种形式。即使它们不是现实的，它们也还是当前的、原初的，因此，它们还是有效的。未被充实的意志并没有死亡，而是继续生活在意识的背景中，直到它的时间到来，直到它被意识到。然后，它就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它不是一个对当前的东西产生影响的过去的东西，而是一个延伸到当前的东西。

因此，我们完全同意，意志的再造并未使行为开始。我们甚至会走得更远。我们会说：意志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一个被遗忘的意志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一个“被再造的”意志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意志，而是一个被当前化的意志。因此，它不能影响任何行为（就像在一间黑屋子里，我们无法让一盏在想象中燃烧的煤油灯为我们的阅读提供必要的光亮）。要想能够发挥作用，它必须首先复活，被再次经历。

那些“先有征兆”（ihre Schatten vorauswerfen）的未来的事件也一样。舍勒举詹姆斯为例[37]：詹姆斯不喜欢讲授的逻辑学课程都是在下午，在此影响下，他整个上午都会去做一些全然多余的事情，只是为了让自己找不到时间去备那讨厌的课——然而他自己却并没有“想这样做”。对一个危险的事件的所有预期都属于这种类型。为了逃避恐惧，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客体，但是，恐惧并未消失，它依然停留在“背景之中”，[84]而且在对我们的整个行为产生影响。作为一个不是被特别指向的非现实的体验，恐惧有其客体，即被预期的事件。虽然恐惧不是完全当前的体验，但它始终倾向于变成现实的体验，倾向于把“我”拉入它之中。恐惧总是拒绝委身于我思，它躲进其他现实的体验之中，而这些体验却在它们的纯粹进程中被那个背景体验阻止了。

在此在的每一瞬间，什么东西最终与整个生命的效力有关？对此我们必须说：进入当前中生活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发挥作用，而不论发挥作用的体验的起始点距离“现在”有多远。童年的体验也可以持续到我的当前，即使它们被大量后来的事件挤到背景当中。这一点也可以在针对其他人格的思想态度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在我没有想起我的朋友的时候，我也并未“忘记”我的朋友。他们属于我的世界的未被注意到的当前的视域。即使当我并不生活在爱之中时，我对他们的爱依然存在。我对他们的爱影响了我的实际感受和行为。我会出于对一个人的爱而不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同时自己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同样，在我童年时灌输给我的对某个人的仇恨会影响到我后来的生活。即使这种仇恨被完全挤到背景当中，而且我根本就没有再想起过这个人。如果有一天这种仇恨又出现了，那么它就转化成现实性，而且在一个行为中得到释放，或者在反思中得到澄清，从而不再起作用了。相反，属于我的过去的东西，暂时或永久地被遗忘的东西，以及只能（通过回忆或另一人的解释）以当前化的特征被给予我的东西，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一种被回忆的爱不是原初的感受，它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如果我出于过去对某人的爱慕之情而有意取悦于他的话，那么这种意愿是建立在对这种过去的爱慕之情的一种积极的执态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被当前化的感受之上。[85]

以上所言表明，舍勒提出的这些事例并未说明在物理领域对心理领域发挥作用的现象结构中有任何区别。我们尚未在心理领域中发现任何“远距作用”（Fernwirkung）。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在机械因果关系的领域中，我们也有潜在的力量的一种平行的转存（Ausspeichern）和隐藏的力量的一种作用。比如，集聚的电能首先在放电的那一刻“生效”。

最后，我们在身体的进程中也碰到类似的情况：在病症出现之前有一个病原体的“潜伏期”，在此期间，病原体并未显现其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找出病因之前，我们可以发现机体的多种变化。不论这里所强调的因果现象的相似性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物理的因果关系和心理的因果关系之间的根本区别。然而，要想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对心理实在和物理实在的不同结构进行认真研究。

（k）陌生的身体作为表达现象的载体

我们已经了解作为心灵生活载体的陌生身体，我们以特定的方式“考察”了它。现在还缺少一组现象，这组现象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精神领域。

当我在脸红中“看见”害羞，在紧皱的眉头中“看见”生气，在紧握的拳头中“看见”愤怒时，这与我看见陌生身体的感觉层次，或者与他一起感知到其他个体的感觉和生命感受不同，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在后者那里，我与肉体的东西一起把握到精神的东西；在前者那里，我通过肉体的东西把握到精神的东西。在新的现象中，精神的东西不仅与肉体的东西一同被感知到，而且还通过肉体的东西得到表达。体验及其表达处在一种关系中。[86]我们发现，在菲舍尔那里，而且尤其在利普斯那里，这种关系被描绘成一种象征关系。[38]

我们来说明利普斯在不同时期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版（1899）中，他说，生命的表达好像是那些变得有意义的东西的符号，因为它们唤起我们对自己的体验的回忆。[39]在他1903年以来的著述——两卷本的《美学》、《导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第一版以后的新版本以及其他简短的著述——中他强烈反对这种说法，拒绝把生命的表达（Lebensäußerungen）理解为“符号”。

与此同时，胡塞尔发表了《逻辑研究》，第一研究阐明了语词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即存在一些现象的统一性，这些统一性完全不能通过联想的提示而变得可理解。

这些解释可能促使利普斯修正他的观点。从那时起，他区分了“符号”和“表达”或“象征”。说某个东西是一个符号意味着：一个被感知到的东西对我说，另一个东西存在。因此，烟是火的符号。象征意味着：在一个被感知的东西中，有另一个东西，而且是一个精神的东西，这个精神的东西在这个被感知的东西中“被一同把握到”。（从他的理论来看，在这里他也会说“被一同体验到”。）

利普斯喜欢为“符号关系”举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区别：一方面，悲伤和悲伤的表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火和烟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87]两种情况[40]有某种共同点：一个外感知的客体指向的是某个并非以同样的方式被感知到的东西。尽管如此，也存在另一种被给予性。烟把火指示给我，它是我的“主题”，是我实际转向的客体，并且在我之中唤起了进入另一种关系的趋向。我的兴趣流入一个特定的方向。从一个主题向另一个主题的转变是以动机引发这种典型的形式完成的：如果一个存在，那么另一个也存在。（除了单纯的联想之外，这里还有很多东西。“烟让我想起了火”，即使我们在这里也可能被引向联想。）在悲伤的表情中，悲伤的“一同被给予”是另一个东西：悲伤的表情本来根本不是一个导向另一主题的主题，而是与悲伤合而为一的。因此它本身完全可以进入到背景之中。表情是悲伤的外观，二者构成了一个自然的统一体。

因此区别也就很清楚了：实际上在个别情况下，体验是按照指号（Anzeige）的类型被给予的。在一个熟人那里，我注意到了一种熟悉的面部表情，而且可以确定：当他出现这种表情时，说明他心情不好。但是，这些情况似乎偏离了正常情况，即象征的被给予性。此外，它们已经以某种象征的被给予性为前提了。[41]

在没有“想要……”或“应当……”的情况下，指号和象征都超越了自身。（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就把它们二者与真正的符号区分了开来。）

然而，区别还是有的。如果我仍然把目光转向烟，并且观察它如何升起又如何消散，这与我把目光转向火是一样“自然的”。如果我设想把我引向那个方向的趋向不存在，那么我虽然不再具有完整的感知客体，但客体本身还是同一个客体，是同一种类的客体。[88]相反，如果我把悲伤的表情看作脸的扭曲，那么我就完全不再有同一个客体，也不再有同一种类的客体。在两种情况下，这都与不同的充实的可能性有关：一种情况下，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外感知中空乏地被表象的东西得到了充实；另一种情况下，通过（在这里是必要的）Metabasis eis allo genos（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变），转向移情的投射。被感知的东西和空乏地被表象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被证明是一种可体验的、可理解的关系。但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即象征尚未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出现，这样一来，它就还是空乏的东西中的一个提示：我所看见的这个东西是不完整的，它依然属于某个我并不知道的东西。

这些阐述应该可以说明利普斯对象征的理解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理解为象征的东西实际上都在起象征作用；这也不意味着，对“指号”和“象征”的区分是充分的。象征对他来说是姿势（Gebärden）、运动、静止的形式、自然的声音和语词。因为他在这里明显是用“姿势”一词来指示无意识的表达，这个名称是合适的。当然，对于目的的表达来说，这种描述还不够，于是我们进入符号领域。

我想暂时忽略“静止的形式”（比如面部特征、手的形状等等）、“人格的表达”，而只限于考察实际体验的表达。因此，至于运动——这些运动具有一个“内在的活动种类”或者一种“感受自身的方式”——它们在这里可以是指不同的东西。它有可能在于一个人的整个外在习性（habitus），在于他运动的类型与方式，在于他的某种人格姿态：可以将它与“静止的形式”共同探讨，因此在这里可以省略。另外，利普斯认为，一个动作可以显得轻快、自由和灵活，也可以显得笨拙和拘谨。这属于一系列生活现象，我们已经考察过它们的被给予性。最后，其他作为共通感的东西也可以与运动一起被理解：比如，感受也可以与这些运动一起被理解。比如，我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步态和举止看出他的悲伤。但是这里并不存在象征关系（symbolische Relation），而是指示关系（Anzeige）。[89]因此，悲伤并不像属于悲伤的表情那样属于运动，它也没有在运动中得到表达。

相反，感情色彩（Affektlaute）与可见的表达运动完全处在同一阶段，恐惧与恐惧的叫喊是一体的，就像悲伤与悲伤的表情是一体的一样。恐惧的被给予性与汽车的被给予性不同——汽车是通过其车轮的滚动把它自己指示给我的，这就像悲伤是在悲伤的表情中被给予的，而火是通过烟指示给我的。

进入到字句（Wortlaute）中的材料与感情色彩密切相关：高兴或悲伤、平静或激动、友好或排斥，都可以表现在语气中。在这里，也存在象征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却被应属于语词本身的东西所遮蔽。但是，如果把语词本身称作象征，并且断言：（1）一个解释行为存在于说者对判断行为的陈述中，就像悲伤存在于悲伤的表情中那样；（2）对语言的理解正是以此为根据的[42]，那么这就完全误入歧途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对（被听到和被理解的）语词的被给予性进行进一步研究。同时，我们也可以讨论已经多次提及的一般符号（Zeichens überhaupt）的本质。比如，水手的信号或者宣告国王在宫里的旗子都是符号。与信号一样，字句本身不是主题，而只是通向主题即它们命名的那个东西的一个中间点（Durchgangspunkt）。如果它们本身变成主题的话，那么它们就唤起一种显得受到妨碍的转变的趋向（Übergangstendenz）。在理解（尤其在语词那里）的正常情况下，转变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几乎谈不上是一种趋向。然而，当人们被一个生词——这个生词起先未被理解，只是包含了对意义的提示——拦住去路的时候，这种趋向就变得可见。

“通过感官被感知到的”东西的完全的回退把符号与记号（Anzeichen）——记号通过其完全实际的内容变成“主题”——区分了开来。另一方面，我们不应把符号与象征置于同一层面上，因为被命名的东西确实不像在象征中被把握的东西那样是一同被感知到的。

[90]其他问题也随之而来。信号有一种应当（Sollens）、苛求（Zumutung an sich）的特征，这一特征最终在把信号规定为符号的表象中得到了充实。在纯粹的象征那里，这一点失效了：悲伤的表情不“应当”意味着悲伤；脸红不“应当”意味着羞愧。象征的特征和信号的特征在目的的表达中以某种方式结合到了一起——以目的的表达而使用作为符号的象征：现在，我在紧皱的眉头中把握到的不只是不赞成，而且紧皱的眉头本身将会而且应该（will und soll）把这种不赞成表现出来。被把握的意向赋予了整个现象以一种新的特征。尽管如此，意向本身依然可以在象征关系中被给予（或者在目光中被给予），或者它可以作为整体形势的一个结果而出现。

现在，语词处于什么情况呢？它也像信号一样有一种应当的特征吗？显然，语词可以作为被传达的东西，更确切地说作为向我或向他人传达的东西，或者只是作为“自言自语”（laut gedacht）的东西在那里存在。对于语词是如何带有这些特征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它们对语词的理解来说毫无关系：“着火了”这句话不论是被喊出来的，还是说给我或别人听的，它对我来说意思都是一样的，确实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从这种区分中被一同给予出来。当某人说出这句话时，虽然说者和他所说的话一同被给予，但说者并不是在他所说的话中被把握到的，而是与他所说的话同时被把握到的。这一点对于语词的意义来说不起任何作用，它只是指向其直观的充实的路标：比如，为了充实感知陈述的意义，我必须把自己置于说者的位置上。因此，语词完全可以就其自身得到考察，而无需考虑说者和任何在言说者那里发生的东西。

那么，是什么把语词和信号区分开来？一方面，我们有信号物（Signalkörper），有事态，有过程，有通过协议（Konvention）在两者之间架设的桥梁，它使人注意到自己就是那种“应当指明（soll anzeigen）”。因此，信号在指称它们这个事态本身完全未受影响。[91]另一方面，首先已经与信号物相对应的不是语词的肉体（Wortkörper）而是一个语词的身体（Wortleib）。语音不是某种能够独立存在，并且从外部为其所是再附加上一个符号功能的东西，而是意义的载体，而且，无论它是真实地被听见，还是被虚构出来，它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是意义的载体。相反，信号是实在的。如果信号是虚构的，那么其符号功能也便是杜撰的。然而，一个虚构的语词意义（Wortbedeutung）是不存在的。语词的肉体和灵魂构成了一个活的统一体，但是这个统一体允许两者有相对独立的发展。[43]信号不能发展。一旦它已经获得其规定性，那么它就始终承载着这种规定性。一个任意的行为可以赋予它一种功能，也可以使它失去这种功能。此外，它只是由于一个在它那里完成的创造行为而存在。但是，一旦它存在了，它就像所有人类技艺的产物那样脱离了这个创造行为。如果相关的“创造者”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参与信号的创造，那么这个信号就死了，因此它也就不再起作用了。

假定一场暴风毁坏了巨人山脉（Riesengebirge）中的所有路标。如果当初创建了这个符号系统的巨人山脉协会错误地以为这个符号系统依然状况良好而没有尽到修复责任的话，那么那些徒步旅行者必然会迷路。

这种情况在语词这里不可能发生，因为语词始终由一个意识所承载（这个意识当然不是此时此地说话的这个人的意识）。它靠一个精神的“恩典”（von Gnaden）活着（也就是说，不是凭借精神的创造行为，而是对它的活生生的依赖）。语词的载体可以是一个个体性的主体，但也可能是一些变换的主体——这些主体通过一种体验的连续性与一个统一体联结在了一起——的共同体。

最终，语词与信号的区别在于：语词通过意义的中介指向对象，而信号根本没有意义，而只具有意指（Bedeutens）的功能。而且，语词并不像信号那样简单地指向事态。进入语词的不是事态，而是事态的逻辑的—范畴的形成。[92]语词并不指称（bezeichnen），而是表达，而被表达的东西也不再是它先前所是的东西。[44]当然，如果被表达的东西是一个精神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一点也是适用的。

如果有人对我说，他很悲伤，那么我就理解了这些语词的意义。我现在所知道的悲伤不是作为一个感知的被给予性摆在我面前的“活着的”悲伤。它与在象征中被把握到的东西完全不同，就像我听到的关于这张桌子的说法与我看到的桌子的背面完全不同一样。一种情况下，我处在断言的领域中，即命题和意义的领域中；另一种情况下，我处在与对象领域的直接的直观的接触中。

意义始终是一个一般的东西。为了把握此时此地被意指的是哪个对象，它始终需要一种直观的基础的被给予性，而意义体验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象征中，不存在任何处于被表达的体验和进行表达的身体变化之间的中间层次。

但是，意义和象征具有某种共同点，这种共同点致使它们常常被称作“表达”。这种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构造了一个客体的统一性；与被表达的东西脱离了关系的表达不再是同一个客体（这与信号物不同）；表达源于体验[45]，并使自己在质料上符合被表达的东西。

这些关系都以简单的形式出现在身体的表达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字句中被复制（语词—意义—对象；与此相对应是：对象的具有（Haben des Gegenstands）、逻辑的意指（logisches Meinen oder Bedeuten）和语言的指称（sprachliches Bezeichnen））。由于表达功能，我在表达中把握到了被表达的体验。而表达功能，总是在表达之来源于被表达者的体验中获得充实的。我们之前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而且也在一种扩展的意义上使用了“表达”一词）。[93]在理解的情况下，这种体验不是原初的，而是被移情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区分口头表达和身体表达。

对身体表达的理解建立在对陌生身体进行体验的基础上，而这个陌生身体则被理解成了一个“我”的身体。我把自己投射进这个陌生的身体中，完成了这个已经与相关的表情一起空乏地被给予的体验，而且体验到了它是如何在那个表达中结束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语词那里，我们可以忽略说话的个体。我在从语词到意义的理解过程中有对意义、对这个观念对象的一种原初的把握。而且只要我依然处在这个领域中，那么我就不需要陌生个体，也不需要通过移情和他一起实行他的体验。

对被意指者的直观的充实也可以通过原初的体验完成。我可以把句子所陈述的实际情况给予我：当我听到“天在下雨”这句话时，我在没有顾及有人正对我说这句话的情况下就理解了这句话；当我亲自向窗外看的时候，我就让这种理解获得了直观的充实。只有当我想具有说者的陈述以之为基础的直观及其完整的表达体验时，我才需要移情。

因此，应该明白的是，人们并未在从字句直接导向意义的方向上获得体验；就语词具有观念的意义来说，它不是象征。但是，如果还有其他道路是从语词这里开始的，情况又如何呢？

语词的纯粹类型是意义的入口；但是（或许除了孤独的心灵生活之外）我们始终是在某件世俗的外衣下，在语言、文字或印刷品中碰到这个入口的。这件外衣可能未被注意到，但它也可能把自己突显出来（比如，当它并未清楚地描绘出语词的轮廓时等）。这样一来，它就把兴趣引到了自己身上，同时也引到言说者身上。[46]说者似乎正在说出这些语词，或者正在把这些语词传达给别人，抑或传达给我。在后一种情况下，[94]这些语词就“应当”为我指明某个东西。因此，它们不再单纯是对某个对象的表达，而同时也是人的赋义行为和作为基础的体验，比如一个感知的表达或者传诉。

向说者及其行为的转变不能从字句而只能从语词的意义那里开始：一个问题、一个请求、一个命令总是被指向某人，因此涉及言说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所有机遇性的表达也是如此。在这里，言说者的意向实际上也服务于对语词的理解：从言说者的意向来说，我们所把握到的不是语词通常所意指的东西，而是由此时此地的这个意向所意指的东西。

语词也不能因其传诉功能而被称作象征。这首先是因为，对于相关体验的把握来说，它们并不构成唯一的也不构成主要的基础；其次，因为这些体验不是在语词中被把握的，而只是从语词出发得到把握的，而且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显示为通过象征被给予的体验。人们最多可以说，当我们说话时，表达看法的生动性与表达活动中的感情是一样的，但它不是被传诉的体验本身。值得注意的是：语调和重音也应归属于作为表达的语词（对话语的本质部分的强调，疑问句中语调的升高，等等）；此外，它们也可以具有传诉的功能。当然，这些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47]

如果我们根据象征的被给予性的这种特征搞清楚，是什么把它与迄今还在考察的心理的东西的单纯的“共同被给予性”区分开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移情的投射的层次上，外在地被感知的东西来源于在第一个层次上“共同被感知到的东西”这个事实被体验到，而这一点在以前所考察的那些情况中是缺失的。

[95]一只进行感觉的手的外观（Aussehen）并不像笑声来自于快乐那样来自于感觉。另一方面，这种“来自于”（Hervorgehen）尤其不同于因果序列。正如我们以前所说，害羞和脸红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吃力和脸红之间的关系。然而，因果关系始终是以“如果……那么”的形式出现的，以致一个（心理的或物理的）事件的被给予性从动机上引发了向另一个事件的被给予性的推进。在这里，一个体验来自于另一个体验这个事实，是在最纯粹的内在性中被体验到的，而并没有绕过客体领域。

我们想把这种被体验到的“来自于”叫做“动机引发”。所有那些通常被叫做“动机引发”的东西都是这种动机引发的一个特例：行为由意愿引发，意愿由感受引发。但是，表达之来自于体验也是一种动机引发。而且，胡塞尔所提到的感知中的动机引发[48]，从客体的一种被给予性向另一种被给予性的过渡也都应该被理解为动机引发。或许有人试图把动机引发理解为心理的东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也存在一种完全不同于动机引发的心理的因果关系。相反，这种动机引发本质上属于体验领域，在其他情况下根本不存在这种关系。与因果关系不同，我们习惯于把动机引发的关系称作可理解的关系或有意义的关系。

理解只不过意味着体验到（而非对象性的拥有）在一个体验整体内部从一个部分向另一个部分的转变，而且所有客体的意义、所有对象的意义都只是在这种体验中被构造的。一个行为是理解的统一体或意义的统一体，因为可理解性或意义的统一体以及构造它的部分体验存在于一个可被体验的关系中。在同样的意义上，体验和表达构成了一个理解的整体。我理解了一个表达，而我只能让一种感觉获得被给予性。[96]因此，我就被表达现象引入到了心理的东西的意义关联中，并因此而获得了修正移情行为的一个重要工具。

（l）移情行为的修正

有可能废除一个意义统一体的东西必须以欺骗为依据。如果我看见伤者的伤口因而对其疼痛产生移情作用的话，那么我往往会看他的脸，因为他遭受痛苦的表情可以证实我的经验。相反，如果我看到的是一种愉快的或冷静的表情的话，那么我可能会对自己说，他必定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因为疼痛的意义就在于从动机上引发一种在表情中可见的不愉快的感受。（由新的移情行为和可能以这些移情行为为基础的推理组成的）进一步的考验，可以把我引向另一种修正：虽然感官感受确实是现成存在的，但其表达却被有意遏制；或者这个人确实感觉到了疼痛，但是由于他的感受行为的倒错（Perversion），他不是在遭受疼痛，而是在享受疼痛。

此外，进入意义关联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模糊的”表达。脸红到底意味着害羞还是生气，抑或只是身体吃力的结果，这要视那些促使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对那个东西产生移情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相关的这个人之前说了一句蠢话，那么我就直接得出了被移情的动机引发关系：对他的愚蠢—害羞—脸红（之间的关系）的洞见；如果他在脸红的同时攥紧了拳头而且还骂骂咧咧的，那么我就知道他在生气；如果他之前弯着腰或者在快步走，那么我就对一种因果关系而非动机引发关系产生了移情作用。在个别情况下，这种洞见可以直接完成，无需进行“差别诊断”（Differenzialdiagnose），惟当我在理解一个命题时需要考虑，哪些可能的意义会在各个语境中附加给一个语义双关的语词，我才会引入其他案例来进行比较。

通过对移情行为的修正，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对隐藏在一种表情背后的东西的理解就得到了说明。[97]以前我们区分“真的”表达和“假的”表达。比如，拘谨的笑和真正亲切的笑不同，生动的笑和僵硬的笑不同等。当引人发笑的实际的情感冲动已经逐渐消失时，生动的笑依然挂在脸上。但是我也能看穿“欺骗性的”模仿的表达。如果某人以最诚挚的腔调让我确信他对我持有体恤之情，而同时却又冷漠地或带着纠缠不休的好奇心上下打量我的话，那么我就对他丧失了信任。

一个意义统一体中的移情的和谐也使我对这样一些表达现象的理解成为了可能：这些表达现象出自我们自己的体验，而我不了解它们；或者它们根本就是不可体验的。勃然大怒是一个可理解的意义整体，其中所有单个的要素都可以被理解，包括那些未知的东西，比如怒笑。因此，我也能理解一条狗摇尾巴是高兴的一种表达，如果它的眼神和其他行为举止也表露这样的感受，而且它的处境也证成同样的感受的话。

（m）精神个体的构造及其对修正移情的意义

但是修正的可能性还要继续下去。我不仅理解了单个体验和单个的意义关联，而且也把它们（就像在内感知中把我自己的体验）看作个体的属性及其载体的显示。

我不仅在友好的目光中把握到一种实际的情感冲动，而且也把这种友好理解为一种习惯性的品质。我从勃然大怒的人那里看到“暴躁的性情”，而在洞明世事的人那里看到睿智。

或许这些属性是在得到证实和修正的移情行为的一个完整系列中被我构造的。但是，如果我已经以这种方式获得（作为这些属性的统一体的）陌生的“人物”形象的话，那么这个人物本身就可以作为我进一步对移情行为进行评价的依据。如果有人向我讲述了我原以为诚实正派的一个人的无耻行径的话，[98]那么我就对这个人丧失了信任。而且就像在单个体验中存在意义关联那样，在个人的属性之间也存在意义关联，即存在本质上兼容的属性和本质上不兼容的属性：一个真正善的人不能是一个有报复心的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不能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一个襟怀坦荡的人，不能是一个“耍外交手腕的人”，等等。

因此在每一种属性中，我们都把握到一个人物的统一性，正如我们在每一个物的属性中把握到一个物的统一性那样。因此，我们为将来的经验获得一个动机。因此，我们在移情行为中根据个体的所有要素构造了个体。

（n）移情的欺骗

就像在每一个经验中都可能存在欺骗那样，在移情这里也可能存在欺骗。但是在移情这里的欺骗只有通过同一种类的经验性行为，更确切地说，通过最终回返到这些作为其基础的行为上去的推论，才可以被揭示出来。我们已经一再地碰到这一问题，即这些欺骗的可能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我们在移情时以我们的个体属性而非我们的类型作为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49]

举例来说，如果把我们对颜色的印象赋予色盲，把我们的判断力赋予孩子，把我们的审美接受性赋予无教养的人的话，那么结果就是如此。

正如舍勒所做的那样，如果移情只意味着这种对陌生的精神生活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拒绝它。但是，这里他所面对的是他在其他理论中指责过的东西：他曾经把欺骗的情况看作正常情况。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这种欺骗只能再度通过移情来祛除。

如果我通过移情感受到一个完全没有音乐细胞的人居然正在像我一样享受贝多芬的交响乐的话，那么，一旦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极度无聊的表情时，这种欺骗就消失了。

[99]从根本上来说，当我们进行类比推理时，我们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在此，我们自己的实际的（非典型的）属性也构成我们的出发点。另外，由于从逻辑上来说，我居于优先地位，所以我得到的并不是一个欺骗（即对一个事实上并不现成存在的东西的一种主观臆想的原初的被给予性），而是基于错误前提的错误结论。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一样的：错过了实际上现存的东西。当然“健全的人类理智”（gesunde Menschenverstand）[50]并未把“从自己到他人的推论”看作获得陌生精神生活的知识的可用的工具。

为了防止这种错误和欺骗，我们始终需要通过外感知让移情来指导我们。陌生个体的构造完全建立在肉体构造的基础之上。因此一个在外感知中具有特定属性的肉体的被给予性是一个心理物理个体的被给予性的前提。另一方面，仅仅通过外感知，我们还没有达到超越物理肉体的这一步，相反，正如我们所见，个体本身完全是在移情行为中被构造的。由于精神建立在肉体之上，所以心理物理个体中的移情只有对一个同一类型的主体才是可能的。

比如，一个纯粹的“我”——对于这个“我”来说，没有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心理物理的关系被原初地构造——或许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客体被给予了，但是它却不能感知到被赋予了灵魂的肉体和活着的个体。

当然，在这里很难决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本质必然性。这个问题需要单独进行研究。

（o）陌生个体的构造对于我们自己的精神个体的构造的意义

现在，正如我们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在把身体看作定向中心的地方）所看到的那样，陌生个体的构造是完整地构造我们自己的个体的前提。我们也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找到某种类似的东西。在内感知中考察我们自己，即考察我们的精神的“我”及其属性，意味着像我们看见他人和他人看见我们那样看见我们自己。[100]主体的原初而素朴的态度是在其体验行为中生成的，而这种生成没有成为客体。我们爱或恨，我们意愿或行动，我们高兴或悲伤，我们将它们付诸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些行为没有被把握，没有变成客体的情况下，都被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并未对这种生成着手进行考察。我们没有把它变成注意的甚或观察的对象。此外，我们没有进一步把它变成评价的对象。因此，我们没有把它看作对于一个“人物”来说它所表示的那个东西。

相反，我们在陌生的精神生活这里做了这些事情，因为陌生的精神生活与被感知到的肉体关联在一起，它从一开始就作为客体矗立在我们面前。由于我现在把它理解为了“像我这样的人”（meinesgleichen），所以我开始把我自己看作一个与它一样的客体。当我通过移情把握到了我的个体在其中被他人所构造的那些行为时，我在“反思性的同情中”（reflexiver Sympathie）完成了这项工作。从他的“立足点”出发，我通过我的肉体性的表达看到了那个在其中显示的“更高的精神生活”，看到了在其中被揭示的精神属性。

因此，我获得了他人所具有的关于我的“形象”，更准确地说，是我在其中把我自己呈现给他人的那些现象。因此，正如同一个自然客体是在如此多的现象中被给予的那样，也存在许多进行感知的主体。而且，就像我能有如此多的进行解释的主体那样，我也能有同样多的对我的精神个体的“解释”。[51]当然，一旦这个解释通过移情被充实，那么我在其中把握到了我的体验的那些被重复的移情行为就可能与原初的体验处于矛盾当中，而那个“解释”也因此被证实是一个欺骗。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我所了解的所有关于我自身的解释都有可能是错误的。

但是，很幸运，我的体验不仅有可能在重复的移情中被给予我，而且有可能在内感知中原初地被给予我。这样，我就让我的体验直接被给予了，而无需借助其表达或者肉体现象。现在我也原初地而非通过移情把握到了我的属性。正如我们所说，[101]这种态度不同于自然态度，而且正是移情引发了这种态度。但是这种态度不是一种本质必然性，因为也存在独立于这种态度的内感知的可能性。因此，在这种关系中，移情似乎不是一个构成要素，而是把握我们自己的个体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这不同于把我们自己的身体解释为一个与他人一样的肉体离开了移情，这种解释是不可能的）。

作为这样一个辅助手段，移情还有另一副面孔。正如舍勒已经向我们指明的那样，内感知包含欺骗的可能性。除了进一步的证实或矛盾的感知行为之外，移情也被看作对这种欺骗的修正。他人对我的评判和认识可能要比我自己对自己的评判和认识更准确。比如，他注意到，当我想表明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善举时，我像是在四处寻求认同，而我自认为是出于纯粹的慈悲心才这么做的。为了把我自己给予我，移情和内感知就是这样密切合作的。



[1] 当然很清楚，这种可能性从根本上就被排除了。

[2] 参见特劳戈特·康斯坦丁·奥斯特莱西：《我之现象学》，第122及下页。亦可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1部分，第359页及以下。

[3] 我想这就解释了“化身”（Doppelgängers）这种体验：比如，在海涅的著名诗篇中，诗人在街上闲逛最后走到了他至爱的房子跟前，他看到自己就站在房门前。这是自我在回忆或想象中被给予的双重方式。后面我们将会考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自身”—拥有（“Sich”-Haben）这种现象事实上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参见本书第2部分，第9页及第71页以下。（参见海因里希·海涅《歌曲集1》，《还乡集：1823—1824》，第20首《静静的夜》，收于：《历史考证版全集》，曼弗雷德·温福尔编，汉堡，1975年，第230页）

[4] 我们当然必须研究，这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是否有一个世界被给予了这个“我”，被给予这个“我”的世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5] 当然，必须要考虑，是否一个只展示了感觉与料而丝毫没有展示我的行为的意识应当被看作是“无我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说，身体是一个“被赋予了灵魂”的但却“无我的”身体。然而，我不认为这种解释是可以成立的。

[6] 在接下来的部分会更清楚地阐明这一点。

[7] 关于因果关系，可进一步参见本书第80页。

[8] 为了防止误解，我想强调，我是在上面用过的意义上和字句中，把“表达”看作某个根本不同的东西的。我虽然不能在这一点上指明这种区别，但是为了避免歧义，我想从一开始就提请注意这种区别。

[9]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追究表达活动是否像达尔文所认为的那样是原初地合目的的行为，还是像克拉格斯所设想的那样是无意识的和无目的的行为这个问题（路德维希·克拉格斯：《表达活动及其诊断性的使用》，第293页）。无论如何，克拉格斯也强调了表达现象和行为的高度相关性。在他看来，所有素朴的行为和创造都像表达活动那样轻松而无意识地来源于体验行为，而且行为的这种本能形式在他看来是原初的形式，这种形式首先逐渐从意愿行为中被排除了。达尔文在其著名的论文《论情感活动的表达》中给出了一种对某种与肉体现象相对应的情感的描述，这种描述是以细致的观察为基础的。他试图提出这些肉体性的过程得以发生的心理物理的机械论。但是，他既未注意到表达与伴随现象之间的描述性的区别，也未认真地提出这一问题，即是什么把那些过程变成了它们所引起的情感的表达。

[10] 路德维希·克拉格斯：《表达活动及其诊断性的使用》，第57及下页。

[11] 考恩在另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了“表达”这个词（参见约纳斯·考恩《普通美学》，莱比锡，1901年，第56页）；也就是说，对于所有“外在的东西”来说，我们都在其中觉察到了一种内在的生活。但是在这里，我们视为表达的那个特殊的东西，即表达的动机，是缺失的。

[12] 参见胡塞尔《观念》Ⅰ，第66页（《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82页）。

[13] 似乎很显然，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通常首先存在于其他关于个体或有机体的定义中的概念：目的概念。为了不再通过讨论目的概念为我们的阐明加重负担，我没有这样做。但是，之所以如此，也有事实根据：我不认为，人们可以说，一个直接被体验到的心理物理事件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目的。这意味着，对于一个陌生个体的移情的把握而言，目的概念并未得到思考。

[14] 《观念Ⅰ》，第46页及以下。

[15] 参见本书第2部分，第5页。

[16] 从融合现象到一种发生学的移情解释或许是可能的。只是人们必须返回我们自己的体验，而且也不能立刻谈论陌生的外部体验与我们自己的体验的融合。

[17] 约翰·福尔克特：《美学体系Ⅰ》，第241页及以下。

[18] “图像”这个词是理解空间世界的一个蹩脚的比喻，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把这个世界作为图像呈现给我们。相反，这个世界本身总是从一个面向被看见的。

[19] 参见胡塞尔在《观念Ⅰ》第48及下页、第66页及以下部分的分析（《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57及下页、第74页及以下）。

[20] 胡塞尔：《观念Ⅰ》，第44页及以下（《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56及下页）。

[21] 见本书第2部分，第18及下页。

[22] 胡塞尔：《观念Ⅰ》，第9页（《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18及下页）。

[23] 参见胡塞尔《观念Ⅰ》，第279页、第317页（《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329页、第372及下页）。

[24] 参见约西亚·罗伊斯《自身意识、社会意识和自然》（见《哲学评论》，1895年，第5期，第465—485页；第6期，第577—602页）。

[25] 参见本书第2部分，第39及下页（亦可参见雨果·闵斯特伯格《实验心理学论集Ⅰ》，弗莱堡，1889年，第127页及以下）。

[26] 由于每一个身体同时也是一个肉体，而且每一个有生命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机械运动，所以考察肉体及其运动是可能的，“好像”它们就是身体。物理肉体中的运动移情在审美移情的文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7] 即使植物不具有动物主体的自由运动，但本质上它们依然具有生长现象，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运动也并不只是机械运动。此外，它们也具有向日性等其他生命运动。

[28] 舍勒：《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兼论爱与恨》，第121页（《舍勒全集》第7卷，第235页及以下）。

[29] 某种现象致使我们承认光的可感性或者对某种触摸的可能性，但我想对此保留意见。

[30] 这样一来，生命现象就可以被设想为非心理的，而植物则可以被设想为无灵魂的生物。

[31] 舍勒：《生命哲学》，第172页及以下（《舍勒全集》第3卷，第312页及以下）。

[32] 舍勒：《生命哲学》（《舍勒全集》第3卷，第311—339页）。

[33] “因果关系”在这里意指通过直观把握到的依赖关系，而非在物理学意义上可精确规定的依赖关系。

[34] 关于因果关系问题，参见舍勒《生命哲学》，第22页。

[35] 参见舍勒《偶像》，第124及下页；《生命哲学》，第218页及以下；《所谓养老金歇斯底里的心理学与针对弊端的合法斗争》，第236及下页。参见前面第2部分，第37页。

[36] 下面我们打算忽略这个问题，即“效力”是否是以因果关系或动机引发的形式出现的。

[37] 舍勒：《心理学》，第224页。（施泰因在这里的引用是错误的，而且不统一。她参阅的章节如下：舍勒：《所谓养老金歇斯底里的心理学与针对弊端的合法斗争》，见《论文与文章Ⅱ》，莱比锡，1915，第236页及以下；《舍勒全集》第3卷，第297及下页）

[38] 即使“共同感知”这个词没有详尽地刻画表达现象，但它对表达现象来说依然很重要。我们在表达现象中所把握到的体验与表达现象融合在一起。福尔克特尤其强调了这一点（福尔克特：《美学体系Ⅰ》，第254及下页）。身体的各个部分、表情本身都好像被赋予了灵魂，精神的东西似乎是可见的。比如，微笑时表现出的高兴，从眼神中流露出的快乐。体验和表达的统一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常常用其中的这一个来指称另一个：如痴如醉、垂头丧气、情绪高涨（参见克拉格斯：《表达活动及其诊断性的使用》，第284及下页）。

[39] 前引利普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第13页。

[40] “符号”和“表达”这两个术语——正如我们将会在后面指出的那样——用在这里不合适。因此，我们将会论及“指号”和“象征”。接下来关于“指号”、“符号”和“表达”这些概念的阐释与胡塞尔在1913/14年冬季学期研讨班上的论述密切相关。

[41] 如果利普斯允许把“经验”看作移情的补充的话，那么他可能想到象征的被给予性。

[42] 参见利普斯《美学Ⅱ》，第2页；《心理学研究Ⅱ》，第448页。

[43] 意义不变，但语调变了；发音不变，但意义变了。

[44] 对于信号行使语词的功能，或者语词被用作信号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

[45] 卡拉格斯强调了语言的“表达”特征及其相对于沟通功能而言的原初的优势地位（克拉格斯：《表达活动及其诊断性的使用》，第342页）。

[46]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考虑书写文字和印刷文字。

[47] 与利普斯不同，沃尔夫冈·多恩（Wolfgang Dohrn）虽然同意其关于艺术表现的观点，但他还是明确强调作为意义（内容）的表达的语言，和作为体验内容的外在化或传诉的语言的区别（参见多恩：《作为美学问题的艺术表现》，汉堡/莱比锡，1907年，第55页及以下）。接着，多恩把诗的种类描述为不同的外在化形式。

[48] 胡塞尔：《观念Ⅰ》，第89页（《胡塞尔全集》，第3卷，第111页及以下）。

[49] 赫伯特·罗伊特肯（Hubert Roetteken）也注意到了这种移情的欺骗（而且是其他可靠的经验领域中的欺骗）（罗伊特肯：《诗学》，第22页）。

[50] 也译“健全的理智”或“常识”。——译者注

[51] 因此，当威廉·詹姆斯说，人有与认识他的那些个体一样多的“社会自我”（soziale Selbst）（詹姆斯：《心理学》，第178页）时，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只不过我们不想接受“社会自我”这个名称而已。


第三章 移情作为对精神人格的理解

1.精神与精神科学的概念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都在研究个体的“我”的构造。我们把个体的“我”看作自然的一个部分，把身体看作诸肉体中的一个肉体，把灵魂看作以肉体为基础的东西，把遭受和产生的结果编排到因果关系中，把所有心理的东西都看作自然事件，把意识看作实在。

唯有这个理解无法得到彻底的贯彻，在构造这个心理物理个体的过程中，有某种超出这个框架的东西在许多地方透射出来。意识不仅显现为以因果关系为条件的事件，而且同时也显现为客体的构造。[102]因此，它脱离了自然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为对象：意识作为客体世界的一个相关者不是自然，而是精神。

我们不想冒险闯入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新问题，更谈不上解决它们了。但是如果我们想对那些在关于移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问题、对关于陌生人格（Persönlichkeit）的理解问题采取某种立场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些新问题。稍后我们将看到，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首先，我们想确定，精神在多大程度上潜入我们对心理物理个体的构造。当我们把陌生的身体理解为空间世界的定向中心时，我们已经把它的“我”看作一个精神主体了，因为我们已经赋予它一个构造个体的意识，而外部世界则被看作这个意识的相关者。所有的外感知都是在精神行为中被完成的。

同样，我们也已经通过每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移情行为，即对一个感受行为的把握，进入精神的王国。因为，正如物理自然是在感知行为中被构造的那样，一个新的客体领域是在感受行为中被构造的：这个新的客体领域就是价值的世界。主体在高兴中有一个令他高兴的东西；在害怕（Furcht）中有一个令他害怕的东西；在畏惧（Angst）中有一个令他畏惧的东西；甚至情绪也有作为其客体的相关者：对于一个快乐的人来说，世界沐浴在希望的光辉中；对于一个忧伤的人来说，世界笼罩在一片黑暗中。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他们的感受行为被一同给予的。

首先，表达现象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些体验的入口。因为我们认为表达现象来自于体验。同时在这里，我们也通过心理实在——心理实在应该归属于作为一个心理物理个体的体验的行为，而且它还包括对物理自然的影响——使精神进入物理世界，使精神在身体中“变成可见的”（Sichtbarwerden）成为可能。

这一点在意志领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意愿行为不仅有一个作为客体的相关者，即被意愿的东西，而且当它发动一个行为时，它赋予了被意愿的东西以实在性；意愿行为具有了创造性。[103]我们的整个“文化世界”、所有“人手”塑造的东西、所有使用的客体，所有的手工艺品、技术、艺术都是已经变成精神的相关者的实在。

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和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作为活的生物的科学的生物学——生物学也包括经验心理学）描述自然客体，并试图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明它们的实在的起源。自然存在论试图揭示这些客体的本质和范畴结构。[1]

“自然哲学”或——为了避免这个声名狼藉的词——自然现象学指明了这种客体是如何由意识所构造的。因此，它对那些“独断论”科学——这些科学甚至没有对其方法做出任何说明，而且也不需要说明——的工作方法给出了澄清性的说明。

精神科学（文化科学）描述精神的产物，但是它们并不满足于此。它们——通常二者是不分的——作为包括文化史、文学史、语言史、艺术史等在内的最广义的“历史”，探究这些产物的起源、这些产物从精神中诞生的过程。但它们不是通过因果解释，而是通过复活历史的理解来这么做的。（如果精神科学家是以因果解释的方法来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做法只有在说明文化产品的发生过程时才被允许，因为文化产品的发生过程是一个自然事件。因此，有一门语言生理学（Sprachphysiologie）和语言心理学（Sprachpsycholo-gie），它们研究人体的哪些器官参与了发声的过程，哪些心理过程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语词被另一个发声相似的东西所代替。这些研究有其价值，只是人们不应该认为它们就是语言科学或语言史本来的任务。）当精神科学探究精神产物的发生过程时，精神本身在工作。更确切地说：一个精神主体通过移情把握到另一个精神主体，而且把握到了这个精神主体的作用（wirken）。

澄清精神科学的方法这个问题只是在最近才被真正提了出来。[104]虽然伟大的精神科学家们已经走上正确的道路（正如兰克和雅各布·布克哈特的一些说法所表明的那样），而且也已经“完全意识到了正确的道路”——即使他们还缺乏明晰的洞见。但是，如果在没有弄明白其工作方法的情况下还能正确地前行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的任务的误解就必然会在科学工作中导致危险的后果。以前，人们对自然科学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应该使自然事件成为“可理解的”（比如证明自然是神圣精神的造物）。只要自然科学没有对此提出异议，那么它就不能够正确地发展。

现在，存在相反的危险。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自然事件进行因果解释，而是全然把因果解释看成了自然科学的理想。如果这种解释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家的话，那么倒也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对自然科学的方法的热情还没有控制自然科学家本身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悄然满足于对“非科学的”（因为是“不精确的”）精神科学的蔑视。人们并不想对精确性做出让步，因此精神科学常常处于从属地位，最终迷失了自己的目标。

我们发现心理学[2]是历史的基础这种解释充斥于历史方法的教科书中，而且对这种解释的研究也很迫切地被（比如，方法论领域的权威伯恩海姆）推荐给了年轻的历史学家。我们当然不认为心理学知识对历史学家毫无用处。虽然心理学知识可以帮助历史学家认识那些超出其研究领域的东西，但它们并没有为历史学家提供真正的客体。在我不能理解的地方，我必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3]但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在工作。

如果我查明，一个历史人物由于一种疾病而出现某种心理紊乱的现象，比如丧失了记忆，[105]那么我就发现了一个过去的自然事件，它同时也是一个历史事件，就像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毁灭庞贝古城一样。我能用规律（假定我有这样的规律）来解释这个自然事件，但这个自然事件根本不会因此而变得可理解。人们应该“理解”的只是，当这些自然事件出现时，它们是如何从动机上引发相关的这些人的行为的。因此，作为“动因”，这些自然事件也获得了历史意义。但是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再把它们理解为应该通过自然规律来解释的自然事实了。如果我“解释了”过去的整个生活，那么我就已经完成一项自然科学的工作，但是我也就因此根除了完全来自过去的精神，而没有获得任何历史知识。如果历史学家把确定和解释过去的心理事实当作自己的任务的话，那么也就不再有历史科学了。

狄尔泰把泰纳的历史著作看作这种心理学解释后果的一个可怕的例子。狄尔泰的终生目标是为精神科学奠定真正的基础。他强调，解释的心理学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他想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来代替解释的心理学。[4]

我们认为，“描述的”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描述心理学也是作为自然的灵魂的科学。这样一门心理学就精神科学的工作方法所能给予我们的启示，与它就自然科学的工作方法所能给予我们的启示一样少。现象学促使相关科学意识的反思性研究澄清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这一点上，狄尔泰并不完全明白。

虽然他也把“反省”看作为认识论奠基的一条道路，[5]而且在把反思的目光转向精神科学的工作方法时也把这种方法看作对过去的精神生活的复活性的理解（或者移情式的把握——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6][106]但是他发现作为自然或心理物理个体的生命整体的人是这种理解的主体。[7]因此，对作为自然的人进行研究的科学，即描述心理学，一方面是精神科学的前提，另一方面赋予精神科学以统一性。因为精神科学涉及这种整体性在其中任意发展的单个分支：艺术、道德、法律，等等。

但是，自然和精神之间的根本区别也由此被取消。精确的自然科学也呈现为一个统一体：每一门这样的自然科学对其客体来说都有“自然对象”这个具体的东西的一个抽象部分。灵魂和心理学的个体也是自然对象。

移情对于这些客体的构造来说是必需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的个体也被设为前提了。但是，我们必须把进一步要刻画的精神的理解与这种移情区分开来。[8]

但是我们从狄尔泰的误解中了解到这一点，即除了澄清精神科学的方法外，我们还必须为它奠定一个客观的基础，即与自然的存在论相对应的精神的存在论。正如自然的东西有一个本质的、基础性的结构那样，如果经验的空间形式表现了观念的几何构成物的现实化的话，那么也就有一个精神的本质结构和观念类型，而那些历史人物好像就是这个本质结构和观念类型的现实化。如果移情是陌生人格在其中被给予我们的经验的意识的话，那么它也是获得这种观念类型的典范基础，就像对自然的经验是关于自然的本质认识的基础那样。因此，我们也必须从我们的考察中找到进入这些问题的入口。


2.精神主体

[107]因此，我们首先要确定，在构造心理物理个体时，我们对精神主体获得了什么样的认识。我们发现，精神主体是一个“我”，在这个我的行为中，一个客体世界被构造，而且这个我本身凭借其意志创造了客体。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主体都是从同一个“方面”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也不是在相同的显现过程中被给予的。相反，每一个主体都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因此我们获得了精神主体的一种个体性的特征。然而，我们身上的某个东西拒绝把这个明显缺乏基础的“精神主体”看作人们通常所谓的人格。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以前的解释完整地刻画精神主体的特征。精神行为并不会毫无关联地处在一起——就像一个光束带有作为交点的纯粹的“我”那样——，相反，我们体验到，一个点“来自于”另一个点，“我”从一个点“滑入”（Hinübergleiten）另一个点：这里的“来自于”、“滑入”即是我们前面所谓的“动机引发”。体验的这种“意义关联”——在心理的和心理物理的因果关系中被如此奇特地排除，而且在物理自然中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绝对应该归之于精神。动机引发是精神生活的规律。精神主体的体验关系是一个（原初地或通过移情）被体验到的意义整体，而且本身是可理解的。这个有意义的“来自于”把动机引发和心理的因果关系区分开来，把对精神关系的移情的把握与对心理关系的移情的把握区分开来。一种感受依其意义从动机上引发了一个表达，而这个意义划定了一个表达的可能性的范围，就像一个句子成分的意义（在形式上或质料上）预先规定了其可能的补语那样。这仅仅意味着，精神行为受制于普遍的理性法则。因此，正如对思维来说存在理性法则那样，对于感受、意愿和行为来说也存在理性法则，这些理性法则在先天科学中得到表达：[108]除了逻辑学之外，还有价值论、伦理学和实践（Praktik）。

理性的规律性与本质的规律性有区别。一个意愿行为本质上是由一个感受行为引起的。因此，一个不是由动机引发的意愿行为是不可思议的。根本不能设想有这样一个主体，他想使某个并未显现给他的东西具有某种价值。意愿行为（它设定了某个应当被实现的东西）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向可能的东西（即可被实现的东西）。从道理上来说，人们只能意愿可能的东西。

但是也有一些人很不理智，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已经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否能被实现。他们只是因其价值才意愿它，并努力使这个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病态的精神生活表明，许多与理性法则相矛盾的东西事实上是可能的。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精神错乱（Geistesgestörtheit）。与此同时，心理的规律性可能是完好无损的。另一方面，在有些心理疾病中，精神的理性法则依然完全有效，比如在感觉缺乏、失语症那里，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认识到了精神反常和心理反常之间的根本区别。在第二种情况下，对陌生的精神生活的理解完全未受影响，只不过我们必须对被改变的因果关系进行移情。然而，在精神疾病中，我们不再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只能对一个因果序列进行移情，而不能对一个体验之“来自于”另一个体验进行移情。

最后，还有一系列病理学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心理的机制和理性的规律性似乎都不起作用。相反，这些案例在理性法则的范围内表现为体验行为的变种，比如，由灾难性事件所引起的抑郁。在此，不仅未受疾病影响的那部分精神生活是可理解的，而且疾病现象本身也是可理解的。[9]我们从这些考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109]即精神主体在本质上受理性法则的支配，而且精神主体的体验处在可理解的关系中。


3.感受体验中的人格的构造

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此。即使到现在，我们也尚未获得人们称之为人格的东西。不过，倒是很值得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迄今为止被考察的客体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在精神行为中被构造。

“我”是在感受行为中被构造的，这是一个古老的心理学传统。[10]我们想知道用这个“我”能够意指什么，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证明这个论断。

用常规的心理学语言来说，人们区分了感觉和感受：在感觉中，我感觉到了“某个东西”（这是一种解释，但我们并不认同）；在感受中，我感受到了“自己”，但也或许是“我”的行为和状态。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行为都是“我”的体验，在每一个这样的体验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反思碰到这个纯粹的“我”。此外，感受也是关于某物的感受，它是一个进行给予的行为。另一方面，一旦这个“我”已经被构成了，那么每一个行为就都必须被看成是这个精神的“我”的状态。

然而，在体验领域中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区别。在“理论行为”、感知行为、表象行为、关系思维或演绎思维（beziehenden oder schließenden Denkens）中，我都是以“我”和行为都不在场的方式指向一个客体的。也总有把一种反思性的目光投向这些行为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总已经被完成了，而且做好被感知的准备。但是，这种情况不发生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完全沉浸在对这个客体的思考中。也可以设想，一个只在理论行为中生活的主体有一个与之相对的客体世界，但它从未觉察到它自身和它的意识，它本身也不是为了自己才“在那里存在”的。[110]但是，一旦这个主体不仅感知、思维，而且也感受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再可能了。因为当它感受时，它不仅体验到客体，而且还体验到了它自身。它体验到感受来自于“它的‘我’的深处”（Tiefe seines Ich）。因此，这也意味着，这个“自己”体验的“我”不是纯粹的“我”，因为纯粹的“我”没有深度。

但是在感受中被体验到的“我”有不同的深度层次，而感受就来源于这些被揭示的深度。人们想区分“感受行为”（Fühlen）和“感受”（Gefühl）。我不认为这两个名称切中了不同的体验种类，它们只是同一个体验的两个不同的“方向”。

当感受行为把一个客体，更确切地说，把客体那里的某个东西给予我们时，感受行为就是体验。只要行为来自于“我”，或者揭示了“我”的一个层次，那么感受就是同一个行为。然而，为了把感受、感受之来自于“我”以及确切意义上的这个“我”本身变成客体，还需要一种特殊的目光转向。这种转向尤其不同于反思，因为，它没有把一个事先根本不在那里为我存在的东西带到我面前。另一方面，这种转向也不同于从一个“背景体验”——“背景体验”是这样一种行为，在其中，一个客体面对我，但它不是我的转向所偏爱的客体——转变为特殊的我思——特殊的我思是这样一种行为，在其中，我在本来的意义上指向客体：因为转向感受不是从一个客体的被给予性转变为另一个客体的被给予性，而是一个主观的东西的客体化。[11]

此外，在感受中，我们体验到我们自己不仅是现成存在的，而且也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这些感受表现出了我们的人格属性。我们以前就已经提到了在体验中出现的灵魂的那些稳固的属性。我们举过一些这种稳固的属性的例子，比如，在我们的回忆中表现出来的记忆力，在我们的感受中表现出来的热情。

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概括是最肤浅的，[111]因为它根本不涉及相同的属性——（就其在灵魂的本质结构中的位置而言）它们是存在论的，（而就其是由意识构造的而言）它们也是现象学的。如果我们生活在回忆中并把目光转向被回忆的客体，那么我们将永远不能获得像“记忆力”这样的东西。

以前对我们来说并不现成存在的回忆首先在内感知这种新的行为中“被给予”，它们也表现为对精神及其属性（或“能力”）的显示。在“洋溢的欢乐”或“恼人的痛苦”中，在它们未在新的行为中“被给予”的情况下，我在它们的实行中觉察到我的冲动和它们在我之中占据的位置。我没有感知到它们，但我体验到了它们。

相反，这些被体验到的属性也能像感受那样被客体化。比如，如果我们想对这些属性有所述说的话，那么这种客体化就是绝对必需的。另一方面，这些客体化的行为也是进行给予的（感知的或单纯指示的、意指的）行为，而且被体验到的“我”和被感知到的“我”的重合也在这些行为中出现了。为了获得一个完整的图像，我们必须研究所有的体验种类。

感觉没有对被体验到的“我”产生任何结果：我所感觉到的压力、温暖，或光刺激（Lichtreiz）乃至什么都不是，它们不是我在其中体验到我自身的东西，它们根本不从我的“我”这里产生。相反，如果它们被变成了一个客体，那么它们就把“可感性”显示为稳固的精神属性。

所谓的“感受的感觉”或“感官的感受”、对一个触觉印象的兴趣、感官的疼痛，已经进入了“我”的领域。我在我的“我”的表面体验到这种兴趣和疼痛。我同时也在其中体验到作为我的“我”的最上面的或最外层的“感官的接受性”。[12]

[112]此外，有这样一种感受，它们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自身体验”：共通感和情绪。我之所以区分共通感和情绪，是因为共通感“与身体关联在一起”，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该引入这个问题。共通感和情绪在意识序列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它们不是进行给予的行为，而是由于给进行给予的行为“着色”才成为可见的。因此，它们也很突出，因为它们在“我”之中并没有任何确切的处所，它们既不在“我”的表面也不在我的深度中被体验到，它们也没有揭示“我”的任何一个层次。相反，它们完全充满了“我”，穿透或者可以穿透所有层次。它们就像光一样无所不在。比如，一个人的快乐作为一种被体验的属性无论如何都不是在“我”之中得到定位的，而是像一束灿烂的光辉倾泻在“我”上面。所有现实的体验本身都获得了“全部的光亮”（Gesamtbeleuchtung），都沐浴在这种光亮之中。

现在，我们来考察真正意义上的感受。如前所述，感受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感受。在每一个感受行为中，我都指向一个客体，客体那里的某个东西被给予了我，我构造了客体的一个层次。但是，要想构造客体的这个层次，我就必须先拥有这个客体，它必须被给予我，而这一切都是在理论行为中发生的：因此，所有感受行为的建构都需要理论行为。当我对一个善行感到高兴时，我所面对的是行为的善，即行为的肯定价值。要想对这个行为感到高兴，我就必须对行为有所了解——知识是高兴的基础。这种为价值感受奠基并且可以被一种进行感知或表象的直观的把握所代替的知识，属于只有通过反思才能被把握到的行为领域，而且没有任何“我的深度”（Ichtiefe）。

相反，基于这种知识的感受行为——在完全沉入被感受到的价值时——也总是进入了“我”的持存（Bestand）中，[113]并且被体验为来自于这种持存。因为丢失了一件首饰而产生的怒气或者来自于一个更表面的层次上的怒气，要比丢失了用来纪念某个心爱的人的物品（假定是同一个对象的话）而产生的痛苦，或者因为失去这个人本身而产生的痛苦，从深度上来说要肤浅得多。

价值的等级顺序（Rangordnung）[13]、价值感受的深度顺序（Tiefenordnung）和在其中被揭示的人格的层次顺序（Schichtenordnung）之间的本质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展现。因此，每一次向价值领域的推进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人格领域中的一场侵略战争。这种相关性使得感受及其在“我”之中的锚定（Verankerung）成为可能，并且使这个领域中关于“对”与“错”的判定成为可能。如果某个人由于财产的损失而被“击垮了”，也就是说，财产的损失击中了他的“我”的核心，因而使他感到“不合理的话”，那么他就颠倒了价值的等级顺序，或者，他完全缺乏对更高层次的价值的敏锐的洞察，缺乏相关的人格层次。

在那些揭示人格层次的感受行为中也包括爱与恨、感激与报复、抱怨等意向（Gesinnungen），包含其他人对他们的客体所抱有的感受。这些感受也在“我”的不同层次中被锚定（比如，爱比好感更深刻）。另一方面，它们把他人的价值作为其相关者。

如果这些价值不是派生的价值——它们像其他被意识到的或被把握到的价值那样属于人格——，而是固有价值的话；如果它们在扎根于其他作为非人价值的感受行为的深度中被给予的话；进而，如果它们揭示了根本无法被体验的层次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的人格来说这个陌生人格的把握就是决定性的。因此，我们在爱的行为中有对人的价值的一种干预或意向。这不是一个缘于其他评价的评价。我们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做了善事。[114]他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做了善事（即使他可能暴露了这一点）。而是因为，他本身是有价值的，我们“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爱他。在我们的爱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爱的能力，扎根于另一个作为道德评价能力的深度中，这种能力在行为的价值中被体验到了。

在价值感受行为、对其实在性的价值的感受行为（因为一个价值的实在性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同其“我的深度”之间存在本质关联。一个价值感受的深度规定了一个感受行为的深度，这个感受行为建立在对这个价值的实存的把握之上，但价值的实存并不具有同样的深度。如果失去意味着这个人不再实存的话，那么因为失去心爱的人而感受到的痛苦与对这个人的爱并不具有同样的深度。正如人的价值比它的实存更长久，爱比对这个被爱的人的实存的高兴更长久，因此人的价值也就比它的实在性的价值更高，而且相关的价值感受有更加深刻的根基。[14]但是，如果“人的丧失”意味着人和人的价值的消解的话（或许在“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骗了”这种情况下，相关的这个经验的人还继续存在），那么失去一个人的痛苦与爱的消解是同义的，并且处在相同的深度中。

对价值的把握本身是一个肯定的价值。但是，要想意识到这个价值，人们就必须转向这种把握。在转向这个价值时，价值感受虽然在那里，但它不是客体。由于价值感受必须首先变成客体，所以其价值也能被感受到。在这种对价值感受的价值感受中（比如对我的高兴的高兴），我以主体和客体两种方式意识到我自身。原初的价值感受和被反思的价值感受将重新进入不同深度。因此，我能在享受一件艺术品的同时享受我对这件艺术品的享受。对这件艺术品的享受“从道理上来说”是一个更深刻的享受。我们把这种关系的“颠倒”称作“倒错”。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未被反思的感受必须总是更深刻的感受。[115]我能对另一个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也能深刻地体验到这种幸灾乐祸。事实就是如此。

深度顺序并不直接依赖于对立面，即被反思的东西依赖于未被反思的东西，而是重又依赖于被感受到的价值的等级顺序：对一个肯定价值的肯定评价不如肯定价值本身那样有价值。对一个否定价值的肯定评价不如否定价值本身那样有价值。因此，偏爱肯定的评价行为胜过肯定的价值在价值论上是不合理的。把（未被证成的）肯定价值放在否定价值之后在价值论上是合理的。

据此，我们自己作为人的价值似乎只是反思性的，而不是在直接的体验指向中被构造的。但是，要想对此进行决断，我们还需要另一研究。不仅对价值的把握是一个价值，而且一个价值的实现也是一个价值。

我们想进一步考察价值的实现，更确切地说，不是从其意愿和行为方面，而是从其感受成分方面进行考察。在实现一个价值时，这个被实现的价值就在我眼前，而且价值感受对人格的构造来说已经起到了被赋予的作用。但是，对这种“创造”的一种完全素朴的和未经反思的快乐与这个价值感受行为一起在那里存在，在这种快乐中，创造被感受为价值。同时，我在这种创造中体验到我的创造力，并且把我自己体验为赋予这种力量（Kraft）的人。此外，我把我的创造力体验为本身有价值的东西。我在创造中体验到的这种力量和我由此而体验到的与这种力量融为一体的权力（Macht），或者在“能创造”（Schaffenkönnen）中也为其自身的权力，是独立的人的价值，而且首先完全独立于被实现的价值。

这种创造力的“自身价值的感受”也表现在价值的实现和对一个否定价值的能实现（realisierenkönnen）的体验中。当然，它也因此进入价值的竞争中，而且这种创造力的肯定的固有价值能够被附着在它上面的否定的平均价值（Mittelwert）所吸收。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未经反思的“自身感受”的例子，在这些“自身感受”中，人被体验为有价值的人。

虽然我们已经进入意志体验的领域，但是在转向这个领域之前，我们必须从另一个“维度”研究感受对人格构造的意义。[116]感受不仅具有扎根于“我”的某个深度中的特性，而且也有在某种程度上占据这个“我”的特性。我们已经在情绪那里明白这种说法所意指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每一种感受都包含某种特定的情绪成分，凭借这种情绪成分，感受从其起源处扩散到“我”之中，并且充实这个“我”。

一种轻微的怨怒可以从一个“边缘”层次开始逐渐“完全”充满我的内心，但它也能碰到一种深层的快乐，这种快乐阻止它进一步向中心推进。因此，从快乐这方面来说，它成功地从中心推进到“边缘”，并充满所有的“边缘”层次。

用我们以前的比喻来说，感受就像不同的光源，作为结果的照明（Beleuchtung）依赖于光源的位置和亮度。光和颜色的比喻可以从另一方面形象地说明感受和情绪之间的关系。

感受从本质上和偶性上都可能包含情绪的成分，就像颜色在其更高的或更低的亮度之外应该有一个特定的亮度。因此，有严肃庄重的快乐，也有轻松活泼的快乐。然而，除此之外，快乐尤其有一种“发光的”特征。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情绪和感受的关系出发来进一步阐明情绪的本质。我不仅能够体验到一种情绪和在这种情绪之中的我，而且还可以体验到情绪侵入到我之中。比如，我能体验到情绪来源于一个特定的体验：我体验到，“某物”是如何让我的情绪变坏的——这个“某物”始终是一个感受行为的相关者。比如，消息迟迟未到，让我生气；吱吱呀呀的小提琴声让我厌烦；恶劣的行为让我愤怒。因此，被激起的情绪的“作用范围”依赖于感受行为的“我”的深度——相应地也依赖于被感受到的价值的高度。“从道理上来说”我能允许这种情绪到达的层次已经被预先规定好。

除了深度和作用范围之外，感受的第三个维度是其绵延（Dauer）。[117]感受不仅在其深度和作用范围中充满这个“我”，而且当它们持留在这个“我”之中时，它们也是根据其“长度”，在其被体验的时间中，充满这个“我”的。因此，在这里，也存在某个东西，它像一种依赖于深度的特殊的感受绵延。一种感受（更确切地说，一种情绪）“可以”在我之中“持留”多久，“可以”占据我或者统治我多久，由理性法则决定。

因此，这种已经一再被指出的人的结构对理性法则的依赖性清楚地表明，它与隶属于理性而非自然律的灵魂截然有别。我们必须把感受的强度与感受的深度、作用范围和绵延区分开来。一种轻微的情绪失调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也可能或多或少充满我的内心。此外，我能感受到一个没有较低价值那么强烈的较高价值，因此，我被引诱着去实现较低的价值而非较高的价值。“被引诱”的原因在于，理性的规律性在这里被损坏。

更强烈的感受原本也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也推动了意志。但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比如，我们可能已经常常注意到，在我们完全知道孰轻孰重的情况下，我们周围的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变故也往往比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的大灾难更为强烈地刺激着我们。这是因为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为原初的评价行为提供一个直观的基础，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感受传染在发挥作用？无论如何，这里所涉及的是心理物理组织（Organisation）的一种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每一种感受都有一个特定的强度。现在，我们也必须理解，更强烈的感受操纵着意志。然而，我们再不能理解感受的实际强度，而只能按照因果关系来解释它。

或许人们可以表明，每一个体都有心理力量的一个总的尺度，由此，感受的强度也被规定好，即每一单个的体验可以要求什么样的强度。因此，一种感受依照理性法则所具有的绵延超出了一个个体的“心理力量”，这样一来，个体将要么过早地死亡，要么导致“心理崩溃”。（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说，这是一种“正常的”转变；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说，这是一种“反常的”或病态的转变。[118]这里所说的“规范”是生物学所使用的规范，而非合乎理性的规范。并不是说感受是病态的，而是说屈服于感受是病态的。）然而，这里不是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地方。

我们必须完成对意志体验的分析。我们也必须在意志体验对人格构造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之上来研究与之相关的欲求。

依照普凡德尔（Alexander Pfänder），欲求似乎具有这样一种意义。他说：

在“我”之中形成的欲求和反抗——正如它完成的那样——在这个“我”中并不具有相同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个“我”有一个独特的结构：“我”的真正的中心或“我”的核心被“我”的身体所包围着。因此，虽然欲求可以在“我”之中形成，但它是在“我”的身体中的“我”的中心之外形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被体验为离心的（exzentrische）欲求。[15]

这种在“我”的核心与“我”的身体之间的区分，似乎与我们在人的核心层次和“边缘”层次之间的区分是相对应的。因此，中心的和离心的欲求将会从不同层次中爆发出来，它们有不同的“我”的深度。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描述是不对的。中心的和离心的欲求之间的被证成的区别的真正意义与此完全不同。依照我的理解，它们是欲求行为的不同完成形态。中心的欲求是以我思的形式进行的欲求；离心的欲求是相应的“背景体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欲求根本没有“我”的深度。如果一个被听到的噪音在我心中唤起转向它的欲求的话，那么我实际上并未发现：我在这个欲求中未经反思就体验到了某个不同于纯粹的“我”——这个纯粹的“我”被施加一种“拉力”（Zug）——的东西；或者欲求来自于某个深度。相反，有时，我体验到欲求产生的“源泉”[16]：比如一种不适、不满，或与之类似的东西。[119]由于它们来自于这个源泉，所以欲求就有了次要的深度和对人格的构造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人格的源泉首先在欲求中变得可见的话）。此外，一个欲求的强度和持久性也被证明依赖于其源泉的“我”的深度，并因此获得一种理性的合法性。然而，并非以体验的方式从一种感受而来的纯粹的欲求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

依照普凡德尔，与欲求不同，意愿总是以“我”为中心的。[17]当我们把这一观点翻译成我们的解释时，我们同意他的说法：意志的决定始终是以“我思”的形式进行的。因此，正如我们所知，作为“自身体验”的意志尚未被提及。依照普凡德尔：

如果它是一个真正的意志行为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我”就不仅必须被思考，而且必须被直接地把握，并把它变成具有实践意向的主体的对象。因此，直接的自身意识属于意愿而非欲求。因此，意志行为是一个用确定的意志意向所充实的实践的意向行为，这个意向行为从“我”的中心出发，向“我”本身推进，并规定了这个“我”本身的某些将来的行为。在“我”既是行为的主体又是行为的客体的意义上，它是一个自身规定的行为。[18]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这种分析。意志行为的客体是被意愿的东西或者被意志所臆指的东西。一个将来行为的自身规定（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只存在于一个将来行为的意愿中，而不在一个即将被实现的行为的单纯意愿中。因此，单纯意愿中的“我”不是一个客体。相反，它始终在主体这一侧被体验到：“我”将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首先，这个我只是纯粹的“我”。但是，由于每一个意愿行为都建立在一个感受行为的基础之上，而且这个“能够实现”（Realisierenkönnens）的感受都与每一个意愿行为联结在一起，所以每一个意愿行为都以双重方式介入了人的结构，并且揭示了其深度。因此，在每一个自由的、不可怀疑的“我想”（ich will）中都有一个“我能”（ich kann）。只有一个腼腆的“我就想”（ich möchte schon）与“我不能”是兼容的。[120]“我想，但是我不能”，没有意义。

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理论行为的地位。首先，理论行为好像与人格的建构毫无关系，它们在人格之中完全没有根基。然而，我们已经多次碰到了它们，而且可以假定，它们必定以多种方式牵涉其中了。每一个感受行为（当然，每一个意愿行为也）都建立在一个理论行为的基础之上。因此，一个纯粹的感受主体是不可能的。然而，从这方面来看，理论行为只是作为人格的条件而非人格的构成部分出现的。我也不认为单纯的感知行为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理论行为不同于特定的认知行为。认知行为本身是一个价值，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根据其客体而被分级的价值。因此认知行为在其中被给予的反思行为总是能够变成一个评价行为的基础。因此，认知行为就像所有被感受到的价值一样与人格的建构扯上了关系。然而，这个价值领域并不只为反思的目光开放。不仅已有的知识，而且（或许在更大范围内）尚未被认识到的知识也被感受为价值。这种价值感受是所有认知欲求的源泉和所有认知意愿的“发条”（Triebfeder）。一个客体把它作为一个晦暗不明的、被包裹着的、不清不楚的东西呈现给我。它作为一个必须被揭示的、要求被澄清的东西处在那里。这种澄清、揭示及其后果，这种清楚明白的知识，作为强烈地被感受到的价值处在我面前，并且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拽到了它里面。它是一个在这里展开的特有的价值领域，是与之相适应的人格的一个特有层次。它是一个很深的层次，通常也被看作核心层次。而且对于一个特定的人的类型来说，它实际上也是特定的“科学自然”的本质核心。

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对认知行为的分析中汲取更多东西：我们提到了认知欲求和认知意愿。认知[121]过程本身是一个行为，是行动。我不仅感受到被清楚地认识到的知识和对这种认知行为的乐趣，而且我也在这种认知行为中感受到了我们在其他意愿和行动那里所发现的力量和权力。

因此，我们已经粗略地勾勒了人格的构造过程。我们在这种构造中发现了一个完全是在体验行为中形成的意义统一体，而且这个意义统一体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它受理性法则的支配。我们发现人与世界，更确切地说是与价值世界具有一种普遍联系。指明这种联系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没有一门现有的价值学说，一门已完成的关于人的学说（我们在这里当然没有对这门学说提任何要求）是不可能的；这门学说可以从这样一门价值学说中获得。依照其等级顺序，所有价值和相应地进行感受的理想人格与价值层次的整个领域相对应。某个价值领域的废除或价值的等级顺序的变动、价值体验的强度区别和对其中一种可能的表达形式（比如身体表达、意愿和行为等）的偏好的区别都可以表明其他人格类型。或许，一门已被阐明的类型学说将会构成狄尔泰所努力追求的精神科学的那个存在论基础。


4.陌生人格的被给予性

现在，我们必须确定，陌生人格的构造是如何被我们自己人格的构造衬托出来，此外，我们还必须确定，人格是如何与我们之前所着手讨论过的心理物理个体区分开来。

在进行了所有之前的研究之后，首要的任务似乎不会再造成任何大的困难。就像我自己的人格是在原初的精神行为中被构造的那样，陌生人格是通过移情在被体验到的行为中构造的。我体验到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来自于一个意愿行为，而这个意愿行为又来自于一个感受行为。因此，他的一个人格层次和一个原则上对他来说可被经验的价值领域同时也被给予了我。[122]一个唯一的行为和一个唯一的身体表达——一个眼神或一个微笑——都赋予我一种洞察人格核心的力量。如果我们已经阐明了“灵魂”与“人格”的关系，那么进一步产生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5.灵魂与人格

我们在灵魂与人格那里都遭遇到持久的属性。但是，倘若灵魂的性质把体验变成了客体，那么它们是为了内感知和移情而被构造的。相反，人格的性质是在原初的体验行为中，更确切地说，是在移情的投射中被揭示的，尽管为了把这种“觉察到”（Innewerden）变成一个把握行为——就像在相关的体验本身那里——，也需要一种特殊的目光转向。有这样一些属性（或“气质”），从原则上来说，它们只能被感知，而不能被体验：比如记忆力。对于进行把握的目光来说，它是在我的回忆中显现出来的。因此，这些属性都是特定意义上的精神的东西。当然，人格属性——比如善、牺牲精神、我在我的行为中体验到的活力——，当它们在一个心理物理个体那里被感知到时，也变成了精神的东西。但是，它们也可以被设想为一个纯粹精神主体的属性，而且可以在心理物理组织的关系中继续保留其固有本质。其特殊地位显然在于，它们与因果关系无关。

我们发现灵魂——灵魂的体验和所有其属性都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情况，它们就像身体的状态和属性那样很容易彼此影响——最终被整合到了物理的和心理的现实性的全部关系中。在这种影响的持续作用下，个体与其所有属性都得到发展。

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经受如此这般的影响。在其他情况下，他的发展可能完全不同，他的“本性”有某种来自经验的偶然的东西，人们可以设想它已经发生多种变化。但是，这种可变性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123]

不仅灵魂的范畴结构必须作为灵魂得到保留，而且在其个体形态中，我们遇到一个始终不变的核心：人格结构。我能想象恺撒在一个村庄里，而非在罗马；我也能想象他通过时空转换来到20世纪。当然，他在历史上被规定的那些个体性可能会经历一些变化，但他依然是恺撒。

人格结构划定了一个变更的可能性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人格的实际塑造可以“依据情况”而展开。如前所述，灵魂的能力可以通过使用（Gebrauch）来形成，也可以被削弱。我对艺术品的享受可以通过练习得到“培养”，但这种享受也可能因为频繁的重复而逐渐失去兴致。但只是因为我的心理物理的组织，我才受制于“习惯的权力”（Macht der Gewohnheit）。一个纯粹的精神主体感受到了一种价值并且在其中体验到了它的本质的相关层次。这种感受既可以变得更深，也可以变得更浅。一种对它封闭的价值亦如此。一个精神主体并未失去它所感受到的价值。人格的这些层次不能“发展”或“萎缩”，而只能在心理发展的过程中要么得到揭示，要么得不到揭示。

这也适用于“主体间的”和“主体内的”因果关系。人格本身并不受制于感受传染。相反，它有助于掩盖真正的人格内容。一个个体成长的生活条件，可能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对某些行为的厌恶（权威的道德教育！），这种厌恶没有任何原初的人格属性与之相对应，而且可以通过其他“影响”祛除。当那个已经在“道德准则”中接受教育并且依照这些道德准则行为的人反观“自己”时，他会满意地发现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124]直到有一天，在一个从其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行为中，他体验到他自己伪饰的本性（Gearteten）与迄今为止他所一直以为的那样完全不同。人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格的发展受生活条件的影响（狄尔泰也承认“环境对性格的重要性”[19]），即现实环境是其价值体验的客体并且规定了哪些层次可以被揭示，哪些可能的行为可以变成现实。

因此，心理物理的经验人格可以是精神人格的一种或多或少完全的现实化。可以设想，一个人的生活是其人格的一个完全展开的过程。但也可能，心理物理的发展并不允许完全的展开，更确切地说，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一个童年就夭折或者患了瘫痪的人不能完整地展开他“自己”。一个经验的偶然性——机体的弱点——使生活的意义成了泡影（如果我们在那个人格的展开中看见这种意义的话）。另一方面，当一个更强壮的有机体的意义已经得到充实，人格也完全展开的话，那么他会继续活下去。

这里的不完整性类似于一件艺术品的局部特征：这件艺术品的局部已经完成了，但只有剩余部分的原料被保留。在一个健全的机体中，一种残缺的展开也是可能的。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遇到值得爱或恨的人，那么他可能永远都不能体验到爱与恨扎根于其中的深度。对于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艺术品，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城市的人来说，或许永远都无法享受大自然和艺术，也不可能被这种享受所感染。这样一个“未完成的”人就像一张未完成的素描。

最后，也可以设想根本就没有展开的人格。本身没有感受到价值而其所有感受也只是通过传染从他人那里获得的人不可能体验到他“自己”，他没有人格，而最多只能变成这样一个人格的幻影。

[125]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精神人格。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我们不准把人格的未展开（Nicht-Entfaltung）与其不存在（Nicht-Existenz）相提并论。相反，即使精神人格未被展开，它也照样存在。我们可以把作为精神人格之现实化的心理物理个体称作“经验人格”。作为“自然”，它受因果律的支配；作为“精神”，它受意义规律的支配。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精神属性的那种有意义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对一种属性的理解从动机上合理地引发了朝向另一个属性的推进——只能作为人格关系归属于这些属性。对伦理价值和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完全不考虑伦理价值，而只受感官欲望的引导——来说，最微妙的接受性在意义的统一性中并不协调，它们是不可理解的。因此，理解一个行为就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作为一个单个的体验以移情的方式来完成，而且要体验到它的意义来源于人格的整体结构。[20]


6.精神的实存

席美尔（Georg Simmel）曾经说过，人物的可理解性担保了他们的客观性，它构成了“历史的真理”。当然，他没有把历史的真理和诗歌的真理区分开来。自由的想象力的创造物也可以是一个可理解的人格。此外，历史客体必须具有实在性。为了证明历史客体展示给我的意义关联是历史事实，某个出发点，比如历史人物的特性必须被给予我，但是，不论我以何种方式获得这个出发点，我都有一个实存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想象物。在对陌生精神个体的移情式的理解中，我也有可能让他在特定情形下采取的尚未证实的行为获得被给予性。这种行为是由他的人格结构所要求的，而我了解他的人格结构。如果他的行为实际上不一样的话，那么心理物理组织的干扰的影响就阻碍其人格的自由发展。[126]

但是，既然这种干扰性的影响是可能的，那么这个陈述就具有对经验的此在做出论断的特征，因此，我不能把它冒充为一个事实论断。但是，单纯的事实论断还缺乏“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对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一生的作为所做出的最准确的论断并未给予我们一丝精神——这种精神经过变形融入欧洲的历史命运——的光芒。然而，理解的目光在一个随意抛出的评论中、在一封短信中抓住了这一点。诸事实的单纯的串联把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变成了受因果关系支配的盲目的事件。它忽略了并不比自然世界缺少实在性或可知性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类同时属于这两个领域，所以人类历史必须把两个领域都考虑到。它应该理解精神的塑造和精神生活，并且应该确定其中有多少变成了现实。它可以号召自然科学帮助其解释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什么又是以不同于精神规律所要求的方式发生的。[21]


7.对狄尔泰的深入分析

（a）存在与人格的价值

我们已经强调我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与狄尔泰的解释是一致的，即使他没有从根本上区分自然和精神。他也认识到精神生活的理性的合法性。他是这样说的，即是与应当（Sein und Sollen）、事实与规范，在精神科学中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22]生命关联是承载着它们的评价标准的价值的统一性。

但是，我们[127]还须把理性的合法性和价值区分开来。精神行为以体验的方式同特定的一般形式的关系联结在一起。人们可以在反思态度中使这些形式获得被给予性，并且在理论命题中把它们表达出来，而这些命题也能被转换成等价的应当命题（Sollensätze）。由于这种形式的合法性，精神行为隶属于“真”或“假”的判断。比如，一个行为的被体验到的统一性在于，一个评价行为从动机上引发了一个意志行为，一旦这个意志行为获得实现的可能性，它就转变成实践。

如果用一个理论命题来表述的话，那么我们就得出一个普遍的价值规律：感受到了一种价值，并且能实现这种价值的人实现了这种价值。规范的说法是：如果你感受到一种价值并且能实现它的话，那就去实现它。[23]

符合这个规律的所有行为都是合理的或正确的。但是，关于行为的质料价值还根本没有得到确定。它只满足一个有价值的行为的形式条件。理性法则对行为的质料价值只字未提。因此，可理解的体验结构也是一个可能评价的客体，但它们尚未在移情的把握中被构造为价值客体（除了我们提请注意的未经反思的固有价值的体验的特殊等级之外）。[24]

（b）人格类型和对人格产生移情的可能性条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狄尔泰进一步在人格中看到典型性质的体验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他也是一致的。

由于价值之间的相关性，价值体验和人格层次可以从一个普遍的价值认知中先天地构造出所有可能的人格类型，而经验人格似乎是这些人格类型的现实化。另一方面，对一个人格的每一移情的把握都意味着获得了这样一个类型。[25][128]

因此，在狄尔泰和其他人那里，我们碰到这样一种观点，即陌生个体的理解与我们自己的理解关联在一起；我们的体验结构限定了可被我们理解的东西的范围。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这是我们已经在心理物理个体的构造那里所表明的可能的移情欺骗的重复。然而，我们没有表明它属于移情的本质，或者说：个体的性质构成对其他个体进行经验的基础。当然，在心理物理个体那里，我们可以断定，典型的性质而非个体的性质构成了“类比”的基础。

在每一单个的人格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类型的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呢？在精神领域中就像在自然领域中那样，有不同的普遍性层次。在自然中，“活的有机体”这种最普遍的类型划定了移情的可能性范围。我们下降的越深，机体所共有的类型现象的数量就越大。这里的区别不是很大。个体的体验结构是“本质的独特性”，是更高一级的普遍类型的最低的区别：年龄、性别、职业、地位、民族、时代等都是个体所隶属的这种一般的体验结构。因此，格雷琴类型（Gretchentypus）代表了16世纪德国市民阶层的少女类型，也就是说，个体类型是通过“分享”（Teilhabe）更一般的类型而被构造的。划定可理解的东西的范围的最高类型是精神人格的类型或者是一般的价值体验主体的类型。

我把每一个主体——在这个主体那里我通过移情把握到了一个评价行为——都看作一个人格，对这个人格的体验与一个可理解的意义整体联结在了一起。我能使这个主体的多少体验结构获得充实的直观，依赖于我自己的体验结构。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能够从我自己的人格结构中派生出来的陌生体验都能被充实，即使这个结构实际上尚未被展开。[129]我能通过移情体验到价值，也能揭示我的人格的相关层次，即使我的原初体验尚未提供揭示它们的机会。在对另一个人的境遇的移情的当前化中，一个从未在其眼神中流露出丝毫危险的人可以体验到自己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

相反，我不能充实与我自己的体验结构相冲突的东西。但是，我依然能够使它以空乏表象的方式被给予。我可以怀疑我自己，并且可以理解，那个人是为了他的信念而牺牲了他拥有的所有尘世的东西。我看到他是这样行为的，我对一个作为其行为动机的评价行为产生移情，但我无法获得这个评价行为的相关者。我把一种我本身不具备的人格层次转到了他的名下。因此，我通过移情获得与我完全不同的homo religiosus（宗教人）的类型。即使我在那里新遇到的这个东西始终得不到充实，我也能理解它。如果他人重又把我所轻看的物质资财的获得看作他生命的全部，而把所有其他东西都看得不那么重要的话，那么我就明白了，我所洞察到的更高的价值领域对他们是关闭的；而我也能理解这些人，即使他们属于不同的类型。

现在我们明白了狄尔泰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在精神科学中起作用的解释能力是整个人”：只有那个把他自己体验为人格、体验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人，才能理解其他人。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兰克为了“如其所是”地看待事物而情愿“遗忘”自己。这个“自己”是个体的体验结构。理解的大师（der große Meister des Verstehens）在这个结构中认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所由之而来的欺骗的根源。如果我们把这个“自己”当作标准，那么我们就把自己囚禁在了我们的特质的牢狱之中。他人对我们而言就成了谜，或者，更糟的是，我们依照它来塑造我们自己的形象，因此伪造了历史的真理。[26][130]


8.移情对于构造我们自己的人格的意义

陌生人格的认识对我们的“自身认识”有哪些意义这个问题，也可以在上文中找到答案。正如我们以前就看到的那样，关于陌生人格的认识不仅教导我们把我们自己变成客体，而且通过对“有亲缘关系的自然”（verwandte Naturen），即我们这种类型的人格的移情，在我们身上“打盹”的东西得到展开。通过对其他人格结构的移情，我们知道了，我们所不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与他人相比，我们更是什么或更不是什么。因此，除了自身认识之外，自身评价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也被给予了。既然价值体验构成我们的固有价值的基础，那么通过在移情中获得的新价值，我们对自己的人格所不熟悉的那些价值也被揭示了出来。当我们通过移情遇到对我们封闭的那个价值领域时，我们开始意识到了我们自己的缺点或不足。对另一种人格的每种理解都能变成一个价值比较的基础。因为，在偏好或漠视行为中，价值常常获得尚未被注意到的被给予性。我们时常也从中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评价我们自己：我们体验到自己的价值比他人更高或者更低。


9.把精神建立在肉体之上的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讨论。我们通过心理物理个体获得精神人格。在构造个体时，我们碰到了精神。在不涉及肉体性的情况下，我们在精神生活的关系中自由活动。[131]一旦进入这个迷宫，我们就通过“意义”这条线索找到我们的路线，但是除了我们使用的这个入口，即在表情或行为中通过感官可感知到的表达之外，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入口。

精神只能通过肉体性的中介才能进入与精神的交流，这在本质上是必然的吗？我，作为心理物理个体，实际上只能以这种方式获得关于其他客体的精神生活的信息。当然，我知道许多个体，虽然我从未目睹过他们的生或死。但是，我从那些我见过的人那里，或者通过我从感官感知到的、他们通过其心理物理组织而创制的作品，知道了他们。我们以不同的形式遇见过去的精神，但总是与一个物体关联在一起：被书写的或被印刷的或刻在石头里的文字，由石头或金属变成的空间造型。但是难道在没有肉体中介的情况下，现实的交流没有把我和当代的精神直接联结在一起吗？传统没有把我和过去的精神直接联结在一起吗？当然，我感到自己是和他人在一起的，而且也把他们的感受变成了我的意愿行为的动机。虽然他人并没有被给予我，但是他们的被给予性已经被设为前提了。（我把从他人那里侵入我之中的东西——不论活的还是死的——，在我不认识它们的情况下，都看作我自己的。这并没有为任何精神的交流奠定基础。）

但是，现在，纯粹的精神人格——其观念不包含任何矛盾——情况又如何呢？可以设想纯粹的精神人格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吗？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在其人格的突然转变中，经验到了上帝的眷顾。而另一些人则感到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守护神的指引（我们无需立刻想到苏格拉底的精灵（δαιμÓνιον），但我们也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谁可以断定，这里是否有真正的经验，这里是否有那种关于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在对《自身认识的偶像》的考察中发现了这种动机——的模糊性？但是真正经验这个领域的本质可能性不是已经连同这种经验的错觉被一起给予了吗？[132]然而，在我看来，对宗教意识的研究是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最合适的手段，另一方面，其答案也是宗教领域最感兴趣的。然而，我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留给进一步的研究，而满足于“还不清楚，尚有疑问”（non liq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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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价值的等级顺序，参见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488页及以下（《舍勒全集》，第2卷，第104页及以下）。

[14] 关于价值的高度与绵延的关系，参见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492页及以下（《舍勒全集》，第2卷，第107页及以下）。

[15] 普凡德尔：《动机与动机引发》，第169页。

[16] 普凡德尔：《动机与动机引发》，第168页。

[17] 同上，第174页。

[18] 普凡德尔：《动机与动机引发》，第175及下页。

[19] 狄尔泰：《个体性研究论集》，第327页及以下。

[20] 迈尔也注意到了复活的“必要性”（《诗的格律》，第29页及以下），但他没有分清意义的合法性和因果关系的合法性。

[21] 正如我们在这里试图指出的那样，哈特曼已经在他的美学中刻画了心理物理个体和精神个体之间的关系（哈特曼：《美学Ⅱ》，第190页及以下、第200页及以下）。在他看来，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个体观念”的经验的现实化。

[22] 狄尔泰：《个体性研究论集》，第300页。

[23] 我们在这里无需研究这些行为的相关者，即价值态度和应当的态度所隶属的这种相应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合法性（有价值的东西应当存在）。

[24] 狄尔泰：《个体性研究论集》，第115及下页。

[25] 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其具体体验的个体是一个完全一次性的东西，这一事实与人格结构的典型特征并不矛盾，因为哪怕意识流再多，它们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可能是相同的。

[26] 当然，狄尔泰首先设想的类型概念不是精神的，而是心理的。这一点很清楚地表现在他对诗歌类型的描述中。诗歌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心理物理组织的一个特质中：感知和回忆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体验的强度，等等（狄尔泰：《诗人的想象力》，第344页及以下）。与此相反，他所强调的其他特性指明了一个典型的人格结构的特点：想象的创造行为中的体验的表达（《诗人的想象力》，第66及下页）。


自传

我，艾迪特·施泰因，已故商人西格弗里德·施泰因和其夫人奥古斯特·施泰因的女儿，1891年10月12日生于布雷斯劳。我是普鲁士公民，犹太人。从1897年10月到1906年的复活节，我在布雷斯劳的胜利学校（市立女子中学）上学。从1908年的复活节到1911年的复活节，我在隶属于它的布雷斯劳女子第二中学上学。在那里，我通过了我的高中毕业考试。1915年10月我通过参加在布雷斯劳的圣·约翰文科高等中学举行的希腊语补考而获得文科高等中学的毕业证书。

从1911年的复活节到1913年的复活节，我在布雷斯劳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和日耳曼学。之后，去了哥廷根大学，在那里待了4个学期。1915年1月我在哥廷根通过了哲学概论、历史和德语的国家考试。在这学期末，我中断学业，为红十字会服务了一段时间。从1916年的2月到10月，我在上面提到的布雷斯劳女子第二中学替一位患病的老师上课。然后，因为要给胡塞尔教授做助手，我搬到了弗莱堡。

在这里，我想对所有在我学习期间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和研究伙伴，正是他们为我开启了现象学哲学的大门。他们是：胡塞尔教授、莱纳赫博士和哥廷根哲学协会。


附录1

埃德蒙德·胡塞尔：“移情（利普斯）。艾迪特·施泰因的阐述。”——艾迪特·施泰因的国家考试论文的记录[1]

背景

艾迪特·施泰因的国家考试论文的页数：至少34页。

时间：1914年12月或1915年1月。

当然涉及被胡塞尔的选择性接受所过滤过的最早的现象学论文的成绩单。

移情这个论题是围绕着与泰奥多·利普斯、马克斯·舍勒、安东尼·普朗特尔和莫里茨·盖格尔等现象学派的成员的讨论展开的。讨论的重点是利普斯。胡塞尔的主要阅读兴趣不在移情问题上，而在沉默的思维、伪称的字句（在其与词义和陈述的意见的关系中）的问题上。

施泰因的手稿与其国家考试论文的摘录保存在卢汶胡塞尔档案馆内EI3I的第83—87页（编号从2到6）。没有首页。不知道胡塞尔在哪几页摘录了论文，因为仍然没有原件，这只有一次涉及页码说明。

在弧形括号﹛﹜中插入的内容包括胡塞尔本人已经补充到摘录中去的一些反思。

移情：在（陌生的）生命的表达中，我作为所有者、作为存在的场所，在被感知的表情中并通过这种表情，发现了悲伤的情感、发现了体验。这是如何发生的？通过移情的本能。被感知的表情在我之中唤起模仿的欲望。[2]此外，为了表达它，欲望与我的每一个体验都联结在一起。一个唤醒了另一个。为了产生相应的类似的表情，也为了体验到属于我的内在活动的趋向，被感知的陌生的表情也唤醒了欲望（参见《伦理学基础》，第10页）。[3]如果我当前的心理状态反抗它的话，那么它也就完成了。但是，我不把它体验为是从我这里来的，而是把它体验为被陌生的表情所引起的，我在陌生的表情、陌生个体中体验到它。

只要我完全生活在移情中，完全投入到对客体的考察中，并且丝毫没有表现出与“被迫接受的”体验相反的东西，那么就不存在我自己的我和陌生的我之间的区别，两者合而为一了。我与杂技演员合而为一了，我在观察的同时在内心里也和杂技演员一起活动。首先，如果我从完全的移情中走出来，并且反思我的实在的我的话，那么区别就产生了：并不来自于我的体验是“他人的”，它们存在于他人的活动中。[4]

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1899）第一版中：生命的表达在我们身上唤起了自己的体验，因为它们是被意指的符号。但在后来的写作中，利普斯强烈拒绝把生命的表达理解为符号。中间位置：《统一与关系》，1902年，第64页及以下。[5]后来，符号、表达或象征被分离。

表达、象征：一个不同的东西存在于被感知的东西中，一个心灵的东西在其中被把握了，“一起被体验”到了。因此，悲伤并不像属于悲伤的表情那样属于这样的活动，而只具有如果……那么的形式。但是，感情色彩（Affektlaute）就像可见的表达活动那样处在同一个层次上。[6]滚滚的车轮声表明汽车来了。但是，在恐惧的哭喊中的恐惧，声音的音调中的兴高采烈和忧郁、安静和激动、友好、拒绝等等都“被象征化”。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词本身叫做象征，就像利普斯所意指的那样，因此如果说，说者的判断行为“存在于”一个理解行为或陈述句中（就像悲伤存在于悲伤的表情中），那么这就颠倒了二者的关系（《美学Ⅱ》，第2页；[7]《心理学研究Ⅱ》，第448页[8]）。

语词和符号。理解。符号而非指号：本身不是课题，而是通向课题的关键点（与指号分开，本身是课题的一部分）。在利普斯的意义上，符号不是“象征”。被命名的东西并未被一同感知。﹛在图像中并未被一同描绘，等等。﹜

此外：信号自在地有一个应当、苛求的要素，其移情在转向被标明的东西时发现了这个要素。每一个信号都是习惯的：为了某人而被某人所规定。与此相反，“象征”却不是这样。悲伤的表情不应该叫作悲伤。同时，象征可以变成信号：故意皱眉头：它应该表达（表明）反对。但这个现象被改变了。

语词，语言表达。被传诉的（也被理解为通告的）语词。但是，语词并不需要进行传诉的语词。某人说话，当然一起获得了被给予性，但是，说者并未在话语中被把握。﹛施泰因说：不是与它们一起被给予的。多余的是：如果我在不针对任何一个东西的情况下，默默地在思维中说：我必须本身显得像一个说话者吗？但人们可能以为，我只不过没有作为显现的说话者注意到我自己。但是，当我读一本数学书或自然科学的书时，全神贯注于这件事情，即：作者怎么显得这么阴暗呢？这本书里没有“某个人”对我说话，我没有收到通知，即使某个人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做了自我介绍，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说话的主体实际上是可替换的吗？在这里，这是一个问题。当我边思考边写作时，我根本不需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心理物理的我，也无需有任何对象，但我依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说话的主体，只不过，我没有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罢了。因此这里是有某种东西。﹜

如何区分语词和信号？

信号：信号的肉体——“应当”——传达实际情况。信号的肉体[是]一个肉体，一个东西。语词的“身体”——不需要任何显示的东西，它可以是虚构。为此，作者必须已经说明：即使这是事实（Realität）的话，那么它也不会作为事实被放入语词的功能中。被阅读的语词不是纸上的像物体一样的实在（Reale），我必须把它理解和设定为实在。为此，不同的“揭示”自身的语词的身体：视觉的、听觉的、运动的等等。如果信号是被虚构的，那么被信号所传达的东西也是被虚构的。﹛但是，如果我的语音是被虚构的话，那么我的意思（Meinung）不是被虚构的，与语词一同被意指的东西本身不是虚构的，即意义（Bedeutung）不是被虚构的。当然，如果我阅读一个童话故事的话，那么意思和被意指的东西本身是被虚构的。但是，我说，意义不是被虚构的。我把实际被意指的东西和不完全被意指的东西综合为一个东西。意义（Sinn）是同一个意义。好像[我]看见了一匹马或者是我虚构了一匹马。设定的和中立的东西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它如何与我的意向相关项和对象相关项理论调和起来？[9]也就是说，要小心！﹜

语词的肉体和语词的灵魂构成一个活生生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能够相对独立地发展。信号没有逻辑的意义（因此我说，我不再复制它们）。信号单纯地指向一个实际情况。但是，句子表达逻辑的—范畴的形成（当然作为信号的语词和作为语词的信号可以虚构）。它就是被标明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被信号传达的一个心理的东西，比如，悲伤。作为我的陈述对象的悲伤不属于作为赋予灵魂的（beseelendes）（组合的）要素的陈述，与我叫做桌子的东西一样小，它属于作为一个组成成分的命名行为。语音被赋予了灵魂，并且与被给予的意义统一在了一起：这不是对象。悲伤的表情与悲伤是合而为一的：合而为一地在此存在。移情应当只与所谓的情绪领域有关吗？！

（施泰因的论文的第33及下页是不清楚的。但是，这个论题确实很难。）

杂技演员的例子：内在的模仿。[10]﹛如果我生动地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我在灵魂中完全经历了这个人的一切，但是眼睛实际上在转。如果我生动地表演一种粗糙感的话，那么我可能也会做手指的触摸运动，至少“指尖”会这样做。等等。如何看待“模仿”？﹜

我看见某人在皱眉头——这会在我自己身上也引起一种要皱眉头的趋向吗？“随时”，说……[11]为什么不呢？同样也可能会引起一种不愉快的趋向吗？但是，施泰因问：如果学生因为老师生气而高兴呢？在另一个人的表情中，我并没有因此而共同经历“生气”。

另一个例子：在剧场中被热情所感染。我也感受到了热情。依照利普斯的说法，这种情况不应该与其他情况区分开来。我看见了鼓掌的活动。朝向模仿的趋向。在我这里交织的热情因此被唤醒了。但是我在他人的活动中体验到了这种热情，只是在后来的考察中，它们与我之间的区分才产生，我首先是从它们那里知道的。

不，她说。我一开始就感知到的东西不是单纯感官的显现，而已经就是确定的“象征”了，而且我直接把握到了这种热情。（另一个问题是体验的加强和表达。）在这里，当我对此进行反思时，我碰到了模仿和“传染”。这个我们已经预先出现了。感受被体验为“我们的”感受。我也能感受，就像他人的感受侵袭我、涌入我的身体那样。我能把它们展现给我，也能把它们拒之于外。

舍勒，在《同情感》的第6页中正确地说到：为了能够被模仿，一个表情必然已经是高兴或害怕的表达了。[12]（这也太多了）第6页：“通过一起做表达活动。”（这不是绝对必须的。）第11页：并不以知道陌生体验为前提。[13]施泰因问，我感觉到某个东西从我这里挣脱了，而且在外部世界中与我相对而立，这是如何可能的？假定：一种作为陌生人的感受从我之中产生了，完全未受动机引发，与我当下的心情相矛盾——因此我只能在我之外找到感受的原因而不是感受本身。悲伤应该被体验为是来自于（他人的）表情（的）感官现象——当然是这样的，但另一个人的悲伤也在其中被表达了，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一根针扎了我，疼痛由针而来。等等。

移情和联想（普凡德尔，《移情》，1910）。[14]

联想事件如何能够揭示移情？它的前提是什么？表达体验和感受（心理状态）的一种归属也已经被预设了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归属呢？

联想理论：陌生表情的视觉图像应该再造自己的表情的视觉图像，这个图像一方面是动觉的，另一方面是感受，它应该已经与这种感受联结在了一起。[15]并不是这个链条的所有环节都总是被意识到了。但是，如果假定，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最终只在自己的感受这里结束——为什么这种感受属于陌生的表情？它是一种陌生的感受吗？[16]

利普斯：在完全的移情中，并不存在我的“我”和陌生的“我”之间的分离。我与他是一体的，我生活在他的肉体中，体验他的体验，做出他的姿态。分离首先在反思中出现。比如，这首先存在于审美体验那里。[17]但是，它已经以对另一个主体的认识为前提了。

一门发生学理论中有什么？

心理学的问题：在我这个实在的个体中，对另一个主体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18]认识论的问题：（从根本上）对我来说，主体，也即这种特殊的客体——因为陌生的我及其体验都叫做客体——是如何产生的？一种有关这些客体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它们又是如何证明自身是有效的？

正如利普斯本人所说，除了外感知和内感知之外，移情应该是一个认识源泉（《心理学》[19]，第222页、[20]234页；[21]《心理学研究Ⅰ》，第709页）[22]。

现象的分离需要我的存在，随便哪个实在的存在，从意识上被意指的对象本身和对它们的意识。

我知道的陌生体验渴望被完全地体验，这只有在完全的共同体验中才是可能的。利普斯拿它与过去的和未来的自身体验的意识进行比较（《心理学档案汇总》第4卷，第513页）。[23]相关状态的完整体验行为也能加入进来。

一个聪明的问题：依照模仿理论，追忆行为是如何可能的？相应的体验在哪里还根本没有被给予？因此，我如何能够在追忆行为中构造一个不同的个体？

利普斯：这个自己的个体（“实在的”我）首先在与另一个个体的对比中被构造了。盖格尔，1911年“论移情的本质和含义”的国际会议报告。[24]

通过一个陌生的生命表达，一种感受在我之中被唤醒了：“所有的意识，或许在我之外有一个心理的东西，例如我的意识。依照移情，事实上在另一个人之中产生的喜悦的感受是它的起源，或者在客观上是一个通过在我之中的一种陌生的生命表达而唤起的自身的感受。”（《心理学档案汇总》，第4卷，第515页）[25]

施泰因问：在一个表达活动中被共同把握到的体验并未被体验到。但是，说它被表象了，这也没有任何意义：说一个被看见的东西的未被看见的面被表象化，这也没有意义。[26]

反对舍勒。舍勒对利普斯的问题提法的批评。这是陌生的：“每一个人首先只是他的‘我’，他的体验被给予了，在他下面，只有一部分体验，这些体验指向另一些体验。”[27]如何理解这种关系？舍勒：“这当然不是真的。他在‘我’下面理解了实在的‘我’及其实在的体验。”施泰因：“我们理解了这种问题提法与另一种问题提法。不是实在的‘我’，而是纯粹的‘我’和纯粹内在的体验。”[28]

施泰因：但问题依然在于，我——另一人，自己的“我”——这个不同的体验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现象。她说：人们因此也能反思另一个人的体验吗？依照舍勒，一个不感兴趣的体验流首先应当被给予，这些体验首先逐渐地被分配给了我。它是如何获得这种不感兴趣的被给予性的？从下面的例子来看：另一个人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被给予我，但是他也能显现为我的思想，我最终也能够处在怀疑之中，好像它是我的或另一人的思想。[29]

但是，问题在于，思想是谁的精神财产，但是在这里体验行为不是问题。在这里，思想或许是体验行为的客观的相关者。精神财产：思想在哪一个人那里被原初地构造。

移情行为的有效性。一个人的姿态迫使我内在地一起做出这种姿态，并且在这种姿态中感知到我所感受到的自尊。但是，对一个柱子的一瞥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它好像也骄傲地挺直了腰杆（《导引》，第224页；[30]《美学Ⅰ》，第299页[31]）。还有自然中的移情等。[32]利普斯回答道：在一种情况下，我们知道这种体验只存在于人之中。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又不同。圆规对权利问题不起作用（Zirkel Versagen gegenüber der Rechtsfrage）[33]。此外，利普斯把移情问题称作一种本能——这并未给出任何知识（参见费希讷的《白天的景象》，第222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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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论移情问题》，第3章，第4节d部分，第68—72页。

[27] 参见舍勒《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哈勒，1913年，第118页：“这个问题的困难通常首先是由此产生的，即人们假定，每一个‘我’‘首先’只是我们自己的‘我’，而且其体验‘被给予’了，这个‘我’只不过是与不同个体相关的诸体验、图像等的一个部分。”

[28] 参见《论移情问题》，第43及下页。

[29] 施泰因在《论移情问题》第42及下页中几乎逐字引用了舍勒在《现象学与同情感的理论以及论爱与恨》中的如下段落：第124页：心理的东西只能“在‘内’直观或感知的方向中”被把握；第125页：我们“不仅可以思考我们的思想，而且可以思考他人的思想”；第126页：一个体验可以被给予，“一个体验可以被给予，同时不必作为自己的或陌生的体验被给予，每当我们在怀疑是这个情况还是那个情况时，首先就会有这种体验在此”。第127页：“一个不感兴趣的体验流‘首先’流入了其中，……而且在这个体验流中，强劲的漩涡逐渐在其中形成了，不同的个体被分配到了这个过程中。”参见《舍勒全集》，第7卷，第238及下页。

[30] 利普斯：《心理学导引》，第三版，部分地方有改动，莱比锡，1909年，第224页：“统一的客体首先‘要求’统一的统觉。但是，对这种要求的体验在我之中同时变成了一种强迫。”

[31] 这个说明或许是非常不正确的，因为就内容而言不合适。参见利普斯《美学Ⅰ》，第267页：“因为柱子的主要功能是竖起来。”

[32] 参见同上书，第2部分。

[33] 从字面上来看，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很难确定其含义。为此，译者通过电子邮件请教了比利时卢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的鲁道夫·伯奈特（Rudolf Bernet）教授和德国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的迪特·洛玛（Dieter Lohmar）教授。伯奈特教授认为，原句中的“Versagen”应该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也就是说首字母“V”应该小写为“v”。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说，我们不能用圆规这样的几何学工具来处理诸如权利/法律这样的人类事务，他对这句话的英文解释是“Dividers fail in questions of right（圆规对权利问题不起作用）.”（伯奈特的原文如下：I guess it must rather be：“Zirkel versagen gegenüber der Rechtsfrage.” In my interpretation，this（puzzling） quote could mean that human matters（“questions of right/law/justification”）cannot be treated with the same geometrical means（“dividers”） as nature or as a column.So the translation in English could be something like this：“Dividers fail in questions of right.”）洛玛教授认为，这一不完整的句子之所以在理解上有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1）句子中没有动词，因而可以看作一个缩略句，原句可能是“Da gibt es einen Zirkel，oder zumindest ein Versagen gegenüber der Rechtsfrage（这里有一个循环，或者至少回避了真正的问题）”；（2）文本虽然是胡塞尔关于施泰因国家考试论文的记录，但这里的批判对象并不清楚，有可能是施泰因，也有可能是利普斯，或者其他人。（洛玛的原文如下：The difficulty does result（1）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noun/verb in the sentence.So it is probably a shorting of a longer sentence that might be formulated as：“Da gibt es einen Zirkel，oder zumindest ein Versagen gegenüber der Rechtsfrage”，but this does not solve the basic problem.The second source of uncertainty（2） is that the text is a mixture of taking notes of Steins opinion in her Staatsarbeit，but of passages referring to Lipps（and perhaps also to Fechner）—Thus：To whom the critique is adressed is absolute（ly） not obvious.It might be Stein or Lipps or someone else.）就上述两种解释而言，译者更认同伯奈特教授的观点，虽然从语法上来说，即使把“Versagen”看作动词的话，它也应该变成第三人称单数形式“versagt”。译者认为，从上下文来看，胡塞尔在这里的批判对象应该是利普斯，而且这里也不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洛玛的解释似乎走得远了一些。——译者注

[34] 参见古斯塔夫·泰奥多·费希讷：《白天的景象与晚上的景象》，莱比锡，1879年，第222页。


附录2

艾迪特·施泰因生平简表[1]

1891　10月12日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

1911　在布雷斯劳通过高中毕业考试，成绩优异。

1911—1913　在布雷斯劳学习德语、历史、心理学和哲学。

1913—1915　在哥廷根学习哲学（师从胡塞尔）、德语和历史。

1915　在哥廷根通过了国家考试，成绩优异；

为德国红十字会设在迈恩地区的魏斯基兴（Mährisch-Weißkirchen）野战医院服务。

1916　在布雷斯劳任助教；

在弗莱堡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绩最优（summa cum laude）。

1916—1918　施泰因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开始在弗莱堡担任胡塞尔的助手，并着手修订《观念Ⅱ》的手稿，从1916到1918年间，施泰因完成了对手稿的两次修订，第一次修订只是整理抄录胡塞尔的速记稿，第二次则加入了自己撰写的部分，即该书第18节的b）、e）、g）、h），第25节的一部分，第33节的第2部分，第35—42节，第43—47节。[2]

1919—1923　独立进行学术研究；

申请大学授课资格，未果。

1921　在贝格匝本/法尔茨（Bergzabern/Pfalz）州的康拉德-马蒂乌斯的住处阅读阿维拉（Avila）的圣·特蕾莎的《生平》；决定皈依天主教。

1922　1月1日：在贝格匝本的圣·马丁教区礼拜堂接受了洗礼和第一次圣餐礼；

2月2日：在施佩耶尔主教的礼拜堂行坚信礼（Firmung）。

1923—1931　在施佩耶尔圣·马丁的多明我会女子中学和教育机构任教；

翻译和写作；

在国内和国外游历讲学。

1932—1933　在明斯特的德国科学教育研究所担任讲师。

1933　10月14日：进入科隆的卡梅尔修道院。

1934　4月15日：成为天主教本笃会的修女。

1935　4月21日：首次宣誓。

1938　4月21日：永久宣誓；

5月1日：参加面纱节；

12月31日：移民到荷兰的Echt。

1934—1942　撰写她最重要的著作：《有限的和永恒的存在》；《十字架的知识》；以及其他短篇作品。

1942　8月2日：被纳粹逮捕并被押送到荷兰的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

8月4日：从阿默斯福特继续转运到威斯特伯克（Westerbork）集中营；

8月9日：到达奥斯维辛，在比尔克瑙（Birkenau）集中营被纳粹杀害。

1962　1月4日：在施泰因去世20年后，科隆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约瑟夫·弗林斯开始为施泰因行宣福礼；

7月25日：开始审查施泰因的著述。

1971　7月7日：在科隆举行仪式宣告对施泰因著述的审查完结。

1972　3月7日：开始宣福礼的第三步；

8月9日：在科隆卡梅尔修道院为施泰因举行的罹难30周年纪念仪式上，枢机主教赫夫纳宣告主教管区的宣福礼全部结束；所有卷宗随后运送至罗马。

1987　5月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科隆为施泰因行宣福礼。

1998　10月1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施泰因封圣（Heiligsprechung），自此，施泰因被尊为天主教的圣徒。



[1] 译者根据下列两本施泰因的传记编制了本年表，部分地方有增补：Andreas Uwe Müller and Maria Amata Neyer，Edith Stein：Das Leben einer ungewöhnlichen Frau，Zürich und Düsseldorf：Benziger Verlag，1998，S.283—284；Maria Amata Neyer，Edith Stein，Ihr Leben in Dokumenten und Bildern，trans.by Waltraut Stein，Washington DC：ICS Publications，1999，pp.82—83.

[2] 参见Margaretha Hackermeier，Einfühlung und Leiblichketi als Voraussetzung für intersubjektive Konstitution，Zum Begriff der Einfühlung bei Edith Stein und seine Rezeption durch Edmund Husserl，Max Scheler，Martin Heidegger，Maurice Merleau-Ponty und Bernhard Walderfels，Hamburg：Dr.Kovacˇ Verlag，2008，pp.37—38.另参见《观念Ⅱ》英译者导言XII—XIII，Edmund Husserl，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Second Book：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translated 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é Schuwer，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译者注


附录3

艾迪特·施泰因著作简表[1]

施泰因著述颇丰。德国赫尔德出版社（Verlag Herder）自1950年开始编辑出版《施泰因著作集》（Edith Steins Werke，简称ESW），至1998年出版完毕。自2000年开始，赫尔德出版社又着手编辑出版施泰因著作的考证版《施泰因全集》（Edith Steins Gesamtausgabe，简称ESGA）共26卷，直到全部出齐为止。

《施泰因全集》共分5个部分，分别是：

A.传记（Biographische Schriften），第1—4卷；

B.哲学（Philosophische Schriften），第5—12卷；

C.人类学和教育学（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Pädagogik），第13—16卷；

D.神秘主义和精神性（Schriften zur Mystik und Spiritualität），第17—20卷；

E.翻译（Übersetzungen），第21—26卷。

具体卷目如下：

A.传记（Biographische Schriften）第1—4卷。

第1卷：《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Aus dem Leben einer jüdischen Familie）

第2卷：《信中自画像I》（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I）（Self-Portrait in Letters）

第3卷：《信中自画像II》（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II）

第4卷：《信中自画像III》（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III）

B.哲学（Philosophische Schriften），第5—12卷。

第1部分：早期现象学

第5卷：《论移情问题》（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第6卷：《关于哲学为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奠基的论文集》（Beiträge zur philosophischen Begründung der Psychologie und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第7卷：《国家研究》（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Staat）

第8卷：《哲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第2部分：现象学与存在论

第9卷：《关于现象学与存在论的论文集》（Beiträge zu Phänomenologie und Ontologie）

第10卷：《潜能与行为》（Potenz und Akt）

第11/12卷：《有限的和永恒的存在》（Endliches und ewiges Sein）

C.人类学和教育学（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und Pädagogik），第13—16卷。

第13卷：《女人》（Die Frau）

第14卷：《人格的建构》（Der Aufbau der menschlichen Person）

第15卷：《人是什么？》（Was ist der Mensch？）

第16卷：《个性的形成和展开》（Bildung und Entfaltung der Individualität）

D.神秘主义和精神性（Schriften zur Mystik und Spiritualität），第17—20卷。

第1部分：早期现象学

第17卷：《认识上帝的道路》（Wege der Gotteserkenntnis）

第18卷：《十字架的知识》（Kreuzeswissenschaft）




第2部分：精神性与沉思

第19卷：《宗教文稿I》（Geistliche Texte I）

第20卷：《宗教文稿II》（Geistliche Texte II）

E.翻译（Übersetzungen），第21—26卷。

第21卷：《翻译I：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Überset-zungen I.John Henry Newman，Die Idee der Universität）

第22卷：《翻译II：约翰·亨利·纽曼：前半生的书信和文稿（1801—1846）》（Übersetzungen II，John Henry Newman，Briefe und Texte zur ersten Lebenshälfte（1801—1846））

第23卷：《翻译III：圣·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真理的研究：关于真理的辩题1》（Übersetzungen III，des Hl.Thomas von Aquino，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Wahrheit-Quaestiones disputatae de veritate 1）

第24卷：《翻译IV：圣·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真理的研究：关于真理的辩题2》（Übersetzungen IV，des Hl.Thomas von Aquino，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Wahrheit-Quaestiones disputatae de veritate 2）

第25卷：《翻译V：亚历山大·柯瓦雷：笛卡尔与经院哲学》（Übersetzungen V，von Alexandre Koyré，Descartes und die Scholastik）

第26卷：《翻译：圣·托马斯·阿奎那：论存在者与本质》（Übersetzung：Thomas von Aquino，Über das Seiende und das Wesen）



[1] 参见赫尔德出版社网站http://www.herder.de/theologie/programm/edith_stein；另外也参见Sarah Borden，Edith Stein，London & New York：Continuum，2003，p.144—148；Andreas Uwe Müller and Maria Amata Neyer，Edith Stein：Das Leben einer ungewöhnlichen Frau，Zürich und Düsseldorf：Benziger Verlag，1998，S.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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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axagoras 阿那克萨哥拉

B

Bergson，Henri 柏格森

Biemel，Marly 玛丽·比梅尔

Biemel，Walter 沃尔特·比梅尔

Biese，Alfred 阿尔弗雷德·比塞

Bernheim，Ernst 恩斯特·伯恩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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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win，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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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iger，Moritz 莫里茨·盖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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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he，Erika 艾丽卡·哥特

Groethysen，Bernhard 伯恩哈德·格雷图伊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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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mann，von Karl Robert Eduart 卡尔·罗伯特·爱德华·冯·哈特曼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Heideggcr，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Heine，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Heraklit 赫拉克利特

Hölderlin，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Husserl，Edmund 埃德蒙德·胡塞尔

Hurchson，Francis 弗兰西斯·哈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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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arden，Roman 罗曼·茵伽登

J

James，William 威廉·詹姆斯

Jaspers，Karl 卡尔·雅斯贝尔斯

Julia 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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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ges，Ludwig 路德维希·克拉格斯

Königsberger，Leo 莱奥·柯尼希斯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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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as，Ernst 恩斯特·拉斯

Lange，Konrad 康拉德·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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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ps，Theodor 西奥多·利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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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Gertrud 格特鲁德·迈尔

Meinong，Alexius 亚历克休斯·迈农

Meyer，Theodor Alexander 西奥多·亚历山大·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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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译名对照表

A

Abstraktion 抽象

Akt 行为

Aktrichtung 行为方向

Aktualität 现实性

Aktualitätscharakter 现实性特征

Analogie 类比

Analogieschluß 类比推理

Analogieschlußtheorie 类比推理理论

Analogisieren 类比

Analogon 相似物

Anschauung 直观

Anschauungsakt 直观行为

Anschauungsgrundlagen 直观的基础

Apperzeption 统觉

Assoziation 联想

Assoziationstheorie 联想理论

Ausdruck 表达、表情

Ausdruckserscheinungen 表达现象

Ausdrucksphänomen（e） 表达现象

Ausgeschaltet 被排除

Ausschaltung 排除

Außenwelt 外部世界

B

Bekundung（en） 传诉、显现

Bewegung（en） 运动

Beweglichkeit 可动性

Bewußtsein 意识

Bewußtseinseinheit 意识的统一

Bewußtseinsleben 意识生活

Bewußtseinsmodifikation 意识变样

Bewußtseinsstrom 意识流

Bewußtseinstätigkeit 意识活动

Bewußtseinsunabhängig 独立于意识的

Beziehung 关系

Blick 目光

Blickwendung 目光转向

C

Charakter 特性、特征、人物

Cogito 我思

constituens 构成要素

D

Dasein 此在

Daten 与料

Deckung 相合、符合、一致

Denkgewohnheit（en） 思维习惯

Ding 事物、物体

Du 你

E

Eigenbewegung 固有运动

Eigenschaften 特性

Eigenwesen 特有的本质

Einbildungskraft 想象力

Einempfindung 感觉（英译为sensing-in）

Einfühlungsakt（e） 移情

Einfühlungserlebnis 移情体验

Einfühlungsfreude 移情的快乐

Einfühlungsgabe 移情的禀赋

Einfühlungsmöglichkeit移情的可能性

Einfühlungstäuschung 移情的欺骗

Einsfühlen 同一化的感受行为

Eins-Fühlung 同一感

Empfindlichkeit 可感性

Empfindnis（se） 感觉

Empfindung（en） 感觉

Empfindungsdaten 感觉与料

Empfindungseinfühlung 感觉的移情

Empfindungsfelder 感觉领域

Empfindungsinhalt 感觉内容

Empfindungsreproduktion 感觉的再造

Empfindungsschicht 感觉层次

Entfaltung 展开

Entfaltungsprozeß 展开过程

Entwicklung 发展

Erfahren 经验

Erfahrung 经验

Erfahrungszusammenhang 经验关联

Erfassen 把握

Erfüllung 充实

Erfüllungsmöglichkeit 充实的可能性

Erfüllungstendenz（en） 充实的趋向

Erinnerung 回忆

Erkennen 认识、认知

Erkenntnis 认识、认知、知识

Erkenntnisprozeß 认知过程

Erkenntnisquelle 认识源泉

Erkenntnisstreben 认知欲求

Erleben 体验

Erlebnis 体验

Frlebniseinheit（en） 体验的统一

Erlebnisgattung（en） 体验的属

Erlebnisgehalt 体验内容

Erlebniskategorien 体验的范畴

Erlehniskomplexion（en） 体验的复合

Erlebniskontinuität 体验的连续性

Erlebnissphäre 体验的范围

Erlebnisstrom 体验流

Erlebnisstruktur（en） 体验的结构

Erlebniszusammenhang 体验关系

Erscheinung（en） 显现、显象

Erscheinungsmannigfaltigkeiten 各种各样的显象

Erscheinungsreihe（n） 显象序列

Existenz 存在、实存

Existenzsetzung 存在设定

F

facere 做

fiat 做

fieri 做出

Fühlen 感受、感受行为

G

Gebärde 表情、姿态

Gefühl（e） 感受

Gefühlsansteckung 感受传染

Gefühlsempfindungen 感受的感觉

Gefühlsübertragung 感受传播

Gefühlsvoraussetzung 感受的前提

Gefühlszustände 感受状态

Gegebenheit 被给予性

Gegebenheitsmodus 被给予方式

Gegebenheitsweise 被给予方式

Gegenstand 对象

Gegenstandscharakter 对象的性质

Geist 精神

Geisteswissenschaft（en） 精神科学

Gemeingefühl（e） 共通感

Glauben 相信、信念

Gott 神、上帝

H

Habitus 习性

Halluzination 幻觉

Hermeneutik 诠释学

Hineinversetzen 投射

Hintergrund 背景

Hintergrunderlebnis 背景体验

Hypothese 假设

I

Ichkern “我”的核心

Ichleib “我”的身体

Ichleben “我”的生活

Ichtiefe “我的深度”

Ichzentrum “我”的中心

Ichzugehörigkeit 属我性

Ideation 观念化

Immanenz 内在

Inaktualität 非现实性

Individualität 个体性

Individualisierung 个体化

Innenleben 内心生活

Instinkt 本能

Intention 意向

Iterierbarkeit 可重复性

K

Kausalbegriff 因果观念

Kausalbeziehung 因果关系

Kausalgesetzlichkeit 因果规律

Kausalität 因果关系、因果性

Kausalprozeß 因果过程

Kausalverhältnis（se） 因果关系

Kausalwirkung 因果作用

Kausalzusammenhang 因果关联

Körper 肉体、物体

Körperbewegung 肉体运动

Konoriginarität 共原初性

Konstitution 构造

Konstitutionsproblem 构造问题

Korrelat 相关者

L

Lebensäußerung（en） 生命的表达

Lebensgefühl（e） 生命感受

Lebensphilosophie 生命哲学

Lebenstotalität 生命整体

Lebenszusammenhänge 生命关系

Leervorstellung 空乏的表象

Leib 身体

Leibesfunktionen 身体的功能

Leibhaftigkeit 切身性

Leiblichkeit 身体性

Leibraum 身体空间

Leibwahrnehmung 身体感知

M

Metaphysik 形而上学

Methode 方法

Methodologie 方法论

Mitfühlen 共同感受

Mitgefühl 同感

Mitgegebenheit 共同被给予性

Mitgegebenes 共同被给予的东西

Mitgegebensein 共同被给予

Motiv 动机

Motivation 动机引发

Motivationsgrundlagen 动机引发的基础

N

Nachahmung 模仿

Naturphilosophie 自然哲学

Naturwissenschaft 自然科学

Nicht-Existenz 非存在

Nichtoriginarität 非原初性

Nichtoriginaritätscharakter 非原初的性质

nicht-originär 非原初的

Nullpunkt 零点

O

Objektgegebenheit 客体的被给予性

Objektivation 客体化

Objektivierung 客体化

Objektivität 客体性

Objektreich 客体序列

Objektsphäre 客体领域

Objektwelt 客体世界

Organe 有机体

Organempfindung（en） 有机体的感觉

Orientierung 定向

Orientierungszentrum 定向中心

Originarität 原初性

originär 原初的

P

Person 人、人格

Personalstruktur 人格结构

Phänomen（e） 现象

Phänomenologie 现象学

Primum movens 第一推动者、第一动因

Psyche 心灵

Psychologie 心理学

R

Raum 空间

Raumding 空间物体

Raumpunkt 空间点

Reduktion 还原

Reflexion 反思

Reflexionstäuschung 反思的欺骗

S

Schicht（en） 层、层次

Seele 心灵、灵魂

Seelenleben 心灵生活

Sein 存在、是

Seinscharakter 存在性质

Seinszusammenhang 存在关联

Selbigkeit 自同性

Selbstbewertung 自身评价

Selbsterkenntnis 自身认识

Selbstheit 自身性

Selbstvergessenheit 遗忘自身

Selbstwahrnehmung 自身感知

Selbstwertgefühl 自身的价值感受

Setzung 设定

Setzungscharakter 设定的性质

Sinn（e） 感官、意义

Sinneinheit 意义的统一

Sinngesetz（e） 意义规律

Sinneswahrnehmung 感官感知

Sinnzusammenhang 意义关联

Sollen 应当

Standpunkt 立足点

Stellung 位置

Stellungsänderung 位置的变化

Stellungnahme 执态

Streben 欲求

Strebung（en） 欲求

Stimmung（en） 情绪

Stimmungskomponente（n） 情绪的成分

Subjekt 主体

Subjektgegenstand 主体的对象

Surrogat 替代者

Symbol 象征

Symbolgegebenheit 象征的被给予性

Sympathie 同情

T

Täuschung（en） 欺骗

Tendenz（en） 趋向

Tiefe 深度

transzendent 超越的

Typus 类型

U

Übergang 转变

Übergangstendenz 转变的趋向

Übertragung 传播

Unterlage 基础

Unterscheidung 区别

Unterscheidungsvermögen 辨别力

Urteil 判断

V

Vergegenständlichung 对象化

Vergegenwärtigen 当前化

Vergegenwärtigung（en） 当前化

Vergegenwärtigungscharakter 当前化的特征

Verschmelzung 融合

Vernunftgesetz（e） 理性法则

Vernunftgesetzlichkeit 理性的合法性

Verschmelzungstheorie 融合理论

Verstehen 理解

Verzerrung 扭曲、变形

Vollzug 实行、完成

Vorstellung 表象

Vorstellungsansicht 表象论

Vorvollzug 预先完成

W

Wahrnehmung 感知

Wahrnehmungsakt（e） 感知行为

Wahrnehmungsaussage 感知的表述

Wahrnehmungscharakter 感知的性质

Wahrnehmungstäuschung 感知的欺骗

Wahrscheinlichkeitscharakter 或然性特征

Welt 世界

Weltanschauung 世界观

Weltbild 世界图像

Weltphänomen 世界现象

Weltsetzung 世界设定

Werden 生成

Wert（e） 价值

Wertfühlen 价值感受

Wertnehmen 价值选择

Wesen 本质

Wesensbetrachtung 本质考察

Wesensdeskription 本质描述

Wesensgesetzlichkeit 本质的合法性Wesenskern 本质的核

Wille 意志

Willensakt（e） 意志行为

Willensentschluß 意志决定

Willenserlebnis（se） 意志体验

Willenshandlung 意志行为

Wort语词

Z

Zeichen 符号

Zeichenfunktion 符号的功能

Zumutung 苛求

Zweckbegriff 目的概念


译后记

就德语哲学的翻译来说，本书是我的处女作。

从2010年底到2012年6月，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该书的翻译工作上。虽然困难重重，也常常患得患失，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在译稿即将完成交付出版之际，我想对曾经以各种方式关心、帮助和指导过我的人们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与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的姜丹丹。记得在我开始着手翻译此书，询问她是否可以推荐合适的出版社时，她说她正在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负责策划一套人文译丛，可以考虑把我这本书纳入其中，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大有雪中送炭之感。没有姜丹丹博士的热心推荐，本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和读者见面呢。

其次要感谢美国天主教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的麦克林（George F.McLean）教授和胡业评博士，正是他们的热忱邀请，使我得以顺利地到美国天主教大学进行访问学习。天主教大学丰富的学术资源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对我的研究、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同时我也特别感谢该校哲学院院长麦卡锡（John McCarthy）教授和索科拉夫斯基（Robert Sokolowski）教授惠允我旁听哲学院的课程，以及在学习上提供的指导和帮助！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好友、哲学院的余洋博士。余洋博士在索科拉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胡塞尔的博士论文，他通读了我的译文，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我要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倪梁康教授，他帮助我解决了翻译中的一些难题，包括一些复杂句子的理解和人名、术语的翻译，也由衷地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李秋零教授、韩东晖教授和张旭教授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德语和拉丁语的翻译；聂敏里教授帮助我输入和校对了文中的希腊语；比利时卢汶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的鲁道夫·伯奈特（Rudolf Bernet）教授和德国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的迪特·洛玛（Dieter Lohmar）教授帮助我解决了个别疑难句子的理解和翻译；马堡大学哲学系的王雪女士帮我校对了该书的导言部分，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我还要感谢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袭艳春女士，Sherry女士，我的墨西哥兄弟Daniel，还有Marijune、Winkey、Jim等朋友在生活上给予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鉴于译者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不足之处，热忱欢迎专家同行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使译文日臻完善。

张浩军

2012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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